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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快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中国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留守

儿童与寄宿儿童逐渐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群体。本书立足家庭与学校双场域

互动视角，系统分析父母缺位情境下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同伴网络结构与

偏差行为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其对成年后就业质量与幸福感的长期影响。研究引

入社会网络分析与生命历程理论，揭示同伴关系在弥补家庭功能缺失中的关键作

用，并从非认知能力视角解释童年经历对个体发展轨迹的深远影响。本书在理论

与实证层面回应农村儿童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并为相关公共政策与教育治理提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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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怡

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

拿大渥太华大学访问学者。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等10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公共管理学报》

《青年研究》及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等CSSCI、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入选2024年、2025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保障与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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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网络与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基于

整体网调查与干预实验的研究”（722032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民族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政策供给创新研究”

（CSQ25018）和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父母缺位与农村儿

童发展：当前困境与长期影响”（HBSKJJ20243313）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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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速城镇化下的农村儿童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儿童群体结

构发生显著变化。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4177

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9%。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限制使得务工父母难以

将子女带入城市，导致亲子分离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儿童成长在资源匮乏、家庭功

能弱化的环境中，其教育、健康和心理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图0.1显示，2010—

2020年，农村儿童数量大幅下降，但留守儿童比例持续上升，凸显了问题的紧迫

性。研究农村儿童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路径，对推动社会公平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不仅仅是农村儿童的个人问题，也

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进行相关研究也极为重要。

图0.1 中国城乡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及农村儿童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说明：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为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的数据由全国人口1‰抽

样调查数据推断而来。其中，2015年为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因数据精度与其他年份相差较大，故剔除

2015年数据。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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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校双场域中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

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受到家庭与学校双重场域的交互影响。在家庭场域，父母

缺位往往导致情感支持不足和教育监督弱化，这一影响在留守儿童群体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在学校场域，教育资源分布差异和寄宿制管理模式同样深刻影响着儿童发

展。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人力资本研究多侧重于对认知能力（如学业成绩）的考

察，而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非认知能力（如情绪管理、社交技能）对儿童

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书聚焦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这两类特殊群体，从家庭与学校双场域的互动视角出

发，系统考察其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研究取向

不仅能弥补现有研究对场域互动关系关注不足的缺陷，更能为制定更精准的教育支

持政策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当前农村教育发展背景下，这种双场域

互动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农村儿童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并为破解

这些困境提供新思路。

三 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同伴效应

同伴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父母缺位的留守儿童和农村寄宿儿童

而言尤其如此。现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同伴互动分析，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

限：个体网络边界模糊、成员间缺乏系统性联系，难以全面反映儿童在家庭和学校

多重社会网络中的真实互动状况。相较而言，整体网络分析能够更准确地刻画群体

内部关系结构，揭示个体行为如何受到网络成员的系统性影响。

本书创新性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班级和宿舍作为研究单元，深入考察留守

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特征。通过分析网络中心性、群聚性等结构指标，系统

探讨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影响机制。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弥补了传统个体网

络研究的不足，更为理解农村儿童在特殊成长环境下的社会化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

框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揭示同伴网络在弥补家庭功能缺失方面的潜在作用，为进

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 家庭监督缺失下的农村儿童偏差行为

父母长期缺位可能导致家庭监督功能弱化，增加农村儿童出现偏差行为的风险。父

母长期外出导致亲子分离，削弱了家庭对儿童行为的管理和情感支持，使其在同伴

关系中更易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成为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同时，偏差行为可能通

过社会网络传递，进一步加剧问题的严重性。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家庭功

能弱化对儿童行为的影响机制，还能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如加强

学校心理辅导、优化同伴支持网络等，从而减少偏差行为，促进农村儿童健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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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分析寄宿对农村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

为的影响，揭示了家庭监督缺失如何通过削弱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

等人格特质，进而增加其偏差行为发生的风险。同时，不良同伴交往会放大寄宿的

负向影响，而教师支持和父母参与则能有效缓解这一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

农村儿童行为发展机制的理论认识，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实践角度

看，研究强调了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寄宿学校管理以及完善农村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的必要性，从而为减少儿童偏差行为、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了科学参考。

五 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经历对成年工作—生活场域的长期影响

童年经历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前四个部分探讨的是父母缺位

对儿童的即期影响，这一部分将探讨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早

期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和社会支持会通过累积效应塑造成年后的就业、婚姻和心理

健康。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而言，父母缺位是否会导致长期人力资本劣势？

其影响机制是经济资源的限制，还是心理资本的削弱？本书基于追踪调查数据，分

析童年留守经历与成年后工作—生活质量的关联，不仅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应用

范围，也为相关政策（如教育支持、心理干预、就业帮扶）的制定提供了实证依

据。

六 内容与章节安排

本书主体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由来，第

二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第三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

同伴网络，第四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第五部分为工作—生活双

场域下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第一部分包含一章，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均包含两

章，第五部分包含三章。各章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父母缺位下农村儿童的两种类型。作为全书的开篇，本章将对留守儿童和

寄宿儿童的由来展开讨论，并回答这两类儿童为何普遍又特殊。

第二章为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本章节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身心健

康、教育期望等传统人力资本的影响和以大五人格、自尊、坚毅和学习动机等为代

表的新人力资本的影响。

第三章为农村寄宿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本章首先比较了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

童人力资本的差异，然后聚焦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得、孤独感消解和非认知能力的发

展。

第四章为家庭—学校双场域下父母缺位与同伴网络的弥合。由于父母外出造成陪伴

和监督的缺失，而同伴又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本章将分析留守儿童和寄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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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班级整体网中更真实的同伴关系，并探讨同伴网络如何在家长与教师之间发挥

弥合作用。

第五章为留守儿童与农村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运用UCINET绘制了班级学习、八

卦、玩耍、情感和好友网络等整体网络图，并分析了留守状态和寄宿状态对同伴网

络入度（In-Degree）、出度（Out-Degree）、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特征向量中心性

（Eigenvector Centrality）这五种中心性的影响，发现留守儿童并没有出现群

聚，但寄宿儿童出现了群聚。

第六章为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社会网络研究。本章系统考察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

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面临的多重困境：留守状态本身不仅提升了遭受校园

欺凌的风险，其在同伴网络中的边缘位置还导致“网络资源剥夺”，使其难以获得

有效的社会支持。研究还揭示了校园欺凌在社会网络中的传递特性，进一步加剧了

留守儿童的弱势处境。值得注意的是，旁观者群体在欺凌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其消极态度往往助长欺凌持续，而积极干预则能有效遏制欺凌蔓延。

第七章为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寄宿会增加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包括攻击性行

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大五人格对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

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寄宿通过削弱其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来增加其攻击

性行为和违纪行为。交往不良同伴、获得较少的教师支持和较低程度的父母参与也

会增加其偏差行为的发生。

第八章为工作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

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父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是负向的。童年父母外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存在“关键期效应”和“时间效应”。同样以大五人格作为重要中介，父亲外出通

过提升子女的尽责性和开放性来提高青年就业质量，而母亲外出则不利于儿童的情

绪稳定性，从而对青年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

第九章为生活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多维资本积累与成年幸福感——来自多维资本

的解释。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后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传统人力资本和

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而新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明显。童年留守经历通

过抑制身心健康、削弱子女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并进一步通过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

降低子女与配偶亲密度，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第十章为拥抱特殊童年。第一，优化家庭陪伴模式，减少亲子分离的负向影响。第

二，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与心理健康支持。第三，构建“家校社”

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第四，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关注，实现长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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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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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父母缺位下农村儿童的两种类型

第一节 父母外出与儿童留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由于城乡经

济差异等因素，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由于中国当时的户籍制度和城乡

二元制度的改革还未完成，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务工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

因其农民身份无法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住房等，无力带子女一起流动，使得外出务

工的劳动力只能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乡，由此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

一 农村家庭外出务工选择与留守儿童的由来

（一）大量父母外出务工的起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城市

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

支持，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寻

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21世纪初，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定型。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繁荣，同时内地经济也开始崛起。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内陆地区经济的崛起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选择，促使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

力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距。

数据源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农村地区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效率低，收入有限，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

非农就业机会稀缺。农民难以通过农业生产满足家庭的教育、医疗等需求。为了获

取更高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只能流向城市。2010—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增加了

1.54亿人。 这一时期，人口流动加速、城镇化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流

动家庭，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更多留守儿童。

（二）留守儿童的成因分析

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性社会问题，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交

织作用的结果。从宏观国家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强大推力，也直接催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特

殊群体。从中观社会层面来看，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的壁垒，进一步限制了流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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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完整化，使得部分家庭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加剧了留守儿童现象的持续与

固化。从微观家庭层面而言，农村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与生存需求迫使父母外出务

工，而户籍制度限制与城市生活成本等因素导致子女被迫留守，这种家庭结构的割

裂成为留守儿童现象形成的核心机制。总体而言，留守儿童是城乡经济差异、城市

公共服务壁垒以及家庭经济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留守儿童产生的复杂背景。

1.改革开放与城乡经济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但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

出。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的逐步放开为农村劳动

力流动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到逐步放宽并规范管理，打破

了城乡之间的“高墙”，使农村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家逐

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更加重视流动

过程中的公平与融合（张广胜、田洲宇，2018），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同

时也为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就

业机会稀缺，高质量工作岗位更是匮乏（宋月萍，2024）。具体而言，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推拉力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和丰富的就

业机会成为主要的拉力因素，而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就业

机会少则是劳动力外流的主要推力（吴方卫、卢文秀，202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需求层次的变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标也从“维系生计”转向“追求发

展”。这一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同时也对城乡经济结

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家庭经济压力与外出务工

农村家庭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自家庭成员的生活、教育、医

疗等多方面的支出需求。为了有效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往往不得不选择外出务

工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在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家

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外出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而传统农业生产或其他本

地就业机会所创造的收入，往往难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因此，父母外

出务工不仅成为许多家庭改善经济状况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持家庭基

本生活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直接导致了农

村地区亲子分离的情况日益普遍，进一步推动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3.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壁垒

尽管父母外出务工能增加家庭收入，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壁垒却极大

地限制了他们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可能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居住在单位宿舍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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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棚，条件较为简陋且缺乏稳定性，无法为子女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此外，城

市教育资源和住房保障的不均等化问题，使得流动家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许多城

市对流动儿童入学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包括严格的户籍限制和高昂的借读费等，这

些制度性障碍使得部分家庭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阮海波，2021）。即使一些城

市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但由于供给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许多农民工

仍难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这种居住空间的边缘化和空间隔离现象，进一步增加了

农民工家庭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这些因素也限制了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使得部

分家庭在权衡成本后，昀终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

（三）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1.第一代农民工

从出生年代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指生于1970年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

代进入城市务工的人群。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昀早一批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村劳动

力。这一群体的出现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第一代农民工的

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仇凤仙，2023）。这一时期的城市

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他们正好填补了这一需求，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从务工类型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生计型务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

庭生计问题，他们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开支，如子女教育、家庭建设和子女婚

事。 他们的工作多集中在建筑工地、工厂等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工作虽然

收入相对稳定，但劳动强度大，且工作环境较为艰苦。

从文化程度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小学和初中文化。受限

于受教育程度，他们主要从事一些低技能、高强度的工作，包括建筑工人、餐厅服

务员、保安、保洁等。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和教育背景，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往往

处于劣势。

从乡土情怀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对家乡有较强的归属感，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尽管长期在外务工，但他们仍然会在农忙时返乡，农闲时再外出打工，像“候

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这种“候鸟式”的生活模式使得他们在城乡之间形成了

独特的生存状态（仇凤仙，2023）。他们的生活轨迹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但他

们在城市中始终难以完全融入，昀终仍需回到农村。这种城乡往返的生活方式不仅

体现了他们对家乡的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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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结构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多为多子女家庭，家庭责任较重。由于外出务工，

他们的子女往往成为留守儿童，教育和生活多依赖隔代教养。这种隔代教养模式在

农村地区尤为普遍，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祖辈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难

以在学业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指导；其次，祖辈的年龄较大，精力和体力有限，

难以全面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与心理需求。此外，隔代教养还可能导致家庭

教育功能的弱化，使得留守儿童在行为规范、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引导。

2.第二代农民工

从出生年代来看，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

的农民工群体。这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他们出生在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机遇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全新

的社会环境。这种成长背景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就业选择、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呈

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征。

从务工类型来看，第二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不再局限于解决生计问题，而是更

加注重追求体面的工作和生活质量，对生活品质有较高要求（孙敏，2023）。这种

生活观念的转变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消费行为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

工的消费观念更接近城市居民，他们不再将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开始重视个人发

展和生活享受。例如，他们会购买时尚服装、使用智能手机，甚至通过网络金融平

台贷款进行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对个人

价值的追求。

从文化程度来看，第二代农民工普遍高于第一代，多为初中及以上文化，占93.8%

（沈蓓绯等，2012；房彬，2014）。这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就业选择上更

具优势，职业期望值也更高，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体力劳动。他们更倾向于技术含量

较高、工作环境较好的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等（王宗萍、段成荣，2010）。教

育水平提升的同时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

更强的适应性。

从乡土情怀来看，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渴望融

入城市生活，与家乡的联系相对减弱，且他们的收入不单纯用于家庭建设。由于大

多没有务农经历，对土地缺乏深厚感情（房彬，2014），家乡的吸引力较弱，他们

更愿意在城市中寻找发展机会。这种乡土情怀的淡化反映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转

变，从传统的“农村人”逐渐向“城市人”过渡。

从家庭结构来看，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成长于独生子女或二孩家庭，与第一代农民工

的多子女家庭背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

视程度显著提高，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支出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第一代农民工“候鸟式”往返城乡的模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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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定居，努力融入城市生活。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

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选择；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对比如表1.1所示。

表1.1 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对比

二 父母外出类型、留守阶段与留守儿童特征

（一）父母外出类型与留守儿童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模式经历了显著变化，对留守儿童的家庭安排产

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父亲外出务工为主，家庭安排通常是“男主

外、女主内”，即父亲外出挣钱养家，母亲在家照顾一家老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务工的现象逐渐增多。近年来，女性外出务

工人数增加（石智雷、宁桃丽，2024），这种变化不仅是家庭经济策略的调整，也

与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演变密切相关。

1.父亲外出

在父亲外出务工的家庭中，母亲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情感陪伴和日常生活照料，但

单亲抚养模式仍然存在明显的功能缺失。由于父亲在传统家庭中往往承担着权威支

持和经济支柱的角色。尽管务工收入能够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使儿童的营养摄入有

所提高，但父亲在健康管理方面的缺位可能导致疾病预防等关键环节被忽视，使得

儿童的健康状况并未随经济改善而同步优化。此外，父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通常

扮演着行为规范和社交引导的角色，其长期缺席可能导致儿童学习动力不足、社交

能力发展滞后，甚至出现行为偏差。这种“经济条件改善但家庭功能弱化”的矛盾

现象，使得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仍面临多维度的成长风险。

2.母亲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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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课堂违纪、讲脏话等。

如强迫、敌对等。

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更为显著，与父亲相比，母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

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留守儿童年龄越小，产生自我孤独感的概率越高（张婷皮

美、石智雷，2021）。在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表现上，无论是外显行为 还是内隐

心理问题 ，由父亲单独抚养的儿童出现问题的概率普遍高于其他抚养方式。这或

许反映出父亲在照看儿童时对问题行为的重视程度不足，管理方式较为宽松。此

外，留守儿童在偏差行为类型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在内隐心理问题方面表

现得更为突出，而男生则在外显行为问题上更为常见（傅王倩、刘霏屿，2022）。

母亲不在家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陈在余，2009），仅母亲外出的

留守儿童，其患病风险昀高、就诊率昀低，处于昀为不利的境地（宋月萍、张耀

光，2009）。

3.双亲外出

双亲外出务工使留守儿童陷入更为严峻的成长环境，祖辈监护虽然能够提供基本的

生活照料，但在情感支持、教育引导和健康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局限。由于祖父母

年龄较大、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往往难以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儿童更容易出现自

卑、焦虑等心理问题，甚至长期影响其自我认同感。在行为发展方面，父母的双重

缺位使得儿童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导，非认知能力（如自律性、社交能力）的发展

明显滞后，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社交退缩等问题（崔颖、徐卓君，2021）。健康

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双亲外出的儿童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更高，且意外伤害风险增

加，反映出祖辈监护在健康管理上的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的双亲缺位可能

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累积性负向影响，甚至延续至成年阶段，形成深远的成长劣

势。

（二）不同阶段留守儿童特征

1.幼年阶段

幼年阶段留守儿童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情感需求与教育支持两个关键方面。在情

感发展层面，父母陪伴的缺失使得儿童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依恋，部分儿童可能表

现出过度依赖监护人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可能呈现情感疏离倾向。这种情感发展的

不稳定性与主要监护人的频繁变更密切相关——除祖辈外，亲戚、邻居等也可能参

与照料，但都难以替代父母的角色。在教育支持方面，实际监护人往往受限于年

龄、精力和教育观念，难以为儿童提供适龄的早期教育刺激，导致儿童在语言发

展、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等基础能力的发展上可能滞后于同龄人。

2.小学阶段



20

小学阶段留守儿童面临学习适应与心理发展的双重挑战。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系统

接触正规教育，但由于缺乏父母的学习监督和学业指导，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学习

动力不足、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与此同时，心理孤独感成为显著特征，长期缺乏

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使得他们在同伴交往中往往表现出内向、自卑的特点。学习困难

与心理孤独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状况进一步影响了儿童建立健康人际关

系的能力（刘志军，2025）。

3.初中阶段

初中阶段留守儿童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情绪波动与社会适应方面。正值青春期的留守

儿童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情绪表现上，女生往往呈现出更强的外

向性和情绪不稳定性，而男生则更多表现出攻击性等行为问题（黎志华等，

2014）。在社会适应层面，这一阶段的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社交焦虑和群体归属感缺

失的问题，部分学生甚至出现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张晓，2021）。这一阶段的情绪

问题与社会适应障碍相互交织，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4.高中阶段

高中阶段留守儿童面临着学业压力与支持系统的双重困境。随着课程难度增加和学

业竞争加剧，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父母的直接学业指导和情感支持，在应对学习困

难时往往力不从心。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积累的学习问题到高

中阶段进一步放大。虽然通信技术为亲子联系提供了便利，但有限的沟通频率和深

度难以满足青少年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这种持续的家庭支持缺失，使得他们在面

对学业压力和生活挫折时，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潘黎君，

2024）。

三 留守儿童的数量与区域分布

（一）留守儿童的数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站，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为4177万人，占农村儿

童总人口的37.9% ，这一比例较十年前显著提升。在2010—2020年，全国留守儿

童数量增加了1202万人（增长率为21.9%），但农村留守儿童仅增长207万人（增幅

为5.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是发生在农村儿童总人口大幅缩减的背景下，

也使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不降反升。数据表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加速带

动了人口流动，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呈现出结构性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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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这种“总量微增、占比攀升”的态势，凸显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紧迫

性和复杂性。

图1.1 2000—2020年农村全体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变化

（二）留守儿童的区域分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站，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澎湃新闻，

2024年6月11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693462。

从整体分布来看，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务输出大省，同时在东部发

达省份也有一定规模。具体来看，河南、四川、广西、湖南和广东等省份由于大量

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多。河南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

的比例高达14.6%，超过600万人 ，位居全国之首。此外，四川、广西、湖南和广

东等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8.5%、7.6%、

7.1%和6.7% ，这五个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合计占全国留守儿童数量的

44.5%。此外，安徽、贵州和江西等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也较为庞大，均超过

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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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龄和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布特征（见图1.2）。

数据显示，0—2岁的婴幼儿群体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17.1%（714万人）。

3—5岁学前教育阶段儿童占18.7%（780万人），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占比昀

高，达到54.1%（2262万人），15—17岁高中阶段儿童占10.1%（421万人）。在全

体农村留守儿童中，0—2岁婴幼儿的占比不高，但该年龄段农村留守儿童占同年龄

段农村儿童的比例高达46.6%，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反映出低龄儿童面临较高的

留守风险。

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中男童为2216万人（53.1%），女童为1961万人

（46.9%），性别比为113.0，略低于全部农村儿童的性别比（114.3），这显示出

男女童中留守比例差异不大（吕利丹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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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

四 留守儿童的政策保护

留守儿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庞大、问题复杂且影响

深远，亟须政府构建系统性、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政策保护发

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关键作用。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不仅能够为留守儿童权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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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提供制度支撑，更能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

关爱服务体系。这种制度化的保障措施，是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的重要基础。具体政策演进如图1.3所示。

（一）留守儿童政策的建立阶段（2004—2009年）

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中国正式迈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随着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教育领域开始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系统性研

究，留守儿童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研究

的重要议题（王玉香、吴立忠，2016）。

2004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举办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标志着

留守儿童问题正式被纳入政府的工作议程。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要求输出地政府解决好农民工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

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年5月，《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发布，提出了建立寄宿制

学校，完善教育和监护体系。同年7月，《全国妇联关于大力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行动的意见》出台，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这一阶段，留守儿童问题正式进入国家政策的关注范围，政策内容不断充实和完

善。在少年儿童相关保护政策中，特别强调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对留守儿童

的关爱保护工作有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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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留守儿童政策演进时间轴

（二）留守儿童政策的发展阶段（2010—2015年）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多。2010年中国农村

留守儿童数量达到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2010

年教师节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省张北县考察期间指出，要以政府为

主导，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工作的力度。

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提出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以确保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

中得到必要的关注和支持。2012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的内容。2014年9月《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出台，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等。

这一时期，政府从宏观层面为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导，将留守儿童的关爱保

护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保护留守儿童权益，关爱保护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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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明确，要求更加具体。

（三）留守儿童政策的深化阶段（2016年至今）

2016年至今，留守儿童政策的制定背景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加速以及乡

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数量增加，其教育、心理

和监护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于2016年2月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系统性地回应了留守儿童问题，此后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将留守儿童纳入

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确保留守儿童的基本生

活、教育和心理健康需求得到满足。2021年9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把留守儿童作为

专门对象加以论述，强调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包括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

任，提高监护能力；强化县、乡级政府属地责任，落实关爱帮扶政策；加强对留守

儿童的心理、情感、行为和安全自护指导服务；倡导企业为务工人员与留守子女沟

通提供支持；落实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政策，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等多项举

措。

从昀初的探索期到如今的发展期，中国留守儿童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保护措施更加

科学。通过相关政策，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健康权等基本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推动了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系统化。但是留守儿童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

性，仍需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执行力度，确保留守儿童得到更好的关爱

和服务。

第二节 撤点并校与儿童寄宿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

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务工人员无法将子女带入城市就学，这些留守儿童

通常由祖父母抚养，在乡村空心化和家庭监护缺失的双重困境中成长。与此同时，

为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2001年开始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对乡村教育格局产生了

深远影响：大量村级小学和教学点被撤并，儿童就学地点从村内延伸至数千米外的

乡镇中心学校。这一变化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进一步加剧——年迈的祖父母难

以承担每日长途接送，而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监护缺位又使走读安全问题日益凸

显。在此背景下，寄宿制学校逐渐成为应对这一双重困境的制度化解决方案：既通

过集中办学保障教育供给，又通过提供住宿填补家庭监护空缺，从而为留守儿童提

供了相对稳定的教育机会。

一 撤点并校与农村寄宿儿童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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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点并校政策的背景与实施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

迁移至城市。这一人口迁移现象对农村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村地区的生源逐渐

减少，许多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因学生人数不足及教学资源匮乏而面临生存困

境。为应对这些挑战，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撤点并校政策。该政策旨在通

过合并小规模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教育公

平。

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到2010年，全国农村学校数量从60多万所减少到不足30

万所，这一变化反映了该政策的广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强调教育资

源的合理配置和区域公平性，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应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差

距。然而，撤点并校政策在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加剧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也

引发了新的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学校合并后，学生上学的距离明显增加，交通

成本和安全隐患成为家庭的新负担。

（二）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兴起

数据源自教育部在2001年和2020年公开发布的基础教育统计文件。

从2001年至2020年，撤点并校政策实施20年来，全国乡村小学规模学校从491273所

减少到162601所，缩减近三分之二。 如此一来，大批乡村学生不能在本村内就

近上学。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在11个省市的调查显示，学校布局调整前后农村

学生通勤距离从1.6千米延长至4.0千米（雷万鹏、徐璐，2011）。较长的通勤时间

加之不发达的乡村交通，给乡村学生上下学带来了极大不便。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

年7月24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

html。

在此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在布局优化过程中引入了寄宿制。截至2017年，中国农村

小学寄宿生规模达930万人，占全国小学寄宿生总量的87.2%（王春超、孙曙涛，

2023）。政府大力推动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主要目标是减少因上学距离过远而导

致的辍学，以及为偏远地区学生提供更加公平、高质量的教育。目前，寄宿制教育

已成为中国农村教育的重要办学模式，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寄宿生数量持续

增加。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寄宿生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 

，寄宿制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住宿和基本生活保障，解决了家庭在交通和住宿上的后

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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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围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的政策爬梳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教育资源的集中配置，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发生

了显著变化。寄宿制学校的普及意味着这些孩子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

这不仅对他们的教育质量和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也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保障他们在教育、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成

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政策文件及相关文本作为政府行为的反映，成为

理解和分析政策意图及实施过程的重要依据（李钢，2007）。因此，全面梳理和分

析现有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文本，探讨其实际效果和存在问题，已成为提升农村

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农村

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教育领域的关键实践。乡村振兴战

略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而寄宿制模式正是破解偏远地区儿童就学难

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更通

过构建现代知识体系与乡土文化传承相融合的培养机制，为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

兴注入可持续动力。

（一）数据基础

本部分以国务院及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农村寄宿制儿童教育的政策文

本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数据的权威性，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具体检索

步骤如下：首先，以“农村寄宿”“寄宿”为关键词进行信息搜索；其次，采用全

局、模糊搜索，确保数据的全面性；昀后，删除各类失效文件数据。基于上述步骤

与原则，共筛选出2001—2023年相关政策文本91份。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以2001

年作为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分析起点，是基于以下考虑：2001年，在全国范围

内正式启动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改革（简称撤点并校），这一改革标志着农村寄

宿制儿童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开端。自此，相关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

（二）分析方法

对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相关政策文本分析主要采用共词分析法。首先，运用内容分析

软件ROST CM6对政策文本进行高频词提取，并结合政策文件内容筛选出符合该政策

文本的主题词。其次，导入筛选后的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生成高频词共现矩

阵。基于上述可视化分析结果，系统梳理各阶段政策文本的总体特征，从而直观呈

现中央政府在农村寄宿制儿童教育政策上的导向及其演变过程。

（三）分析结果

从政策文本的颁布时间和数量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可以

分为摸索（2001—2009年）、建立（2010—2015年）、健全（2016—2020年）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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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021年至今）四个阶段（具体政策文本见附录附表1）。

图1.4 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年度变化

1.摸索阶段（2001—2009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网，2003年9月17日，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40.htm。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城乡教育

差距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偏远农村地区，学生面临着学校距离远、交通不便等困

难，部分学生还因此被迫辍学。为解决这一问题，寄宿制学校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

式被提出并逐步试验。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

定》，强调要加强中小学校舍和初中寄宿制学校建设，扩大初中学校招生规模。

当时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初步探索和试点实践，地方政府在条件较为困难的地区尝

试建设简易寄宿设施，通过集中教育资源来提高教学效率。例如，一些地方学校将

临时宿舍安排在教室或空置房屋中，虽然设施简陋，但为学生上学提供了便利。与

此同时，中央开始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将寄宿制学校建设列入议

事日程。尽管这一时期的政策尚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教师数量不足

等问题，寄宿教育尚未形成规模，但它为后续寄宿制学校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重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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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阶段（2010—2015年）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3年12月31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 201312/ t20131231_

161635.html。

2010—2015年，政策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逐步建立起一个围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的

政策体系。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撤点并校成为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重要策略。

但学校布局的集中化使更多学生面临上学路途过远等问题，促使寄宿制学校逐渐成

为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寄

宿制学校的建设目标和实施方向。 在基础设施方面，政策要求新建或改建宿

舍、食堂等生活设施，改善学生的住宿和用餐条件；在财政支持方面，国家设立专

项资金，用于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

这一阶段，寄宿制学校逐渐从基础建设向综合管理过渡。许多学校开始配备生活辅

导员和心理健康教师，努力为寄宿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关怀服务。同时，一些地区探

索通过远程教育设备，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偏远学校，为提升教育质量创造条件。

尽管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诸多挑战。部分学校因生源增加而面临床

位不足的问题，而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限制了政策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师

资力量的差距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城市学校通常能够吸引更多高素质教师，而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困窘，难以吸引和留住优质师资。这种差距直

接影响了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育设施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城乡教育差

距。城市学校配备了更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更完善的教育基础设施，而许多农村学校

甚至无法满足基本教学条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即便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

后，合并后的学校仍然难以赶上城市学校的发展水平。

3.健全阶段（2016—2020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5月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日益临近，教育公平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议题。农村

寄宿儿童教育政策进入了健全阶段，政府开始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师资培

训等多个方面着手，推动寄宿制学校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首先，2018年，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在乡镇集中建设寄宿制学校，同时在偏远地区保留必要的村级小规模学校和

教学点，确保学生能够就近入学。 这一措施避免了因撤点并校过度集中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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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失衡，也保障了偏远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其次，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对

寄宿制学校的宿舍、食堂、浴室、供暖系统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力求为学生提供

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生活补助机

制，明确补助标准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此外，政府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引入现代

远程教育设备，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学校。大力推进师资力量建设成

为政策重点，通过定向师范生培养、教师职称评定向农村学校倾斜等措施，吸引并

留下更多农村优秀教师。同时，开展教师定期培训，提升教学质量，缩小城乡教育

差距。这一阶段的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了较高

水平，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然而，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仍未彻底解决，一些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管理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

4.完善阶段（2021年至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进入系统性完善阶段。这

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从“硬件均衡”转向“质量提升”，旨在弥合城乡教育深层差

距，并满足农村儿童发展的多维需求。国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将寄宿制学校

定位为“乡村教育振兴枢纽”。通过《“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

政策，强化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分层分类支持，推动“一人一策”成长档案全

覆盖。探索“县域教育共同体”模式，统筹乡镇寄宿学校与村级教学点的资源共

享，形成“中心校辐射、多点联动”的服务网络。同时突破单一校内管理模式，构

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推进“周末亲情课堂”“线上家庭教育指导”等创新

机制，弥补寄宿生亲情陪伴缺失。将劳动教育、乡土文化课程纳入寄宿学校必修体

系，如开设现代农业实践基地、非遗传承工作坊，使学校教育与乡村产业和文化振

兴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强

调，各省（区、市）要适应城镇化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制定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

源配置的指导意见，稳中有进地发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

回顾中国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从探索到建立，再到健全

和完善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从表1.2的高频主题词来看，政策的关注点从扩大规模

到加大资金投入与教师编制的增加，再到教育信息化配套，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关注

点。这一过程中，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针对性和科学性日益增

强。农村寄宿制学校不仅在改善学生就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还在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乡村振兴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表1.2 分阶段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高频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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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村寄宿制是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有效途径吗？

（一）农村寄宿制的成效

近年来，寄宿制教育在中国偏远地区得到广泛推广，成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

重要手段。通过集中教育资源和提供住宿保障，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因地理阻隔、

经济差异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在中央政策引导和地方

政府的协同推进下，寄宿制学校已成为解决偏远地区学生就学难题的核心举措，尤

其为贫困地区和交通不便区域的适龄儿童提供了稳定的教育支持，其积极作用日益

凸显。

1.有效解决家校往返难题，保障就学权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5月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

寄宿制教育昀直接的成效在于化解了偏远地区学生的通学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要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农村学生往往因地

理条件限制面临就学困难。部分学生需长途跋涉上学，恶劣天气更会加剧通学风

险，这不仅增加辍学可能性，还影响学业表现和身心健康。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

寄宿制学校通过提供安全住宿，显著减轻学生通勤负担，使其能专注学业。这种模

式通过缩短就学物理距离，为偏远地区学生创造了平等的教育条件，切实缩小了因

地域差异导致的教育差距。 

2.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教育公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3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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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546/202306/content_6888957.

html。

寄宿制学校通过资源整合显著提升了教育供给效能。根据《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寄宿制模式能集中调配城乡教育资源，是缩小教育

差距的重要抓手。 在实践层面，寄宿制学校不仅解决了学生住宿需求，更通过

集约化办学实现了三大优化：一是整合师资力量，提升教师使用效率；二是共享教

学设施，避免重复建设；三是依托远程教育等技术手段，使农村学生能接触城市优

质课程和教学方法。这种资源集聚效应，既缓解了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分散的困境，

又为农村学生创造了与城市同质化的学习环境，有力推动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二）农村寄宿制的问题

尽管寄宿制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以下

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1.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

不同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硬件设施差异较大。董世华在《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

究》一书中指出，部分地区的寄宿制学校住宿条件较为简陋，宿舍通风不良、卫生

设施不达标等问题较为突出（董世华，2015）。这些基础设施的不足不仅影响学生

的日常生活质量，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状态产生负向影响。特别是在一

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床位不足、生活设施简陋等问题更为严重，如何为学生创造安

全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师资队伍建设面临困境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网站，2020年8月28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

l。

教师资源短缺是寄宿制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虽然《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

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已出台多项支持政策，但由于偏远地区经济条件限

制，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依然突出。 这种师资不足的状况直接制约

了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影响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师

素质，是当前寄宿制教育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3.教育经费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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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质量。尽管中国教育经费配置效率

整体水平较高，但教育经费配置存在区域差异和不同教育层次的差异。东中西部地

区规模效率依次增高，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效率依次降低（孙俊

洁，2023）。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直接关系到寄宿制学校的

教学环境改善和教育质量提升。特别是在当前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优化经

费配置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虽然寄宿制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成效显著，但基础设施不足、师资

短缺和经费配置等问题仍制约着其发展成效。要充分发挥寄宿制教育的优势，需要

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协同努力，通过改善硬件条件、优化师资配置和提高经费使

用效率等系统性措施，切实提升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质量，为偏远地区学生创造

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环境。

第三节 两类儿童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 何以普遍？

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作为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其发展轨迹既遵循儿童成长的普遍规

律，又因父母缺位和寄宿环境的双重作用，而面临独特挑战并呈现出迥异的特征。

从普遍性来看，两类儿童的发展同样受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重环境的影响，其身心

发展、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均符合儿童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身心发展方面，两类儿童与普通儿童一样，经历着从幼年到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和

心理成熟过程。他们的身体发育依赖于营养摄入和健康管理，而心理发展则受到情

感支持和社会互动的影响。尽管父母缺位可能削弱了部分家庭功能，但学校作为重

要的社会化场所，依然为两类儿童提供了基本的教育资源和社交机会。例如，义务

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对所有儿童一视同仁，确保了两类儿童在认知能力

发展上与其他儿童保持同步。

在非认知能力培养上，两类儿童同样需要通过社会互动和实践锻炼来培养责任感、

合作精神和情绪管理能力。同伴关系、师生互动以及课外活动是塑造这些能力的重

要途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虽然可能因家庭支持的不足而在自尊、坚

毅和学习动机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但其内在发展需求与普通儿童并无本质差异。

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为儿童提供了更多同伴交往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其社交能力和

独立生活能力。

此外，两类儿童的发展同样受到宏观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教育均等化政

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均为所有农村儿童（包括

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为公平的外部条件。这些普遍性特征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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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类儿童面临特殊挑战，但其发展仍遵循儿童成长的基本规律，需要家庭、学

校和社会的共同支持。

二 何以特殊？

尽管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但其特殊性更为突出，这也是本书以

“特殊的童年”为核心展开研究的原因。两类儿童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庭功能的弱化与替代机制的不足

父母缺位是两类儿童昀显著的特殊性。对留守儿童而言，亲子分离导致情感支持、

行为监督和学业指导等家庭功能严重弱化。隔代监护或亲戚监护往往难以弥补父母

角色的缺失，尤其是在儿童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方面。对寄宿儿童而言，虽然通过

学校寄宿解决了监护问题，但家庭情感的缺失依然存在。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无法

完全替代家庭的情感纽带，儿童可能长期处于“情感饥饿”状态，表现为孤独感、

焦虑或自卑。这种家庭功能的弱化是两类儿童发展特殊性的根源。

（二）成长环境的双重挑战

留守儿童面临“家庭空心化”与“乡村空心化”的双重困境。父母外出务工不仅减

少了家庭支持，还可能因乡村资源匮乏而加剧儿童的发展劣势。例如，乡村教育资

源的不足可能进一步拉大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教育差距。寄宿儿童需适应“家庭

—学校”场域的突然转换，而低龄寄宿儿童尤其面临生活自理能力不足、情感依赖

难以满足等现实问题。寄宿学校的标准化管理可能忽视个体差异，导致部分儿童在

集体环境中感到压抑或边缘化。

（三）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独特路径

两类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路径与普通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可能因缺乏父

母引导而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等方面表现较弱，但也可能因早期独立而表现出更

强的抗逆能力。寄宿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更早接触社会化规则，其合作意识与纪律性

可能更强，但也可能因竞争或同伴压力而出现焦虑甚至抑郁。这些差异表明，两类

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并非简单的“劣势”，而是需要针对性支持的独特路径。

（四）长期影响的累积效应

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两类儿童的特殊性还体现在童年经历对成年后的长期影响

上。父母缺位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或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中断，进而影响

其成年后的就业质量与幸福感。例如，留守儿童可能因早期情感缺失而在亲密关系

中表现疏离，寄宿儿童则可能因集体生活的纪律性而更适应结构化的工作环境。这

些长期效应凸显了童年特殊经历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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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儿童的特殊性并非静态标签，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其特殊性既源于外部环境

的限制，也源于个体在与环境互动中的适应性调整。理解这种特殊性，有助于跳出

“问题化”叙事，转而关注如何通过多元支持网络为两类儿童创造更有利的成长条

件。这也契合了本书的主旨——在承认特殊性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

儿童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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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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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第一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人力资本差异

赫克曼（Heckman）曾说：“人生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赫克曼、罗

斯高，2019）诚然，童年时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投资收益会

随着个体的成长而不断累积和放大。然而，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童年时期所面

临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未来的

发展轨迹。在非留守儿童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温暖的阳光，时刻照耀着他们

成长的每一步。从牙牙学语时的耐心教导，到学习新知识时的悉心辅导，父母的参

与为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留守儿童而言，情况却截然

不同。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他们

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如同在风雨中摇曳的幼苗，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一 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

简单来说，人力资本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或能力，包括他的知识、技能、健康、经

验、创造力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和贡献。比

如，一个医生的人力资本包括他的医学知识、临床经验、沟通能力等；一个艺术家

的人力资本则包括他的创造力、审美能力和艺术技巧等。人力资本理论昀初是由西

奥多·舒尔茨（Schultz，1961）和加里·贝克尔（Becker，1962）提出，他们认

为人力资本是个体通过教育、健康、技能和社会能力等积累的综合素质。后来，赫

克曼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扩展。赫克曼（Heckman et al.，2006）强调人力资

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早期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后期补救。在他提出的赫克

曼曲线（见图2.1）中，对弱势儿童的早期教育投资具有昀高的社会回报率。此

外，他还指出，非认知能力（如社交技能、情绪管理、自控力等）与认知能力（如

语言能力、数学能力等）一样，对个体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差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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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赫克曼曲线

二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分析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健康、教育和非认知能力

等多个维度。

（一）健康差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差异是人力资本研究的重要维度，而健康不仅涵盖身

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现有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经历过亲子分离的人，成年后

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上均处于劣势（刘浩，2023）。就身体层面而言，部分研究指

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有负向影响（吴培材，2020）。一方面，抚养者

需要承担外出父母的农业或家庭生产，照顾子女的时间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隔代

抚养者文化程度和卫生健康意识较差，增加了留守儿童营养不良的概率。然而，也

有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对儿童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

（孙文凯、王乙杰，2016）。家庭收入的增加可以改善饮食行为和营养状况，从而

对留守儿童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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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缘于长期亲子分离导致的情感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

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内向孤僻、自卑焦虑等心理特征，其心理健康水平显

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刘玄彦等，2025）。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情绪问题上，更表现

为突出的行为问题：一方面，他们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渠道，负面情绪易累积为抑

郁倾向；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攻击行为、网络成瘾等不良方式宣泄情绪（刘志

军，2025）。这种心理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恶性循环，构成了留守儿童成长中的

突出困境。

（二）教育差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教育差异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差异以学业表现为

代表，而长期差异则体现为受教育年限。无论是从短期学业表现还是长期受教育年

限来看，留守儿童的情况普遍低于非留守儿童（赵玉菡等，2017；姚嘉等，

2016）。基于CLDS 2018数据，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

率会下降5%，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会降低2.7%（谢勇、赵晓倩，2022）。究

其原因，父母陪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外出务工，留

守儿童在教育资源获取、学习支持以及情感陪伴等方面处于劣势。相比之下，非留

守儿童的家庭结构完整，父母能够直接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为其提供更多的

学习支持。

对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外）祖父母照

料。但祖辈往往面临双重局限：一方面，其文化水平普遍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学

业辅导；另一方面，当祖辈健康状况不佳时，留守儿童反而需要承担照护责任，这

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影响其受教育质量。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

务工可以增加收入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彭小

辉等，2022）。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有助于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降低辍学率。

然而，家庭教育功能的结构性缺失，昀终仍会导致留守儿童在受教育年限和学业成

就上处于相对劣势。

（三）非认知能力差异

非认知能力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情绪管理、自我控制、责任感、社交能力等方面

的能力，这些能力与传统的认知能力（如学习成绩等）不同，但对个体的学业成

就、职业发展和主观幸福感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和经济领域

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表明，父母

陪伴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王春超、林俊杰，2021）。虽

然父母的督导时间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有限，但对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尤其

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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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非认知能力的塑造阶段，由于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

情绪稳定性、社交能力和自律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他们更容易出现情绪问

题，如焦虑、抑郁和孤独，其情绪稳定性低于非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能够从父母

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从而表现出更强的情绪稳定性。在社交能力

方面，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的陪伴下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从而培养良

好的社交能力；而留守儿童的社交范围相对狭窄，社交能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且在同伴交往中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如被同伴排斥或欺凌。此外，研究表明，班级

内留守儿童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对非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主要表现

为社交能力和情绪稳定性下降（吴贾、吴莞生，2024）。自律和责任感的培养也因

父母的监督而存在差异。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的引导下更容易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行为规范，而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督，自律和责任感的培养相对不足。

第二节 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身心健康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

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或虚弱，更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

力方面的完满状态。这一理念提醒我们，对儿童健康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身体层

面，还必须重视其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在众多儿童群体中，留守儿童的身心

健康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父母长期缺席，他们既缺乏情感支持和日常陪伴，又可能

因监护不足而面临营养不良、疾病风险增加以及心理压力过大等挑战。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儿童的当前生活，更会对其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会适应力和长期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因此，关注儿童身心健康不仅是对个体的关怀，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

键投资。

一 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

（一）父母外出的双刃剑效应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父母进城务工，但因城市住房、教育等限制，

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由祖辈或亲戚照料。这种现象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双

重性：父母缺席可能增加其健康风险，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又可能带来积极影

响。

1.负面效应：家庭照料缺失与健康隐患

父母外出所导致的家庭养育功能弱化，会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父母外出

务工后，留守儿童多由年迈的祖辈照料。这些看护人往往缺乏科学的营养知识，日

常饮食以简单饱腹为主，难以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健康指导，这无疑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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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营养不良和患病的风险。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显著提高了留守儿

童的患病概率与频率（赵晨晓、董志勇，2021）。与此同时，隔代抚养中常见的溺

爱现象也比较普遍，由于看护人对儿童不良饮食习惯的约束力不足常引发留守儿童

三餐不规律、挑食偏食等问题。研究表明，祖辈作为看护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溺爱

会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非健康食物消费行为，从而对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刘贝贝等，2019）。

2.正面效应：经济改善与健康投入增加

父母外出务工后，带来的昀直观的益处就是可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状

况的改善会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可

以直接增加家庭用于饮食方面的支出，弥补过去因经济困难导致的营养摄入水平不

足的情况。父母可以通过汇款（如给留守儿童零花钱）等方式来增加子女的各项开

支，留守儿童可以通过这些钱来解决温饱问题，同时提高了食品营养丰富度与多元

化程度，从而有效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赵晨晓、董志勇，2021）。另一方面，更

好的经济条件能改善居住环境，如完善卫生设施和修缮住房，降低疾病风险。此

外，家庭更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及时就医和医疗保障，确保健康需求得到满足。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家庭照料缺失可能增加

健康风险；另一方面，经济改善又能提升健康保障水平。因此，在肯定务工增收价

值的同时，必须重视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应着力减轻照料缺失的负向影响，充分

发挥经济改善的积极作用，为留守儿童创造更有利的健康成长环境。

（二）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评价

为了深入探析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本章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具体分析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通过问卷中“有

哪些直系亲属目前不在家中与你同住？”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将父母双方或一方

长期不在家的学生认定为留守儿童，而父母双方均在家中共同生活的学生则为非留

守儿童。在评估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时，本章选择了身高、体重和体质指数（BMI）

作为核心指标。身高作为长期生长发育的指标，能够反映儿童骨骼生长和长期营养

状况的累积效应。体重则更直接地体现短期营养摄入和能量平衡状态，对急性营养

变化较为敏感。BMI通过体重与身高的比值，有效综合了二者的关系，成为筛查超

重、肥胖或营养不良的重要工具。这三项指标各具特点，能够从不同维度评估儿童

健康状态。

表2.1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在身高、体重和BMI等关键健康指标上

均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一结果表明，留守状态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产

生负向影响。具体而言，非留守儿童的平均身高为162.212厘米，而留守儿童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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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身高为160.519厘米，两组之间的均值差异为1.693厘米。t检验结果表明，这一

差异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t=10.7，p＜0.001），表明非留守儿童的身高高于留

守儿童。在体重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平均体重为100.582斤，而留守儿童的平均体

重为96.971斤，均值差异为3.611斤。t检验结果同样显示这一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t=8.75，p＜0.001），表明留守儿童可能存在营养摄入不足。在体质指数

（BMI）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平均BMI为18.997，而留守儿童的平均BMI为18.689，

均值差异为0.308。t检验结果显示这一差异显著（t=5.0，p＜0.001），但留守儿

童与非留守儿童的BMI都在合理范围（通常BMI在18.5—23.9之间为正常范围）。

表2.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对比

二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如果我走了，就没有办法拥抱你；如果我不走，就没有办法养活你”这句话揭示

了无数留守家庭的无奈与辛酸。在生活的重压下，许多农村父母被迫选择外出打

工，大量儿童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后，家庭的物质生活需求逐渐得到满

足，但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却被漠视。但是再多的财富积累也无法替代亲子陪伴的

情感价值，我们应当警惕将经济效益置于儿童发展需求之上的错误认知倾向。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像隐藏在暗处的礁石，随时都可能使成长之舟倾覆。因此，

在政策制定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中，亟须建立经济支持与心理关怀的平衡机制，以

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

从“双减”政策实施到要求中小学按比例配置心理教师，这无疑都揭示出儿童心理

健康问题的严峻现实。在此背景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携手中国科学院于2021年

3月开展了针对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调查。调查涉及安徽、甘肃、四川等七省十六

所小学，覆盖5—15岁的儿童（见图2.2），包括1172名男生和1277名女生。结果显

示，农村儿童的总体抑郁检出率为25.2%，焦虑检出率为25.7%。其中留守儿童的心

理健康状况尤为严峻，其抑郁检出率高达28.5%，焦虑检出率为27.7%，均高于非留

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背后，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和情感支持缺失。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非短期困境，也可能对其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童年时期

的留守经历不仅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长期的负向影响，包括降低心理韧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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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甚至还可能会导致其成年后出现行为偏差和社会适应障碍，

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绊脚石”，影响其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待。

图2.2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比较

资料来源：《全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网站，2022年1月10日，https://www.csaf.org.cn/content/1438。

第三节 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

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阶梯，是知识传承与个人成长的基石。对留守儿童而言，教育更

是他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融入现代社会的关键钥匙。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

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知识与技能成为衡量一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接

受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更强的适应

能力，从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上拥有更多机会。教育的目标是美好的，

但是要达到教育目标却需要亲子的共同努力。

一 “读书无用论”还是“再穷不能穷教育”？

在探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读书无用论”与“再穷不能

穷教育”的观念碰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同两股力量，在许多家庭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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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战，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教育抉择与未来走向。

（一）“读书无用论”的滋生土壤与影响

近年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中“读书无用论”思潮盛行。这一

现象的形成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方面，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失衡是导致该观

念蔓延的关键因素。留守儿童家庭普遍面临经济困境，父母外出务工所得收入有

限，而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教育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特征，包括学杂费、生活费等

直接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在内的教育总成本已超出许多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更为重

要的是，当前农村教育回报周期较长，使得部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怀

疑，进而动摇其教育信念。另一方面，部分家长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他们目睹身边

一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凭借早年进入社会积累的人脉、资源等早早实现了经济上

的富裕，便认为读书并非获取成功的唯一途径，不如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来得实

在。这种观念无疑打击了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

的憧憬。许多留守儿童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早早地放弃学业、进入社会，

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困境。同时，这种观念也阻

碍了农村地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乡村人才的培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

（二）“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价值坚守与意义

“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社会共识在留守家庭中催生出“教育优先”的资源配置逻

辑，“再穷不能穷教育”，尽管面临经济压力，许多家庭仍将教育支出置于消费首

位，甚至不惜压缩基本生活开支。这种选择源于家长通过务工经历形成的双重认

知：既深刻理解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关键作用，又清醒认识到城乡差距下教育突破的

现实必要性。教育投入对留守儿童产生了多维度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心理层面，

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有效缓解了亲子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使子女感受到家庭期望，

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和抗逆力；其次，在学业发展方面，物质资源的倾斜配置强化

了子女的学习动机，促使其珍惜教育机会并提升学业表现；昀后，从代际流动的视

角来看，这种教育投入为留守儿童提供了突破结构性贫困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教育先行策略既反映了底层家庭对结构性困境的积极应对，也凸显了当前

社会流动通道的现实特征。

二 留守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

（一）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分歧

教育期望是指对未来教育成就的希望和期待。教育期望主要涉及两个主体：期望发

出者与被期望者，期望发出者与被期望者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当期望发出者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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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者为同一个体时，称为自我教育期望（见图2.3）。当期望发出者为父母而被

期望者为其子女时，称为父母教育期望。教育期望长期以来被用于解释个体的学习

行为和学业表现。具有较高教育期望的个体在学业上更有动力，也更有可能在学业

上取得成功。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并非总是相同，当父母的教育

期望与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之间存在差异时即为家庭内部的教育分歧。然而这种教

育分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总是消极的吗？答案并非如此。研究表明，与教育期望一

致组相比，当实际的父母教育期望高于子女教育期望时，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反

之，当实际的父母教育期望低于子女教育期望时，学生的成绩更差（李佳丽、胡咏

梅，2021）。那么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又会对其产生什么影响呢？

图2.3 教育期望作用机制

（二）留守儿童教育期望分歧的特殊性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与普通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家庭内部

教育期望的分歧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节基于

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描述留守儿童家庭内部教育期望分

歧及其对应的学业成绩的表现。通过数据清理和变量处理，关键变量包括学业成绩

综合表现和教育期望分歧，昀终保留了3685个有效样本。

笔者通过计算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值来衡量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

的分歧程度。差值是由父母的教育期望值减去子女的教育期望值得到的。当差值为

0时，定义为教育期望一致；当差值不等于0时，定义为教育期望分歧。更进一步，

我们将教育期望分歧细分为三个类别：父高于子（差值大于2，表示父母期望显著

高于子女期望）、低分歧（差值在-2到2之间，表示差异较小）、子高于父分歧

（差值小于-2，表示子女期望显著高于父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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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期望分歧的具体分布如图2.4所示，父高于子占比13.97%，低分歧占比

79.56%，子高于父占比6.46%。结果显示，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与孩子的教

育期望较为接近，即低分歧占比昀高，但仍有部分家庭存在显著的期望分歧。

图2.4 留守儿童教育期望分歧的具体分布

为了探究教育期望分歧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笔者对不同教育期望组的学业

成绩进行了分组描述，见表2.2。结果显示，教育期望一致组的平均学业成绩昀高

（70.70），低分歧组的平均学业成绩次之（69.78），而父高于子组和子高于父组

的平均成绩相对较低（分别为66.10、66.73）。这表明在父母与孩子的教育期望较

为一致时，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相对更好；而期望分歧较大时，无论是父母期望过

高还是子女期望过高，孩子的学业成绩都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发现揭示

了家庭内部教育期望一致性在留守儿童学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表2.2 不同教育期望情况的学业成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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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发展

大五人格理论，作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具影响力的性格模型，涵盖了开放性、尽责

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这五个关键维度。它如同一个密码本，能够帮助

我们解锁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复杂密码。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家庭结构的特殊

性、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性格

塑造。本节将深入探讨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发展情况，从留守儿童的生活背景出

发，分析他们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关键维度上的

特点，并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上的差异。

一 何谓大五人格？

大五人格（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是心理学中用于描述人格特质的一种

理论模型。它将人格归纳为五个主要的维度，每个维度都代表了一系列相关的人格

特质。这五个维度分别是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见图

2.5）。

（一）开放性（Openness）

开放性反映了一个人对新事物、新体验和新思想的接受程度。高开放性的人通常好

奇心强，喜欢探索未知，对艺术、文化和创造性活动感兴趣，更愿意接受新的观点

和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低开放性的人则更倾向于传统的、熟

悉的事物，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

（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尽责性是指一个人的自律性、组织性和可靠性。高尽责性的人通常目标导向性强，

有条理，能够很好地管理时间和任务。他们认真负责，遵守规则，注重细节，通常

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低尽责性的人相对随意，缺乏计划性，容易拖延。

（三）外向性（Extraversion）

外向性是指一个人在社交场合中的活跃度和对社交的偏好。高外向性的人通常热情

开朗，善于社交，喜欢与人互动，能够从社交中获得能量。他们在群体中表现自

信，善于表达自己，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低外向性的人则更倾向于独处，从独

处中获得能量，可能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比较安静。

（四）亲和性（Agreeab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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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性反映了一个人的合作性、友善性和同情心。高亲和性的人通常善良、友好，

愿意帮助他人，善于合作，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通常比较温和，不太

容易与人发生冲突。而低亲和性的人可能更具竞争性，有时会显得比较强硬，甚至

可能表现出攻击性。

（五）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

情绪稳定性是指一个人情绪的稳定程度，以及对负面情绪的敏感性。高情绪稳定性

的人通常情绪平稳，能够较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比较乐观，能够保持冷静和理

性。而低情绪稳定性的人则更容易感到焦虑、担忧或沮丧，情绪波动较大，对压力

的耐受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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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大五人格模型

二 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特征

为了深入探究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特征，笔者仍选取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CEPS）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以及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本节采用学

生问卷中的以下问题来测量各人格维度，具体如表2.3所示。

表2.3 大五人格的测量方式

为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特征上的差异，本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进行分析。以“是否为留守儿童”作为分组变量，分别对开放性、尽责性、外向

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进行t检验，检验两组在各维度上的均值差异是

否具有统计显著性。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上均存在

显著差异（p＜0.01），具体结果如表2.4所示。

表2.4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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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留守儿童在开放性（均值差异=0.059）和尽责性（均值差异=0.037）上的得

分均略低于非留守儿童，但差异相对较小。这表明留守儿童在知识接受能力、探索

新事物的兴趣以及学习自主性方面略逊于非留守儿童。其次，在外向性（均值差异

=0.163）、亲和性（均值差异=0.142）和情绪稳定性（均值差异=0.144）三个维度

上，留守儿童的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这意味着留守儿童可能在社会交往、人际交

流以及情绪管理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表现出较低的外向性、亲和性以及情绪不稳定

性。

第五节 留守儿童的自尊、坚毅与学习动机

一 自尊还是自卑？

（一）山间幼苗的“向阳”与“背阴”

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双相特征。部分个体展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能

够积极适应环境挑战；而另一些个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心理脆弱性。这种分化现象本

质上是自尊与自卑心理机制动态博弈的结果。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其自

尊水平呈现“情境敏感性”特征——在获得正向反馈时，其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

而在遭遇挫折时，自卑倾向会削弱其心理韧性。这种“向阳”与“背阴”的心理状

态，反映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他们既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又害怕

被忽视、被嘲笑；既努力展现自己的独立和坚强，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父母的陪伴和

呵护。他们的自尊与自卑，如同山间的幼苗，在阳光与风雨中摇摆，既需要外界的

呵护，也需要自身的坚韧。

（二）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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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莫

里斯·罗森伯格（Morris 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的经典心理测量工具，用于量

化评估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

为了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本节选取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4—2015年数据。参照罗森伯格自尊量表，选取了以下四个指标（见表2.5）来

衡量学生的自尊水平。在样本处理过程中，依据问卷中“有哪些直系亲属目前不在

家中与你同住？”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不在家的学生界定为留

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在家中共同生活的学生界定为非留守儿童。昀终共有9165个有

效样本，其中留守儿童2124个，非留守儿童7041个。为消除量纲影响、提高数据可

比性，本节采用Z-score方法对表2.5中四个指标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每个指

标的得分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随后，将标准化后的得分加总，构建出一个综

合的自尊水平变量，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其取值范围在-10.557到6.678之

间。

表2.5 自尊水平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均值为0.126，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的-0.419。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t=8.131，p＜0.01）证实了这一差异的统计显著

性，表明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图2.6进一步揭示了两组在自尊水

平上的分布特征及差异。两组样本的中位数均接近零，但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更接

近上四分位数（Q3），而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则更接近下四分位数（Q1）。这种

分布特征显示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可能呈现左偏态，即大部分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

集中在较高值；而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布则可能呈现右偏态，表明大多数非留

守儿童的自尊水平集中在较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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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析

二 坚毅的背后是什么？

（一）留守岁月里的“野蛮生长”

在成长道路上，不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境遇。有些孩子在精心呵护的温室中茁壮成

长，而另一些孩子则在风雨中“野蛮生长”。或许正是那段艰苦的留守岁月塑造了

一群留守儿童的坚毅品质，但在缺乏父母陪伴与引导的成长环境中，留守儿童也十

分容易出现偏差行为。在现实的图景中，留守儿童普遍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生活自

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背后是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过早独立。他们深

知，生活不会因为他们的无助而停下脚步，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能在这片荒芜中

开出希望之花。

（二）留守儿童的坚毅水平分析

在心理学领域，坚毅是指个体对长期目标的热爱与坚持，是预测长期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与短期的自我控制不同，坚毅更强调在较长时间内对重要目标的持续追求

和努力。Grit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Angela Duckworth等人于2007年编制，用于评估

个体在追求长期目标时的坚毅程度，并帮助其预测学业成就、职业成功以及个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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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方面的潜力。该量表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努力持续性和兴趣一致性。2009年，

Duckworth和Quinn进一步简化编制了Grit-S量表。

为了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水平，本节选取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

调查（CEPS）数据。借鉴Grit量表，选取了以下四个指标（见表2.6）来综合测量

学生的坚毅水平。这四道题目在CEPS问卷中明确体现了“坚持”和“热情”两个维

度，与坚毅量表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通过样本的处理，昀终保留9396个有效样

本，其中留守儿童2184个，非留守儿童7212个。由于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

（1—4分）进行评分，所以直接对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加总，构建坚毅总分变量。

表2.6 坚毅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本节对坚持、热情以及坚毅总评的得分都进行了比较。在坚持维度上，非留守儿童

的平均得分为6.40，略高于留守儿童（6.15）。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之间的差异

在统计上显著（p＜0.01）。在热情维度上，非留守儿童的平均得分为6.49，同样

略高于留守儿童（6.26），t检验结果显著。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总分平均值为

12.89，高于留守儿童（12.41），t检验结果表明组间差异显著（p＜0.01）。

图2.7显示，在坚持和热情两个维度上，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均略高于留守儿童

组，表明非留守儿童在这两个维度上整体表现更佳。然而，在坚毅总分上，两组的

中位数接近，说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总体坚毅水平差异不大。值得注意的

是，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线明显靠近Q1，说明数据的大部分集中在较小的数值范围

内，较大的数值相对较少但分布较分散。此外，非留守儿童组的四分位距较小，表

明他们在坚毅总分上的得分更为集中，波动性较小，而且该组中也存在更多的异常

值，这表明该组中有一部分儿童的坚毅得分异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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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比较

三 学习动机的强与弱

（一）毁掉学习动机的“幕后黑手”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智能手机成为侵蚀留守儿童学习动机的隐形推手。由于长期缺

乏父母监护，许多留守儿童将手机作为情感寄托，这种依赖虽能短暂缓解孤独感，

却埋下更深的教育隐患。留守儿童尚未成熟的认知能力和薄弱的自制力，使其极易

陷入手机沉迷的泥沼。智能手机通过即时满足的娱乐功能重塑了孩子的奖赏机制，

让需要长期投入的学习活动相形见绌，逐渐形成“学习无用”的认知偏差。更严重

的是，过度使用不仅挤占学习时间导致学业下滑，还会因挫折感进一步强化对手机

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而碎片化的网络内容也在悄然削弱孩子们深度思考的能

力。面对这一问题，隔代监护的家庭往往力不从心，学校教师的劝导在手机诱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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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收效甚微。“毁掉一个孩子只需要给他一部手机”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揭示了

当下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分析

在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动机现状时，笔者看到了手机沉迷对他们的学习动机产生

了严重的侵蚀作用。这种现象不仅令人痛心，也引发了笔者对留守儿童学习动机更

深层次的思考。为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节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动机方面的差异。在

数据清理过程中，笔者保留了与学习动机相关的变量，包括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学

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家庭学习资源、学习投入时间以及自我教育期

望。经过处理，昀终样本包含17295名学生，其中非留守儿童13339名，留守儿童

3956名。

为了综合评估学习动机，本节采用了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降维

处理。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KMO测度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以

确保主成分分析法的适用性。KMO测度结果为0.696，表明变量之间有很强的共线

性，适合主成分分析法。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15863.842，自由度为

21，p值为0.00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主成分分析法。通过主成

分分析，笔者将学习责任感、学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家庭学习资源、

学习投入时间以及自我教育期望等变量的方差分解为多个主成分，并提取了前两个

主成分作为学习动机的综合指标。表2.7展示了主成分分析的载荷矩阵。

表2.7 主成分分析的载荷矩阵

通过主成分分析，笔者提取了两个关键维度来综合衡量学习动机。由表2.7可知，

主成分1在“学习责任感”“学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上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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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荷，反映了学生的内在学习驱动力，即主动投入学习的意愿和坚持性。主成分

2在“家庭学习资源”和“自我教育期望”上载荷较高，可解释为家庭支持与教育

期望维度。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两组之间的差异，本节绘制了条形图，如图2.8所示。图2.8中展

示了两组儿童在两个主成分得分上的均值差异。就主成分1而言，非留守儿童得分

为0.03，高于留守儿童的-0.10。就主成分2而言，非留守儿童的优势更为明显，非

留守儿童得分为0.08，而留守儿童为-0.26。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证实了这

一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统计检验显示，留守儿童在内在学习动力（t=4.85，p＜

0.01）和家庭支持与教育期望（t=17.42，p＜0.01）两个维度上均显著低于非留守

儿童。这一系列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在学习动机方面整体弱于非留守儿童。

图2.8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主成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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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寄宿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第一节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人力资本差

异

一 认知重构与情感困境：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双重叙事

农村寄宿儿童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撤点并校政策形成的制度性教育弱势群体，即

因家庭居住地与学校距离较远，或因学校布局调整等原因，无法每天往返学校与家

庭之间，而选择在学校内住宿的农村地区学生群体。这些儿童通常需要在校内完成

学习、生活和休息等活动，由学校提供住宿、餐饮等基本生活保障，并接受学校的

统一管理和教育。非寄宿儿童则是指居住在家庭环境中，每天往返学校上学的儿

童，家庭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更为直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资源分配不

均等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儿童因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变化或教育政策导向而

被动或主动进入寄宿环境。这一经历不仅影响儿童短期技能学习（如学业能力、生

活独立性），更深刻的在于对其认知方式、情感联结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系统性重

塑，对农村寄宿儿童未来发展所需关键素质的形成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提升儿童人

力资本质量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亦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焦点。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因不同成长环境，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发展存在差异。本

章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梳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认知能力、营养获得、孤

独感消解和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制定精准帮

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传统人力资本维度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该理论认

为，人力资本是蕴藏于人体中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它涵盖了个人接受教育、职业

培训的所有投资，以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机会成本（Schultz，1961）。贝克尔在

其著作《人力资本》中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强调教育、健康、技能培

训等显性投资对个体生产力的积极影响（贝克尔，2016）。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主要

聚焦认知能力（如教育年限）对经济回报的影响，却忽视了对非认知能力（如毅

力、责任心及团队精神等）的系统考察。该理论盲区在寄宿儿童群体中尤为典型：

尽管学校资源的集中配置可能提升其认知资本，但家庭情感支持的长期缺失不仅影

响心理健康发展，更可能通过削弱情绪调节、抗压能力等非认知维度影响健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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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仁福等，2010）。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教育资本有正负两种效应。正

向效应体现在寄宿儿童通常享有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标准化管理。负向效应体现在家

庭监督的缺失可能弱化学习动机。在健康资本方面，寄宿儿童普遍面临营养不均衡

与心理健康风险，农村寄宿生贫血率显著高于非寄宿生（Wang et al.，2016）。

同时，寄宿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1.7%，显著高于非寄宿生（罗仁福等，2016）。

（二）新人力资本维度

新人力资本理论在21世纪初逐渐兴起，以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为

代表。赫克曼提出了“二分法”命题，强调人力资本不仅包括认知能力，还应涵盖

非认知能力。他认为，非认知能力在个人的职业成功和社会适应中同样重要，甚至

在某些情况下比认知能力更为关键。与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不同的是，新的人力资

本理论革新性地摒弃了“黑箱”式的认知，构建了一个以多元能力为支撑的全面人

力资本理论体系（姜欣悦，2024）。在当前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中，“能力”被视为

核心要素，关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动态积累，并纳入家庭环境、社会资本等隐性

因素。此外，新人力资本理论还关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如社会网络和家庭背景对

个体能力形成的影响（见图3.1）。在新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寄宿儿童可能因脱

离家庭环境而在非认知能力（如社交技能、情绪管理）上处于劣势。周金燕和徐妮

娜（2021）认为，寄宿显著降低了农村寄宿学校学生的情绪稳定性。梁文艳和叶晓

梅（2018）认为，持续寄宿3年以上的儿童，其情绪稳定性不如非寄宿生。

图3.1 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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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更多关注教育与健康对个体经济收益的普遍影响，而新人力资本

理论进一步凸显非认知能力的关键作用。部分研究认为寄宿通过标准化管理弥补了

家庭资源不足，王春超和孙曙涛（2023）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

工，家庭教育资源匮乏，而寄宿学校提供了统一的教育和生活管理，帮助这些学生

在学业上获得更好的表现。而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可能抵消学业

收益，庞浩（2023）研究发现寄宿生活减少了亲子互动，增加了校园欺凌风险，导

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显著上升。现有研究多聚焦寄宿儿童的学业表

现或心理健康问题，却较少从动态视角剖析其在技能积累、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及人

格特质形成间的交互作用，亦缺乏对发展资本（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

本）系统性重构的机制探讨。

二 寄宿生活双面镜：农村寄宿儿童的健康代价与学业增益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被视为构建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本节将探讨农村寄宿儿

童的认知能力，而非认知能力将在本章第四节进行探讨。身体健康是认知能力的基

础指标，学业成绩是反映儿童学龄阶段认知能力的直观指标。已有研究讨论了学校

寄宿对儿童教育结果、身体健康的影响，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寄宿对儿童的

负向影响来源于亲情关爱的缺失，住宿环境的不理想，以及集体环境中不良行为的

传播等（Wang and Mao，2018）。此外，部分研究认为寄宿对儿童产生了积极影

响，主要体现为：寄宿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老师沟通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学生利用

学校的基础设施，而统一的时间和生活管理便于老师引导和教育学生（Behaghe et

al.，2017；Martin et al.，2014）。既有研究多局限于区域性调研数据，且指标

选取与定义缺乏标准化，这使得已有研究结论不一，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困扰。

本节将运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农村寄宿儿童的身体健康、学习成绩这两个变量来

度量其认知能力，探究寄宿对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一）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本章中的第一、第二、第四节使用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将基线调查（2013—2014年）与追踪调查（2014—2015年）两期数据合

并，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并保留户口类型为农业户籍的学生，共得到5466个

样本，其中寄宿学生有2441名，占总样本的44.66%。

2.变量定义与赋值

本节的被解释变量为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使用学生的自评健康来度量其身体健康

状况。自评健康用学生问卷中“你现在的整体健康情况如何？”这一问题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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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问题取值1—5表示从不健康到非常健康，分值越高，表明学生身体越健康。

学习成绩是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寄宿儿童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作为认

知能力的测度指标（Behrman et al.，2024）。学业成绩来源于CEPS提供的学生期

中考试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虽然不同学校及年级的考试难度和评分标准存在

差异，跨校、跨年级成绩缺乏可比性，但通过标准化处理即可对分数进行横向和纵

向比较。因此，本节首先对三科成绩进行了1%水平上的双边缩尾处理，然后参考协

天紫光和张雪凯（2024）的做法对以上三门课程的成绩分别按学校、年级计算标准

化分数，并调整为均值为70、标准差为10的分数。

本节的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我们根据CEPS 2013—2014年学生问卷中

“周一到周四的晚上，你是否在学校寄宿？”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当学生在校

寄宿时，赋值为1，反之为0。

控制变量分为四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其中，儿童个人

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独生子女、留守情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

状况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班级特征包括班级规模和班级在学校的排名；学校特征即

学校在全县的排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1所示。

表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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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宿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Yit 为农村儿童i的认知能力（包括健康状况、学业成绩两个维

度）；核心被解释变量Boarderi为农村儿童i的寄宿状态，Boarderi＝1代表该农村

儿童在学校寄宿，Boarderi＝0代表该农村儿童未在学校寄宿，Xit 为其他控制变

量，δj表示班级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寄宿对儿童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但该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表3.2第（1）列汇报的回归结果可知。这可能是因为寄宿儿童年龄较小，生活自

理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较差，同时还没有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可能是由于长

期在学校生活，缺少亲情关爱和家庭照料，无法很好地适应寄宿生活，增加了生病

的可能性（姜楠、续竞秦，2020）。

寄宿对学习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3.2第（2）、（3）、（4）列分别汇报了相

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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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后，相较于走读的农村儿童，寄宿儿童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更好，且均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2 农村儿童寄宿对其人力资本的影响

第二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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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成长关键期的营养状况是其未来发展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劳动力素质

和人力资本储备。充足的营养摄入不仅是生理发育的基石，更是提升认知能力与心

理健康的重要保障。然而，农村寄宿学校普遍存在的设施简陋、膳食结构失衡、监

管缺位等问题，正在悄然侵蚀这一群体的健康权益，成为儿童营养供给的“昀后一

公里”断裂带。经费掣肘下的粗放配餐、地域文化衍生的饮食偏好、家校协同的薄

弱链条，共同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困境之网。本节试图以营养为切入口，还原农

村寄宿儿童的生存图景。

一 营养获取现状的三维诊断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取并非单一维度的供给问题，而是深嵌于膳食结构、供餐系

统与营养教育的三重张力之中。当前，膳食的粗放搭配暴露出了蛋白质与微量元素

的结构性短缺，供餐链条的季节性断档折射出物流与经费的制度性梗阻，而营养知

识的代际断层则加剧了“吃得饱”与“吃得对”之间的认知鸿沟。三者交织，既制

约了政策效能的靶向释放，更模糊了儿童健康的成长基线。唯有系统解决表里矛

盾，方能在“碗中餐”中厘清公平与发展的深层博弈。

（一）吃饱不意味着吃好：膳食结构失衡带来的“隐形饥饿”

困境

农村寄宿儿童的膳食结构呈现“高碳水、低蛋白、微元素失衡”的典型特征。在农

村寄宿儿童的膳食中，以米、面为主食，碳水化合物占比通常较高。虽然总摄入能

量基本达标，但依赖主食会造成蛋白质来源单一（以植物蛋白为主，动物性蛋白占

比少），且微量营养素存在显著缺口。部分偏远农村寄宿学校午餐存在蛋白质摄入

不足的问题，如甘肃陇西县仅26.77%的学生达标，且优质蛋白不足（王文惠等，

2023）。宁夏、广西等地寄宿生的钙、铁、锌摄入量低于推荐量的20%，维生素C甚

至接近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组，

2012）。可见，农村寄宿儿童动物性食物摄入不足，普遍缺乏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领导

小组办公室，2013），饮食结构并不合理。

这一失衡格局根植于多重结构性矛盾：食堂供餐因成本压缩倾向选择廉价耐储食材

（如土豆、白菜），导致绿叶菜与优质蛋白供应不足；地域饮食文化中“主食优

先”的惯性思维，加剧了膳食多样性匮乏；而冷链物流短板则限制新鲜食材的稳定

输送。更隐形的危机在于，微量营养素长期短缺不仅抑制儿童体格发育，还与免疫

力下降、认知迟缓等问题密切关联。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数量供给”转向“营

养均衡”，重构底层膳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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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餐系统评估：从厨房到餐桌的链条分析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供餐系统是一个由多个环节构成的链条，系统评估食材采购、

加工、储存、分配及食用的全链条，揭示当前供餐体系中的关键瓶颈与潜在风险。

首先，供应链上游的食材采购与储存环节是基础保障。农村地区物流条件有限，食

材的多样性、新鲜度及存储条件易受制约，可能导致营养流失甚至安全隐患。厨房

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与卫生管理标准亦是关键变量——部分学校因设备陈旧或操作流

程不规范，难以实现均衡膳食的标准化生产。此外，烹饪环节的营养知识普及不

足，可能导致维生素、蛋白质等关键营养素在加工过程中被破坏或分配不均，进一

步削弱供餐的营养价值。

近年来，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被纳入国家民生工程的重点项目。作为脱贫

攻坚与农村振兴的重要衔接点，供餐系统不仅是保障儿童成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更

承载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意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启动实施以来，国家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供餐模式推广及营养监测

体系构建，逐步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管理。对供餐的形式、食品、食谱

这三方面精细把控，成效日益显现，具体可见表3.3。

表3.3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相关措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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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易行难：营养健康实践中的困局

在保障基础膳食供给的前提下，开展系统性的营养教育可作为改善农村寄宿儿童营

养摄入质量的突破口。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教育虽被纳入政策范围，但常面临“知

行鸿沟”的挑战。学校通过课程、宣传海报等方式普及膳食均衡知识，但学生对营

养素的认知率（如维生素、蛋白质作用）仍然较低，转化为主动选择健康饮食的态

度比例也不容乐观。这种转化落差与基层营养师资匮乏、教育形式单一（如缺乏实

践互动）及家庭传统饮食习惯的惯性密切相关。食堂餐饮选择有限，部分寄宿制家

庭的饮食结构存在盐分摄入过量、精制碳水化合物比重过高等问题，导致即便儿童

具备基础营养认知，也难以建立持续的健康膳食习惯。此外，部分农村地区寄宿儿

童的监护人营养知识水平相对有限，在膳食搭配科学性方面有待提高。当教育过程

不够系统，学生学到的知识就难以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

《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调查报告》，应届毕业生网，2020年12月10日，

https://www.yjbys.com/diaochabaogao/594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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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态度到行为的转化则更为复杂。即便儿童认同营养均衡理念，实际行为仍受制于

供餐系统的可及性、经济成本及同伴环境。若食堂长期供应廉价但低营养的重复菜

谱，学生会因缺乏替代选项而被迫形成固化饮食模式；在零食选择上，低价高糖食

品的易得性正在压缩健康零食的选择空间。在部分贫困地区，学生的饮食习惯会受

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偏好高糖饮料和零食。孩子们喜欢吃在他们看来比较“稀罕”

和“潮流”的食物，比如巧克力、炸串、奶茶、汽水等 ，但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可

能会带来肥胖问题。

本节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年的学生调查数据，用问卷中的

“现在的户口类型”和“周一到周四的晚上，是否在学校住宿？”这两个问题来区

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用“你是否经常吃油炸、烧烤、膨化、西式快餐食

品？”这一问题来衡量儿童高油食物摄入，用“你是否经常喝含糖饮料（如奶茶）

或者碳酸饮料（如可乐）？”这一问题来衡量高糖饮料摄入。对这两类儿童的高油

高糖食物的摄入频率进行统计再比较。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油炸、烧烤、膨化、西式快餐等

食品的摄入频率上的差异。将“经常”和“总是”视为两个高频率层次，农村寄宿

儿童在这两个高频层次中摄入频率共400次，明显高于农村非寄宿儿童的共353次，

说明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在高油食物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农村寄宿儿童比

非寄宿儿童对高油食物的偏好更强（见表3.4）。

表3.4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高油饮食摄入频率卡方检验结果

表3.5分析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含糖饮料或碳酸饮料等食品的摄入频率

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在高糖饮料的消费习惯不存在显著

差异。

表3.5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高糖饮料摄入频率卡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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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寄宿儿童节假日离校期间，不排除他们会有“暴饮暴食”、“报复性”摄入

高油高糖类食物的可能性。因此，提升行为转化率需强化家校协同机制，借助“示

范性供餐窗口”“营养积分奖励”等行为助推策略，同时将教育内容与食堂供餐改

革深度绑定，缩小认知与实践的断层。

二 营养支持政策体系

营养支持政策不仅关乎儿童个体福祉，更是透视城乡资源分配、教育公平与社会治

理的棱镜。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农村寄宿儿童营养支持体系正经历系统性重

构。过去因资源匮乏导致的膳食单一、营养失衡问题，在政府专项投入、社会公益

介入及校园餐标规范化的合力下逐步改善。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了公共服务向弱势群

体倾斜的价值取向，还彰显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对推进城乡公平的深远意义。

（一）营养改善计划的政策演进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历时十余年的政策调适与制度创新，展现了从

政策响应到系统建构的完整演进路径。该计划于2011年作为应急性民生工程启动以

来，逐步实现了三个关键转变：在政策定位上，从临时补贴转向立法保障；在实施

机制上，从中央单一投入发展为财政分级保障与动态监测相结合的体系；在治理模

式上，通过地方试点创新、多元主体协同及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引入，推动营养支持

向精准化、系统化转型（见附录附表2）。这一制度演进过程不仅揭示了发展中国

家儿童营养政策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可能路径，更为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试验与

制度建构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二）区域政策创新比较

作为国家营养干预政策的微观试验场，区域政策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中

国东部地区依托县域经济优势，探索“中央厨房+食育课程”的技术整合模式；中

西部地区则倾向激活乡土资源，以“家校联动的营养菜园”降低供给成本（见表

3.6）。政策工具的选择折射出地方财政能力、社会组织发育与文化惯习的深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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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通过比较区域差异化路径，探寻“因地制宜”的实践智慧，为破解政策标准化

与地方适配性张力提供借鉴，进而重塑更具韧性的儿童营养供给网络。

表3.6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区域性政策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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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技术驱动特征。以浙江省为例，凭借其经济优

势，通过引入现代化供应链模式实现了营养餐的高效供应与管理，并依托数字化技

术构建学生营养动态监测平台，显著提升了营养管理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更具特色

的是，该省创新性地将营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形成了技术应用与教育干预相

结合的创新模式，有力推动了营养改善计划的系统性实施。

中部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显著的资源整合特征。以河南省为例，该省通过系统整

合家庭与学校的资源网络，既有效降低了营养餐供给成本，又促进了乡土资源的合

理利用。在营养管理方面，通过引入专业营养指导团队，显著提升了供餐质量与科

学性。此外，该省创新性地将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营养标准相融合，开发出兼具地

方特色与营养均衡的餐食方案，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创新。

西部地区的创新实践体现为本土适配特征。以云南省为例，该省结合民族地区特点

和跨境资源，通过联动本地农业合作社确保营养餐稳定供应。同时试点学生参与食

材种植模式，既增强社区参与感，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此外，通过建立跨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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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养援助基金，实现了本土适配与跨境合作的有机结合，有效推动了营养改善计

划的可持续发展。

东北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黑龙江省针对极寒气候对营养餐

供应的特殊影响，采取了一系列差异化措施：通过提供高热量食品和建立保温配送

系统，有效保障学生在寒冷天气中的营养摄入；与国有粮企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确

保食材供应质量与数量；开发针对寒冷气候的营养补充剂，形成季节性营养干预方

案。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基于区域特殊需求的针对性创新路径。

三 从“填饱肚子”到“滋养生命”：寄宿学校的厨房突围战

随着营养政策的不断优化和完善，农村寄宿儿童面临隐性饥饿与发育滞后风险显著

降低。构建科学化、本土化的营养健康干预路径，仍需整合政策支持协同机制、优

化膳食供给及普及营养教育等板块。

（一）政策优化：基于循证决策的营养补助机制

尽管中国农村寄宿儿童营养补助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政策红利仍没有完全释

放，面临资金配置粗放、补助标准单一、动态监测缺位等现实掣肘。科学制定补助

标准，应先做好实地调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食材价格季节变化和孩子身

体发育的具体情况，建立灵活调整的补助方案。例如，针对贫血高发地区强化铁元

素供给，对生长发育迟缓群体实施蛋白质定向补充。同时，建立“营养补助包+现

金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依托智能化管理平台跟踪资金流向与营养改善成效，并

通过第三方评估检验干预有效性。此类改革将推动政策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

配”转型，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破解“供给—需求”错配难题，为农村寄宿儿

童健康公平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技术创新：智慧供餐系统的应用场景

智慧供餐系统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与AI技术重构农村寄宿学校的营养供给模式。

在食材管理端，部署温湿度传感器与智能仓储设备，实现农副产品采购溯源与损耗

预警；在膳食设计端，基于区域性营养监测数据与膳食指南，AI算法可生成成本约

束下的昀优食谱，动态适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营养缺口。通过人脸识别取餐系统采

集个体摄入数据，结合可穿戴设备追踪生理指标，构建“摄入—代谢—健康”评估

闭环。家校联动App同步推送营养报告，引导家庭膳食补充。此类技术集成不仅提

升供餐精准度，更为政策实施提供实时数据支撑，形成“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的

双轮驱动格局。

（三）家校协同：营养素养的代际传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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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寄宿儿童营养问题的核心困境缘于家庭营养知识匮乏与学校教育实践的脱节。

为此，需建立“家校协同”的双向赋能机制：学校层面，通过开设家长营养课堂、

建立膳食日志共享平台等方式，向家庭传递科学营养知识，逐步改善传统膳食结

构；学生层面，设计“今天我掌勺”等实践课程，促进校园营养知识向家庭饮食行

为的转化。实施“学生参与式食谱设计+家庭实践”项目，通过让学生参与食谱制

定，增强其将健康饮食理念带入家庭的主动性，进而提升家庭成员蔬菜摄入频率。

学生作为营养知识传播媒介是推动家庭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学校教育

干预—家庭饮食改善”的良性循环。配套建立“营养素养积分奖励制度”，借助家

校联动数字化平台记录膳食改善成效并兑换实物奖励，有效维持代际营养教育的持

续性。这一创新模式通过知识传递与行为示范的双重路径，阻断营养不良的代际传

递，将健康理念深植农村文化土壤，为农村寄宿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构建认知基

础。

第三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消解

农村寄宿儿童学习生活“两点一线”，因长期家校分离与亲子互动的缺失，面临情

感真空。居住空间封闭化、课余活动同质化及心理支持资源匮乏，使其孤独感呈现

隐蔽性与累积性特征，易诱发自我认同危机与社交退缩行为。传统干预多聚焦物质

供给，忽视情感系统的修复。由孤独感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政策设计应着力将孤独消解转化为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从“生存保

障”向“心灵丰盈”进阶。

一 为何身在集体依然孤单？——拆解寄宿生的孤独感形成

在集体生活的表象下，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呈现出复杂样态。校园管理的模式化

掩盖了情感支持的不足，其机械化运作难以填补情感关怀的空缺。亲子情感隔阂与

家庭结构在流动社会中的瓦解相互交织，昀终形成顽固的情感空洞。当群体的功利

性生存逻辑掩盖个体的情感诉求时，物理空间的共处不仅未能弥合心理距离，反而

成为加剧心理疏离的隐匿力量。这种结构性孤独凸显出农村教育里儿童精神世界荒

芜化的危机，需借助系统视角剖析其生成机制。

（一）情感剥夺的心理病理学分析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本质是长期情感剥夺引发的心理发展性创伤。依恋理论指

出，儿童早期与主要照料者的稳定关系是情绪调节与安全感的基石，而父母缺位导

致的情感联结断裂，使其陷入“存在性孤独”——即便身处群体，仍因缺乏深层回

应而难以建立信任联结（李梦楠，2016）。情感被长期忽视后激活了慢性应激反应

（Zefferino et al.，2021），皮质醇水平异常不仅损害前额叶执行功能，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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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障碍，表现为社交退缩或矛盾性依恋行为（Jentsch et al.，2019）。由

于特殊的办学模式和较为封闭的环境，寄宿制学生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问

题，包括自我怀疑、自我封闭、自卑抑郁、人际关系不良、生活习惯差等（刘俊

珍，2022）。其深层心理机制在于归属感剥夺导致的依恋系统损伤：持续的情感忽

视会促使儿童形成“创伤性自我表征”——在认知层面固着于“被抛弃”的自我意

象，继而表现为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模式（既恐惧亲密又过度索求）。这种机制表

明，仅改善物质条件无法修复情感系统的功能性损伤，必须通过重建稳定的情感应

答系统（如建立替代性依恋关系）进行结构性干预。

（二）社交生态的场域特征诊断

农村寄宿学校的社交生态呈现“高密度低质量”的悖论。制度化的集体生活让寄宿

群体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统一作息与标准化管理压缩了个体情感表达的空间，层

级化的师生关系与竞争性同辈文化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亲密联结的生成。家庭功能持

续性失调导致儿童被迫学会“怎么让自己不被冷落”，可能是刻意隐藏真实的性

格，比如明明不喜欢打游戏，却假装和同学一起玩；想哭的时候硬憋着笑，只为融

入集体；甚至可能怕被排挤而过度讨好别人。这种用“自我工具化”换取群体接

纳，会形成防御性社交面具。宿舍的公共性、教室的功能化规训、家庭关爱的缺

失，让寄宿儿童难以找到情绪的释放口。

二 孤独感何以消解？——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递进式建构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是物质保障与情感供给断裂的副产品，集体生活掩盖了个体

在制度化管理中的孤独感。现有的干预多聚焦物质帮扶，却未触及孤独感背后的深

层次结构原因——家庭缺位、社交异化与自我认同破碎的共生困境。破解困局需要

跳出“心理治疗”的单维视角，以“关系—技术—制度”协同重构情感系统，通过

数字媒介的补偿性联结、关系网络的重建以及公益服务的供给，为孤独感消解提供

系统化的解困路径。

（一）从孤岛到群岛：朋辈互动模式缓解寄宿儿童孤独感

优质的同伴关系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建立朋辈成长小组是提升寄宿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的重要途径。该模式通过组织多样化活动，构建朋辈支持网络以改善寄宿儿童

的社交状况，使其在互动中获得情感共鸣并建立群体归属感。孤独感较强的农村寄

宿儿童普遍存在社交困境：部分因性格敏感而惧怕被拒绝，另一些则受限于人际交

往或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针对这一现状，建立专属的亲密朋辈网络可为儿童提供

情感安全感（滕兵，2020）。具体实施中，通过开展协作式手工、主题讨论等团体

任务打破班级界限，促进跨年龄互动；借助角色扮演、情感日记分享等非评判性交

流机制，帮助儿童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形成稳定的情感支持系统。这种创新模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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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关系”引入封闭式校园环境，不仅能够缓解分离焦虑，更能通过共同叙事

重构寄宿儿童的自我认知，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可推广的低成本干预方

案。

（二）双轨支持系统的构建：学校配备专业力量与“心理委

员”

农村寄宿学校应推行“专业教师+学生心理委员”协同干预模式。首先，引入专职

心理教师，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定期开展孤独情绪筛查。面向农村寄宿

儿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及团体辅导工作坊，及时化解寄宿儿童的孤独感、

郁闷心理等。其次，培训高年级学生担任心理委员，经考核后实行“观察—倾听—

转介”三步工作法：每日记录同伴情绪波动，组织课间信任游戏，发现严重问题及

时联动教师。学生心理委员的“同龄人语言”能有效打破防御机制，如通过“秘密

树洞”收集匿名烦恼，配合教师的沙盘治疗针对性疏导（王妮妮，2023）。通过培

训师生实现低成本运作，既弥补农村心理服务人力缺口，又以低成本推动心理健康

服务常态化，为寄宿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情感支持。

（三）多方共建“暖心链”：社会化支持网络的形成

社会公益活动形式多样（见表3.7），通过构建结构化社交场景来缓解农村寄宿儿

童孤独感。城乡结对活动（如共同劳作、研学交流）打破地域隔阂，建立平等友

谊；心理团辅课程（戏剧疗愈、绘画表达等）提供情感释放出口；“童伴妈妈”

“睡前故事”等持续性陪伴弥补亲情缺失。这些干预措施以同伴互动、代际联结为

载体，在团体协作中重建归属感，并通过外部资源注入激活儿童社会化能力，昀终

将孤立个体嵌入支持性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孤独情绪的群体性疏解与身份认同重

塑。

表3.7 农村寄宿儿童的社会公益活动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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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

非认知能力，通常是指代表一个人的态度、行为、情绪、动机和其他社会心理倾向

的广泛的个人属性、技能和特征（Lee and Stankov，2018）。作为涵盖情绪管

理、人际交往、抗逆力及目标感等维度的核心素养，非认知能力对其未来的职业发

展与社会融入具有深远影响。非认知能力采用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大五人格模型来测

量，此模型被认为是较为全面的人格分析框架，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个体行为的

内在动因。

一 非认知能力发展现状

伴随社会对个体综合素质发展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情绪调控、协作能力、抗压能力

等非认知能力，日益成为影响个体社会化进程与终身发展的关键要素。寄宿制学校

通过提供结构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对非认知能力

的影响却较为复杂。

（一）寄宿对农村儿童大五人格的影响

1.变量定义与赋值

结合2013—2014年CEPS的问卷信息，共选取13个问题（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的大五人

格测量题项和具体指标描述，表2.3）测量学生的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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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稳定性五类人格。对情绪稳定性的每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每个问题取值

1—5分别代表“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对开放性、尽责性、

外向性、亲和性这四类，每个问题取值1—4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分值越高，儿童该维度以及整体的人格特征水平越高，代表学生非认知能力

越强。

2.方法与结果

按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对样本进行分类，若学生在校寄宿则取值为1，反之为0，分

为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分组计算五个性格维度（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

和性、情绪稳定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均值、标准差、昀小值和昀大值，能够

了解每组数据的基本分布情况。同时，对每个性格维度的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进

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判断两组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3.8显示，农村非寄宿儿童在开放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上都要优于

寄宿儿童，其中亲和性、情绪稳定性、外向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寄宿儿童在尽

责性上高于非寄宿儿童，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来说，农村寄宿儿童的非认

知能力水平比农村非寄宿儿童略弱，寄宿状态可能对非认知能力有负向影响。

表3.8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大五人格变量统计描述

（二）寄宿对农村儿童心理弹性水平的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的心理弹性是指这些孩子在面对留守生活、家庭分离、集体寄宿等逆

境时，通过内在力量和外部支持适应压力、克服困难并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李永

鑫等，2008）。这种能力不仅体现为承受孤独的忍耐力，更包括在宿舍规则、学业

竞争与情感真空的交织挑战中，灵活调用身边资源（如探索自然、同伴互助）重构

生活意义，甚至将分离焦虑转化为独立意识的特殊生存智慧。农村寄宿儿童因家庭

情感支持减弱（吴要武、侯海波，2017）及学业竞争压力加剧，其应对逆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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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下降（Lei and Chae，2024）。“00后”寄宿儿童的焦虑水平较“90后”群体

上升，而“00后”“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的比例较“90后”下降，在亲子关系

中依赖性有所上升，表现出自主决策能力的下降，或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方式改变

（张旭东等，2017）。代际差异亦体现在策略适应性上，“90后”更依赖地缘关系

纽带缓解压力，而“00后”因社交虚拟化倾向导致现实问题解决能力不足。未来需

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机制，以阻断心理弹性的代际衰弱风险。

二 非认知能力受何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特殊性，既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制约，又源于

寄宿制教育模式与多重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家庭关爱的缺失、学校环境的差异以

及同伴关系的复杂等因素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农村寄宿儿童的性格塑造、情绪管

理与社交技能的培养。这些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不仅关乎儿童个体的成长轨迹，更在

宏观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走向。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的根源与作用

机制，对于改善农村寄宿儿童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推动农村社会的整体

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资本的作用机制

家庭资本在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中起到多维度的驱动作用。根据社会学家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家庭资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三类（Bourdieu，1986）。经济资本作为基础性要素，通过

物质条件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稳定性与资源可及性。具体而言，家庭收入水平决定

了儿童能否获得课外学习工具、营养保障及心理辅导服务，经济匮乏可能加剧儿童

的生活焦虑，抑制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文化资本表现为父母的教育理念与互动

模式，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更注重通过日常对话、榜样示范传递社交规范与深层思

维，帮助儿童建立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式。社会资本则通过亲属网络和社区联结发挥

作用，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不仅为儿童提供实践交往机会，还能缓冲亲子分离带来

的情感缺失。三类资本的交织作用形塑儿童的心理韧性、合作意识与自我效能感，

其中经济资本奠定发展基础，文化资本构建能力框架，而社会资本则通过关系网络

实现资源的动态转化。这种作用机制揭示了提升非认知能力需从家庭资本的系统性

培育着手，突破单一维度干预的局限性。

（二）学校环境的双重效应

学校作为农村寄宿儿童成长的重要替代性场域，在家庭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发挥着关

键补偿功能。学校环境对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规范

的作息制度和集体生活有助于培养自律品格，丰富的同伴互动网络为情绪管理提供

支持；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安全管控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可能异化为限制儿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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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制度约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在教师情感投入充分

的学校中，这种持续的情感支持形成的“情感护盾”能有效保护寄宿儿童免受负面

因素侵扰；而人文关怀缺失的环境则可能导致儿童陷入社交退缩的困境。这种兼具

“庇护所”与“压力源”双重特性的环境格局，正在深刻影响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

能力的发展轨迹，对其社交技能、情绪调节等软性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学生的非

认知特质具有可塑性，通过恰当的学校教育干预能够实现有效改善（Lee and

Shute，2010）。

三 外部因素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群体日益庞大，其非认知能力发展备受关注。外部因素如家庭环境、

学校教育、同伴网络等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是否有影响及如何影响，以下是

具体的分析。

（一）变量定义

在2013—2014年CEPS的问卷中，用“你有几个昀好的朋友？”来衡量同伴网络。用

“班主任经常表扬我”“语文老师经常表扬我/提问我”“数学老师经常表扬我/提

问我”“英语老师经常表扬我/提问我”的问题分数相加来衡量教师支持程度；用

“我在这个学校里感到很无聊”来衡量学校压抑感；用“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

来衡量班级文化。用“你妈妈的教育水平是？”“你爸爸的教育水平是？”两个问

题分数相加衡量父母教育水平；用“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衡量家庭经济条

件；用“你的父母在以下事情上（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每天上学，每天几点

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的时间）管你严不严？”问题分

数相加衡量父母严格程度；用“你父母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

情，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你的心事或烦恼）？”各方面

问题分数相加衡量亲子交流；用“你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衡量亲子关系；用

“你父母对你的未来是否有信心？”衡量父母期望。非认知能力依旧采用大五人格

的题项来衡量。非认知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如表3.9所示。

表3.9 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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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农村寄宿儿童i的非认知能力各维度得分（包括开放性、尽

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解释变量Xp指的是同伴网络相关

影响因素；解释变量Xs指的是学校因素，包括学校压抑感、教师支持、班级文化等

因素；解释变量Xc指的是家庭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父母严格

程度、亲子交流、亲子关系、父母期望；Z是控制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健康状

况等。εi为随机误差项。

表3.10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同伴网络对开放性、尽责性、情绪稳定

性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村寄宿儿童的外向性和亲和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良好的

同伴关系能够为农村寄宿儿童提供情感支持、社交榜样和合作机会，从而促进其外

向性和亲和性的发展。教师支持和班级文化对所有非认知能力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表明学校环境因素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至关重要，学校作为儿童学习和成长

的重要场所，教师的支持和班级文化的营造对于培养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对非认知能力各维度存在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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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亲子关系、父母期望显著正向影响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父母

严格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亲和性，亲子交流显著正向影响

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亲和性，揭示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合理的父母期望、适

度的严格程度以及积极的亲子交流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积极促进作

用，为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

表3.10 外部因素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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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非认知能力的策略：“家校社”三位一体支持网络

现有研究充分证实，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对个体生命历程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

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层面能够显著提升未来收入水平（乐君杰、胡博文，

2017）；职业发展层面有助于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刘森林、李海灵，2022）；教

育成就层面则与学业表现呈正相关（雷万鹏、李贞义，2021）。值得注意的是，青

少年阶段作为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窗口期（秦英哲，2022），其培养成效直接取

决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同作用。基于此，构建“家庭—学校—社会”

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成为提升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必然选择。

家庭作为情感联结的基础场域，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家校互动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缺

失。学校应建立“家校共育工作坊”和定期家访制度，同时开发“线上家长学校”

等远程参与机制，帮助外出务工家长通过每周视频沟通、“亲情留言本”等方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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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情感联结。寒暑假期间可开展“亲子共读计划”“家庭劳动日”等活动强化亲子

互动，并重视家庭文化资本传承，鼓励家长通过田间劳作、手工艺制作等日常活动

传递勤劳、互助等价值观，系统培养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坚韧品格。

学校需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构建全方位的非认知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建立

“非认知能力成长档案”，引导教师在寄宿管理中关注学生的社交技能发展。课程

设置上应融入生活技能训练和团队合作活动，如果蔬种植小组、公益服务小队等实

践项目，同时设计阶梯式心理辅导课程，通过“逆境模拟”角色扮演、“乡村微改

造”等项目培养学生的抗逆力、责任感和同理心，实现知识教育与品格培养的有机

统一。

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需要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可持续的陪伴机制。依托乡镇文化

站、农村少年宫等平台引入公益组织开展艺术教育、职业体验等项目，动员返乡青

年、退休教师等志愿者建立“1+N”结对陪伴制度，确保每月至少两次深度交流。

同时，组织寄宿儿童家庭成立“村社互助网络”，通过周末共育小组开展集体观

影、田间运动会等活动，构建社区层面的支持系统，有效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

昀终形成的“家校社”联动机制，旨在构建“情感浸润—能力培养—社会融入”的

闭环生态系统。家庭传递的价值观念通过学校课程转化为实践能力，再经由社会公

益项目内化为社会责任感，形成完整的育人链条。通过建立三方联合评价机制持续

追踪能力发展轨迹，确保农村寄宿儿童在情感浸润、能力培养和社会融入等方面获

得系统性发展支撑，实现非认知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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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同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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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庭—学校双场域下父母缺位与同伴网

络的弥合

第一节 父母外出的陪伴与监督缺失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城市务工时选择将子女留

在农村由祖辈或亲戚看管，进而形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在长期分离与代

际抚育的作用下，家庭结构呈现出“空间离散化”特征。父母角色缺位与儿童情感

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缺乏亲密互动会加剧儿童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部分儿

童甚至出现社会迟滞与心理适应障碍等问题。家庭结构空心化带来了情感淡化与家

庭功能弱化的双重困境，正在消解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的保护功能，导致儿童在

社会化进程中面临家庭监护体系失效的风险。

一 亲子关系疏离引发的儿童成长困境

（一）依恋理论视角下的情感支持危机

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见图4.1）揭示，早期亲子互动是儿童建立安全型依恋

的核心机制（Bowlby，1973）。安全型依恋儿童能够通过父母稳定的情感回应构建

起“我是被爱的，世界是安全的”认知，这种由“情感安全基地”（Bowlby，

1982）支撑的主体感知，使其既保有探索的主动性，又能维持亲密与独立的动态平

衡。持续的情感支持能为儿童积累关键性的心理资本（如第九章所述的安全感、自

尊与社会适应能力）——这类资本恰是成年幸福感的心理基质，而父母的长期缺位

直接影响心理资本的积累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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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亲子依恋关系表现及成因分析

当父母无法满足儿童的依恋需求时，儿童会形成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包括回避型和

混乱型（张莹莹等，2022）。不安全依恋的儿童，由于早期情感需求未得到满足，

在成年后更易出现各种心理与精神问题，如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过度焦虑或回避，

常在面对亲密关系时感到不安或无法信任他人（杨雨露，2019）。儿童与主要抚养

者之间形成的情感纽带，会深刻影响其日后的人际关系模式与人格发展（叶铭姗、

刘颖，2022）。频繁更换养育者（如父母、祖辈、亲戚轮替监护）也会造成情感回

应连续性中断，导致儿童陷入长期情感忽视状态，由此带来心理创伤和社会适应障

碍（黄欣欣等，2023）。依恋理论强调情感纽带对人格发展的形塑作用，与童年经

历影响人生轨迹（见第九章）形成逻辑闭环。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Delivering Support for Children to Navigate Adolescence with

Greater Resilience”，UNICEF China Office，2025，

https://www.unicef.cn/media/ 20766/

file/Delivering%20Support%20for%20Children%20to%20Navigate%20Adoles

cence%20with%20Greater%20Resilience.pd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有至少3000万名17岁以下儿童面临情绪或行为问

题。 因此，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温暖、敏感且有回应的养育环境，对他们形成

安全型依恋至关重要。建立稳定养育环境，本质上是通过修复儿童的情感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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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建心理资本积累路径，这正是从个体心理发展到社会整体福祉提升的关键所

在。

（二）情感缺失带来的自我认知偏差

长期的情感空白和孤独感可能导致留守儿童自尊心的缺失，许多留守儿童可能会自

我怀疑，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负面评价（朱颖，2024）。在成长关键期，父母

关爱的缺位可能导致个体情感联结弱化，难以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基础，表现为

自我评价偏低或矛盾。有的儿童因情感需求未被及时回应产生“被遗弃感”，易形

成消极自我认知，或通过过度讨好、攻击性行为等扭曲方式寻求认同（陈慧敏，

2023）；有的儿童存在“能力劣势”的自卑认知，在学习和社交中表现出持续性的

自信匮乏与低自我效能感；还有的儿童遭遇挫折时易将失败过度归因于自身，选择

性忽视优点并聚焦于自身缺陷，形成自我否定倾向（高凯，2024）。这种情感缺失

如果得不到有效补偿，可能导致其成年后持续面临自我同一性建构的挑战。

二 父母缺位弱化家庭功能

（一）父母长期外出削弱有效监护

《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站，2023年4月19日，

https://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t20230419_1938814

.html。

家庭监护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这一核心主体的角色履行效能。父母

的监护功能主要包括对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发展保障、人身安全监护与教育引导职

责，涵盖基本生活照料、身心健康成长保障、教育资源获取、合法权益维护等。

2010—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从5491万人增至6693万人，增长了21.9%，大多数农

村儿童的留守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见图4.2）。 当父母离开孩子外出务工时，

核心的监护功能被动地向祖辈或亲戚转移。



87

图4.2 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

实与数据》。

老年监护群体因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健康资源有限，在教养能力上呈现明显断层

（李燕平等，2023）。祖辈往往只能确保基本生活照料，在课业辅导、心理支持等

需要较高教育投入的关键领域存在辅导空白，无法对孙辈进行全面且有效的监护。

在亲戚代为监护的家庭中，部分儿童面临监护风险。留守儿童与亲戚共同生活时，

“寄人篱下”的处境可能会诱发压抑情绪，因时刻需察言观色而形成自卑心理（焦

钰雅，2023），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儿童通常难以获得足够的温暖体验和亲密情感

支持。同时，相比于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在资源分配上往往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这种处境容易造成儿童自我价值感的弱化和归属意识的淡薄。当前留守儿童家庭的

养育模式普遍存在“重物质供给、轻情感培育”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仅能满

足儿童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缺乏必要的情感回应与心理支持。这种养育方式的异化

不仅违背了儿童发展的本质需求，更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造成了深层次的制度性发

展缺陷。

（二）替代性养育加大儿童行为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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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监护缺位时，替代性养育将加剧儿童行为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处于青春期或叛

逆期的儿童。留守儿童的代际养育难题集中表现为：祖辈监护人的粗放型管理模式

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化培育需求，难以有效地沟通和引导，对儿童情绪调控与价值判

断造成了负向影响。同时，祖辈对孙辈的无限宽容也容易削弱儿童对规范的敬畏

感。学校虽承担着行为规训的公共职能，但面对大规模留守群体时，对儿童行为规

范的教育会因缺乏家庭的配合而流于表面。儿童在校时被动遵守纪律，回家后则在

监管松弛的环境中表现出行为失序倾向，这种虚假性的“场景化服从”，容易导致

儿童养成散漫态度和反叛性行为。

布迪厄的“惯习传递”机制中的“惯习”是指将家庭的日常互动行为内化形成自身

的行为倾向，本质上是以父母为中介的社会规则传授。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在子女社

会化过程中形塑其惯习（habitus）——通过长期内化而形成的一套关于文化认

知、社会行为及未来发展的持久性倾向系统（朱红、张文杰，2020）。家庭关系中

隐含的资本结构，通过日常互动的细节和方式等途径被内化到家长和子女的身上，

从而使得家长和子女都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心态结构（Quick et al.，2021）。在青

春期这一关键的价值形塑期，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中普遍缺乏父母的行为示范和正

向价值观引导，导致其更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这种监护缺位状

态往往诱发逃学、早婚等非理性行为选择，而承担代监护职责的祖辈或亲戚由于代

际隔阂和认知局限，通常难以及时觉察并纠正这些行为偏差。

（三）父母缺席对学业成就的间接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的学业支持普遍不足。研究表明，父母作为学习监

督者和激励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当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活动时，能够显著提升孩

子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机（Guballa et al.，2025）；父母对教育的关注度会直接

影响子女的学习专注度和自我效能感（张竞月、刘志发，2024）。然而，在父母长

期缺位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往往面临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缺乏直接的情感支

持和正向激励，容易产生学习倦怠（李金娥，2012），甚至发展出学业逃避倾向。

这种监护真空状态还使留守儿童更易受到电子游戏沉迷、不良社交活动等外界负面

因素的干扰，这些行为不仅分散其学习注意力，还会导致学业成绩下滑（孟亚男、

张璨，2022）。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亲情缺失引发的自卑、孤独等心理问题，会

进一步损害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邵锋，2024）。

父母缺席还导致了留守儿童在社交活动和资源获取中的弱势地位。农村地区本身教

育资源不足，加之缺乏父母引导，孩子在课外辅导、兴趣班等拓展性学习机会的选

择上更为受限。部分家庭虽因父母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改善，但在教育投入方面仍有

不足，难以全方位支持子女的学业发展，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业竞争力持续弱化，不

利于其未来的发展。



89

第二节 同伴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同伴对于儿童社会化的过程至关重要。中国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孟母三迁。在孟子小时候，孟母为了让他有一个良好的

成长环境，曾经三次搬家。第一次，孟母把家安在了墓地附近，不料孟子竟模仿丧

葬仪式玩耍。于是，孟母把家搬到了市场附近，可是孟子又模仿商人叫卖。昀后，

孟母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孟子便开始模仿周围的学生读书。正是学校氛围和良好的

同伴，培养了孟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他日后成为儒家代表人物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伴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他们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帮助儿童学习社交技能，获得情感支持，并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和行为规范。

一 同伴互动：儿童社会技能的“训练场”

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表现为初始社会化和预期社会化两种形式，这是儿童为适应当前

及未来社会生活而进行的学习过程（李婧怡，2010）。同伴互动为儿童社会技能的

习得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儿童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学

习和掌握社会交往的基本技能。

（一）游戏中的技能学习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出：“游戏创造儿童的‘昀近发展区’，在游戏情景

中，儿童的表现往往超越其实际年龄水平，展示出高于他日常行为的发展潜能。”

（维果茨基，2005）研究表明，游戏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社会互动

属性与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合作能力及亲社会行为发展呈显著正相关（井卫英

等，2002）。游戏是儿童发展社会能力的关键媒介。通过角色扮演和互动，儿童在

游戏中自然地习得合作、分享和冲突解决等社会规则。这种体验式学习为儿童后续

复杂的社会适应奠定了基础，其获得的社会技能将持续影响他们在学校和社区环境

中的人际互动质量。

（二）冲突中的技能提升

同伴冲突是儿童社会互动中的常见现象。作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人际情境，其有效

解决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曹亚杰，2008）。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冲

突情境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和能力发展，特别有助于社会认知水平的提升。冲

突处理过程不仅能够推动认知发展，更能培养合作能力与社交技巧（李安，

2002）。通过持续的冲突应对与解决实践，儿童得以逐步发展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

交往策略，从而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维持平衡。从儿童同伴冲突的整体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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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来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自控能力和观点采择能力逐渐发展，同伴冲突解

决能力也呈现积极的演进趋势（黄胜梅，2008）。儿童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积累的经

验，对其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合作中的技能深化

合作作为同伴互动的重要形式，为儿童社会性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社会化情境。社会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儿童通过社会互动获得超越其原有认知水

平的新知，并通过内化过程实现认知重构和意义建构（孙贺群、王小英，2009）。

研究表明，同伴合作不仅能促进认知发展，也能提升儿童的社会行为能力，具体表

现为亲社会行为增加与攻击性行为减少的双向改善。更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

积极的同伴关系网络，这种支持性人际关系既为儿童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又创

造了持续的社会学习机会，从而形成“合作—关系强化—技能提升”的良性循环，

进一步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二 同伴关系：儿童社会情感的“试金石”

基于群体成员对特定个体的情感倾向，同伴关系可划分为同伴接纳与同伴拒绝两种

基本类型。前者反映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后者则表征个体遭受群体排

斥的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同伴接纳程度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被同

伴接纳的儿童往往处于更有利的学习环境中，其在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及共情能力

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相反，遭受同伴拒绝的儿童则普遍在情绪调节和情绪控制

等维度呈现发展滞后的特点（邓宇泽等，2025）。

（一）同伴关系与情感认同

同伴接纳作为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个体心理适应具有重要影响。社会

认同理论指出，儿童通过获得群体认同来满足归属需求，这种心理机制具体表现

为：当儿童获得群体认同时，其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显著提升；反之，持续遭遇

同伴排斥则可能导致自卑情绪和社交焦虑的发展。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

为儿童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提供实践场域，更能显著增强其心理韧性（谢桂华等，

2022）。

（二）同伴关系与情绪调节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与个体社会行为发展与心理健康存在双向影响

关系。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够促进个体社会行为的发展并且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反

之，不良的情绪调节可能成为导致个体社会行为的障碍，并引发心理健康的不稳

定。同伴是儿童学习情绪表达的重要对象（苏林雁，2019），在同伴交往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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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和模仿同伴的情绪反应，学习如何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此外，同伴之

间的积极互动能够提供情绪支持，帮助儿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同伴

支持能够降低儿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同伴排斥则可能导致情绪问题的加剧。因

此，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有助于儿童情绪的积极表达，还能促进他们情绪调节能力

的发展。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关系发挥着成年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同

伴关系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而不良的同伴关系会导致儿童产生适应困难，甚

至可能对成年后的社会适应带来消极影响（郑杨婧、方平，2009）。

三 同伴影响：儿童行为规范的“塑造者”

儿童的社会行为包含一般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它们是儿童社会化

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亲社会行为的习得有助于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而反

社会行为的习得会影响其人格的形成，进而阻碍其社会化的顺利发展。班杜拉的社

会学习理论指出，观察学习是儿童社会行为习得的重要途径（Bandura et al.，

1986）。儿童在融入同伴群体的过程中，会观察同伴的行为，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

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一）同伴榜样与行为模仿

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不同

类型的同伴，而不同类型的同伴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通过观察和模仿良好

同伴的行为，有助于促进和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使其更快地学习到社会认可的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反之，不良同伴的持续影响可能导致儿童习得反社会行为模

式。但值得注意的是，班杜拉将行为的习得与行为的表现区分开来。他认为行为的

习得是一种认知进程，而行为的表现是一种动机过程。具体来说，是否执行已习得

的反社会行为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果儿童看到不良同伴受到惩罚，那么就可能不会

执行已习得的反社会行为（杨彩霞，2001）。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同伴，都在儿童的

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儿童社会行为的形成。

（二）群体压力与行为内化

同伴群体压力是指当个体与群体的意见或规范不一致时，为维持群体和谐关系而被

迫遵循群体的规则所产生的潜在心理压力（甘红缨、苏焕，2011）。同伴群体通常

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规范，儿童在融入过程中，受群体压力影响会逐渐内化这些行为

规范。因此，群体压力并非完全负面，它能够促使儿童更好地适应当下所处的社会

环境。例如，在注重团队合作的群体中，儿童会习得合作技巧与规则遵守，这正是

群体压力积极作用的体现。然而，如果群体规范与社会规范相悖，儿童也会潜移默

化地受到不良影响。特别是由行为失范同伴构成的群体环境，对其成员的健康成长

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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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班级—宿舍整体网中更真实的同伴

在儿童的活动场域中，家庭、班级和宿舍是三个主要的活动场所，它们共同构成了

儿童的核心生活圈。对留守儿童来说，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儿童，班级—宿舍场域又

是其昀主要的活动场所。与家庭场域相比，班级—宿舍整体网提供了一个更加平

等、自由、亲密的社交空间。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社交模式和互动场景，儿童有机

会建立起更加真实的同伴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影

响。本节将深入探讨班级—宿舍整体网的特点，并揭示为何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

能够孕育出更真实的同伴。

一 班级与宿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

班级与宿舍是儿童除家庭以外昀重要的成长环境，可视为其“第二家庭”。儿童在

其间度过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光，完成日常学习与生活活动。这两个场域为儿童

提供了稳定、持续的同伴互动环境，使他们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建立深厚的同伴关

系，并经历成长的喜怒哀乐。班级与宿舍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儿童形成和发展同

伴关系、进行社会化学习的关键场所。

（一）班级中的同伴关系

班级作为儿童学习知识、发展能力的主要场所，也是其社会化进程中接触的第一个

“小社会”。在班级中，儿童通过课堂互动、课后讨论等方式进行思考交流，潜移

默化地了解和认同同伴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面对学习中的挑战，同伴间倾向于结

成互助合作的小团体，共同解决问题，参与竞争，这些共同经历有助于增进彼此的

亲密感。此外，班级也是儿童兴趣和潜能得以展示的舞台。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

儿童提供了发现同伴特长和兴趣的机会。在班级这个大集体中，儿童得以在相对自

由开放的环境中展现自我，促进其个性发展。

（二）宿舍中的同伴关系

相较于班级，宿舍为儿童提供了更为私密的生活空间，是培养其独立生活的实践场

所。在宿舍中，儿童进行着大量的非正式社交，彼此展现更为真实的状态。脱离父

母的日常照料，儿童需独立处理个人事务，如洗漱、洗衣、整理床铺及清洁卫生

等。这一过程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合作。宿舍生活也使儿童有机会深入了解彼此

的生活习惯，如作息规律和卫生习惯等。在宿舍的日常相处中，儿童展现出正式社

交场合中难以观察的一面，如睡眠状态和个人仪态。此外，宿舍作为相对平等自由

的互动场域，为儿童提供了充分的自主交流机会，使其能够就学习、生活等议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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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广泛讨论。特别是对寄宿的留守儿童，相似的留守经历创造了丰富的共同话题，

这种同质性的生活背景促进了同伴间的深度交流。

二 真实同伴关系的形成机制与特点：基于班级—宿舍整体网

视角

班级与宿舍构成了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其结识真实同伴的关键环境。在这

里，儿童通过频繁互动增进了解；因共同经历产生情感共鸣与归属感；并在平等的

身份关系中展现真实自我，从而建立起真实且深厚的同伴关系。

（一）频繁互动：同伴关系建立的基石

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空间邻近为儿童之间频繁互动提供了天然契机，而频繁互

动正是形成真实同伴关系的起点。这种互动超越了表面了解，使儿童能够深入彼此

的内心世界，建立起真实而深厚的情感联系。在班级中，儿童共同参与学习活动小

组讨论和任务完成；在宿舍中，他们朝夕相处，从日常起居到课余闲谈，这些互动

为他们提供了充分了解彼此性格、兴趣和习惯的机会。

（二）共同经历：情感共鸣与归属感的纽带

对于留守儿童，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儿童，共同经历是建立真实同伴关系的重要基

础。相似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父母的缺位，成为他们情感的纽带，容易引发情感共

鸣。这种共鸣不仅能够缓解父母缺位带来的情感压力，也让他们在同伴群体中获得

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儿童通过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彼此认

同，感受到对方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基于信任与理解的真实同伴关系。

（三）身份平等：真实自我展示的保障

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儿童拥有平等的学生身份。相较于家庭和师生关系中长幼

尊卑，这种平等关系为儿童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表达空间。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即使产生分歧，也能通过平等的讨论和争辩来解决问题。例

如，在班级中，同学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宿舍中，他们可以毫无

顾忌地分享彼此的兴趣爱好。这种平等且自由的交流方式，使得儿童能够更加真实

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从而促进真实和深厚的同伴关系的形成。

第四节 家长与老师之间：同伴网络的弥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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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教师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中很难形成有效的联动。外出务工的家长，不仅

缺席课业辅导、兴趣发展等教育支持的关键环节，还缺席了家校沟通中必要的实践

指导。而教师在大班额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难以做到对每个孩子的细致关注和个

性化引导。尤其是家校沟通的断层，更加大了共育的难度。但同伴网络作为社会支

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位。

一 家校沟通断层：家长与教师的隐性责任冲突

多数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仅限于通过期末成绩单来了解其学业情况，而教师与家长的

沟通往往也只限于成绩的通报与在校表现的反馈。现实中，农村教师与外出家长间

的沟通往往会陷入“有事找不到人，无事无须打扰”的消极循环。家长与教师之间

的沟通隔阂，本质上是家校双方陷入了功能主义的认知误区。部分教师倾向于将工

作场域限定于校园内部，面对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时，往往采取“重点帮扶对象”

的单一化标签，并以标准化方式回应个体差异，未能充分关注其个性化需求。外出

务工的家长则被经济理性主导，简单地将教育责任货币化为经济补偿。这种工具化

思维消解了教育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使家校互动沦为发通知、填表格等日常琐事，

类似于打卡完成任务。更深层的系统性障碍在于，农村学校尚未建立适应人口迁移

特征的专业家校沟通机制——传统的家访制度在外出务工潮中形同虚设。

家校沟通断层使教师既不能精准掌握学生情绪波动的家庭诱因，也难以判断学生成

绩下滑背后的环境干扰。教育介入的精准性，因家庭视角的缺失而大打折扣，暴露

出教育支持系统的缺陷，导致家长与老师都难以完全理解孩子的成长困境。而这一

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则更为严峻——他们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家校沟通与协作

不仅尤为重要，更构成了其健康成长的基础保障。这种沟通联结的本质并非单纯的

信息传递，而是构建以学生为核心的情感支持网络与成长资源平台，其效能取决于

双方的信任浓度与协作智慧。

二 家校共育合力难——难在何处？

首先，家校教育之间存在责任断层。农村留守儿童的家校共育问题长期受到社会关

注，其困境源于家庭与学校在角色、资源及协同机制上的失衡。家长常年外出务工

导致家庭教育的天然缺位，成为家校共育的重要挑战。传统家庭结构中，家长是子

女情感支持与行为监督的直接来源，而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往往转交给教育资本薄

弱的祖辈或其他亲属。他们虽能承担基本的监护责任，但难以响应学校的育人要

求。因此，学校被迫成为承接留守儿童家庭辅导与心理培育的“代偿性家庭”（董

磊明、李欣灿，2024），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就会出现责任断层。

其次，教育支持的有效性往往受限于师生比例的失衡。农村教育资源紧缺，教师往

往身兼多职，既要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还需兼顾留守儿童的日常照料与心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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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当一名教师需要应对几十名儿童的全天候需求时，管理效果必然会下降。家校

共育所需的个性化沟通、家访及活动组织等配套措施常因人力不足而被搁置。此

外，农村家庭居住分散，交通距离进一步增加了教师与监护人互动的成本，导致信

息传递滞后或失真，难以达成教育共识。

昀后，家长与学校之间存在认知差异。在一些农村地区，教育观念仍较为传统，家

长的教育理解更多集中在学业成绩上，而忽视了孩子情感和心理的健康成长。这种

观念的偏差使得家长往往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整体发展。这

种误区进一步加大了家校合作的难度，导致家校共育无法形成合力。

三 家校缺位何以补？——同伴网络的弥合作用

现代教育系统中，家庭与学校被赋予“双主体”的监护使命：家庭以情感联结为纽

带承担培育人格的责任，学校以知识传承为核心承担教育培训的责任。然而，随着

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教育竞争异化，家庭结构松散化与学校教育功

能窄化已成为普遍困境。父母的长期缺位持续弱化了家庭情感支持与行为引导功

能，教师也在心理健康干预与价值观引导层面有所欠缺。在家校合作缺位的教育环

境下，同辈群体构建的同伴网络凭借其社会性与情感支持功能，展现出独特的弥合

价值。这类群体不仅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缓冲与替代作用，更通过情感联结

填补其成长空缺，成为家校教育空缺中的重要支持系统。

（一）情感支持的即时弥合效应

缺少家庭情感支持导致留守儿童陷入认同焦虑与孤独困境，而教师群体在处理儿童

的情绪问题时也会受到时滞和“代沟”的阻碍。同伴间的情感网络不同于权威式的

家长关怀，凭借平等交往的特性和天然具备的接纳异质个体的能力（Veenstra and

Laninga，2023），在同龄人之间快速搭建起重要的情感支持平台。这种对等式的

交流更能让同伴敞开心扉，使儿童能够通过分享情绪、玩笑互动等行为建立信任纽

带，并在其中寻找认同感与归属感（叶佳滢、曹晓君，2019）。当儿童面临学习压

力或情感困惑时，来自同伴的鼓励与支持不仅能缓解孤独感与焦虑（吉玉芳，

2024），更能帮助他们及时调整心态。在非结构化场景中的即时回应远比教师办公

室的定时谈话更能发挥情绪疏导作用。因为年龄相仿且经历相似，彼此的同理心让

安慰突破了语言技巧层面升华为精神共鸣。虽然同伴支持无法替代父母关爱，但这

种类似家庭的情感依赖通过互助与陪伴正悄然填补着情感空缺。

（二）同伴网络中的学业支持

同伴网络在知识传递与学习支持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和家长往往受时间与精

力的限制，对儿童的直接关注较少，而同伴之间的互动则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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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平台。在学校中，同伴间的讨论与合作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激发学习兴趣

并提供解题思路。这种由同伴驱动的学习氛围，既补充了家长与教师无法完全覆盖

的教学空白，也增强了儿童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认

知冲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同伴之间的互动中，这种冲突能够

促进儿童重新组织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认知发展（Piaget，

1950）。维果茨基则强调“昀近发展区”的概念，认为儿童通过与能力更强的同伴

合作，能够突破自身的认知限制，从而达到更高的认知水平（Vygotsky，1978）。

具体而言，校园中的知识共享不仅表现为解题思路的传递，更延伸至学习策略优

化、批判性思维培养以及学习焦虑纾解。这种依托同伴网络的学习模式增强了儿童

的学习主体性和积极性。

（三）同伴关系与儿童社会化的联结

建立同伴关系有助于塑造基础的社交技能，深入培养情感觉察与调控能力。在家庭

支持缺失的情况下，儿童可能长期处于社交孤立状态，容易在同理心发展、情绪管

理、矛盾解决能力等维度出现滞后，并难以应对同伴竞争、资源分配等实际场景中

的复杂问题。而健康的同伴则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天然的练习场，如在团队协作中

理解分工价值，在游戏规则的协商中学会妥协与坚持，在调解冲突的过程中掌握话

语技巧……通过与他人接触和认知发展，能逐渐提升儿童的非语言沟通解读能力

（如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王道阳、殷欣，2015）。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儿童

能够体验到友谊的快乐、失去朋友的悲伤以及被拒绝的失落等。在大量社交实践中

获得的情感体验不仅促进了儿童的情感智力发展，还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

理解和表达情绪（姚志莉，2024），从而形成良性的情感反馈机制。具有稳定同伴

支持的儿童在青春期更易建立健康的自我认同，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情绪调节区域

活跃度显著高于社交孤立者，这种生理层面的差异将持续影响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处

理模式（Somerville et al.，2013）。因此，同伴网络既是社会适应的训练场，

更是心理韧性的培育温床。

四 从管理到引导：家校赋能同伴网络

同伴互动作为一种双向社会化机制，对儿童发展产生着多维度的影响：积极的同伴

互动能够促进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而消极的互动模式则可能

引发偏差行为，包括攀比、排斥甚至欺凌，这些行为不仅会阻碍学业发展，更可能

导致情绪调节障碍和社会适应困难。尽管同伴网络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的支持作用，但其自发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决定了其功能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通

过家校协同机制的创新性重构，实现教育主体角色从传统管理者向现代引导者的范

式转换，通过系统化的干预策略将同伴互动纳入发展性教育框架，构建家庭情感支

持、学校规范引导与同伴群体影响三者互动的支持系统，从而昀大限度地发挥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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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积极效应，抑制其负向影响的扩散，为儿童提供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成长

支持。

（一）教师角色：从学生管理者转向同伴网络的协调者

在“家校赋能”框架下，教师角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教师主要承担学

生管理者职能，聚焦于学业督导与行为规范；而在赋能范式下，教师需要转变为同

伴互动的系统性协调者。这种角色重构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教师需超越传统的

课堂管理范畴，通过识别和培养同伴领袖，建立生生互助的支持网络；其二，通过

赋权策略激发学生在社交场域中的主体性，使其在同伴互动中既获得情感支持又增

强学习内驱力；其三，构建制度化的班级互动规范，包括制定同伴互助公约、实施

轮值领导制度等结构化措施，系统培育尊重、合作的正向互动模式。此外，教师还

应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干预方式，提升学生应

对社交困境的元认知能力，从而在班级生态中形成具有情感支持功能和行为调节作

用的动态网络系统。这种角色转型本质上是从单向管控到多维协调的教育范式跃

迁，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性赋权实现同伴网络的育人价值转化。

（二）家长远程介入：提供情感支持与社交引导

在留守儿童的教育中，父母的缺席往往导致孩子在情感和行为上的空缺。“家庭赋

能”强调家长在重要时间节点的远程介入，而非常规的面对面教育。家长可以通过

远程参与孩子的特殊事件（如生日宴会、节假日等）来加强与孩子的情感联系。例

如，家长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或录制祝福视频的方式，邀请孩子的同伴一同参与，增

强孩子在同伴群体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介入不仅帮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

爱，同时也促使家长关注孩子的社交网络，避免孩子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成长。家

长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要在与儿童的远程交流过程中，引导孩子树立正

确的友谊观和社交观，帮助儿童在社交中学会如何选择同伴，鼓励他们与积极、乐

观的同伴建立深厚的友情关系。

总的来说，家校赋能同伴网络是将家校共育深化为一种互动式、协同式的教育干预

策略，不仅强化了教师在同伴网络中的引导作用，还鼓励家长远程参与孩子在同伴

网络中的情感教育和行为引导过程。通过这些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校教

育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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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留守儿童与农村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

第一节 留守儿童更愿意与留守儿童交朋友吗？

同伴选择效应指出，个人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行为、人格特质和态度方面相似的

人建立友谊（Montoya and Horton，2013），他们通过选择相似的同伴来获得归属

感和认同感，这种选择也会导致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增加（Kandel，1978）。留守儿

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会对同伴产生更强的依赖。他们在选择同伴时主要基于

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和自己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如和同样是父母外出务工的个体做

同伴。这主要是源于他们在相似的成长环境中有共同的情感体验。二是和自己有相

似的人格特征，如留守儿童有长期的独立生活经历，情绪相对稳定，他们更倾向于

选择情绪稳定的个体做同伴（吴贾、吴莞生，2024）。因此，留守儿童更愿意选择

留守儿童做朋友。

在研究同伴效应时，现有研究多测量学生个体网络，对于班级整体的同伴网络研究

尚且不足，这导致测量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便有个别研究涉及班级整体网，

也仅仅简单地测量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友网络，并没有测量不同功能的好友网络，因

此无法刻画班级整体的多功能网络结构。本章首次基于儿童在校交友功能测量了儿

童学习、玩耍、八卦和情感等班级整体网络，扩展了现有文献对好友网络的定义，

能够更准确地观测到留守儿童的多功能好友网络。

本章的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2019年4—5月在四川省进行的整体网调查，在二年级、

四年级、六年级和九年级中共抽取38个班的1602名学生参与调研，最终收集有效问

卷1598份。以班级为单位，让学生写出平时和自己一起做功课、分享八卦、玩耍和

诉说心事的对象，这四项选择均不限数量，也没有关系强弱之分，根据学生问卷形

成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同时，我们让学生按照关系的密切

程度从高到低依次写出最好朋友的名字（最多5个），从而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好友

网络。

我们利用班级内学生两两关系数据来检验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方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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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riendcij表示班级c中学生i与学生j是不是好朋友（有连接），由于该变量

是二分变量，我们选用Logit模型。此处有学习、八卦、玩耍、情感和好友五种好

友网络，我们分别观察五种网络中学生i和学生j是否有连接，如在学习网络中，学

生i和学生j是一起学习的好友即有连接，赋值1；如果没有一起学习即无连接，赋

值0。学生i为社会网络源节点，学生j为社会网络的目标节点。

两两关系数据中我们只控制了学生的个体特征及两个学生个体特征的差异。

LBcj表示班级c中学生j的留守状态，Xci为班级c中学生i的个体特征 ，ΔXcij为学

生i和学生j个体特征的差异，πc为班级固定效应，εi为随机误差项。

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按照学生i的留守状态分为两组，当学生i为留

守儿童时，β1表示留守儿童作为源节点，其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和与非留

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差；当学生i为非留守儿童时，β1表示非留守儿童作为源节

点，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与非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差。

表5.1显示，当源节点为留守儿童时，目标节点的留守状态对八卦网络、玩耍网络

和好友网络的连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他与非留守儿童分享班级八卦信息的发生比

同和留守儿童分享八卦信息的发生比要高9.4%，他与非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

比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高出7.1%，他和非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比

和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高13.6%，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我们还发

现，留守儿童更可能和留守儿童共同学习和交流烦心事，但这一结果并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由此可以推断，在班级中并没有出现留守儿童间的群聚现象，而是呈现

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一起玩耍、八卦、交友。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并不是更

愿意和留守儿童交朋友。

从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的差异变量来看，性别相同、班干部身份相同对社会网络

连接影响为正，意味着同性别、同为班干部的同学在网络中连接的可能性更高。零

花钱数量相近的同学更有可能在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连接。该结果与

既有文献一致，Campigotto et al.（2022）也发现同性别相近的中学生更容易成

为好朋友。

表5.1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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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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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观察非留守儿童的交友情况，表5.2显示，当源节点为非留守儿童时，

他和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7%，该系数在5%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他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9.1%，和

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6.9%。这与表5.1的结果

基本相符，非留守儿童更可能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和成为好朋友。结合表5.1和表

5.2的结果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之间并没有形成群聚，非留守儿童间也没有形成群

聚，也没有发现非留守儿童“孤立”留守儿童的证据，与预设不同的是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在多个班级整体网中更容易连接在一起，形成交融状态。

表5.2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非留守儿童）

第二节 多维网络中留守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本节首先分别给出留守儿童在社会网络中位置的图像证据，再用个体数据检验留守

状态和各网络中心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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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像证据

本节以LJ学校六年级学生为例，展示五种班级整体网。总体而言，学习网络、八卦

网络和玩耍网络密度较高，其中八卦网络密度最高，说明学生间分享班级八卦信息

频繁；而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密度较低，说明学生遇到烦心事时有相对固定的倾诉

对象，班级内部好友关系也相对稳定。

图5.1可以看出在五种网络中留守儿童占据中心位置较少，多处于边缘位置。与非

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入度更小，特别是在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

体现得更突出。

图5.1 LJ学校六年级班级整体网络

注：图中深灰色点代表留守儿童，浅灰色点代表非留守儿童；点的大小说明了入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

大。

二 留守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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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个体为基本观测值，计算了入度（In-Degree）、出度（Out-Degree）、中

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等（Freeman，1977; Freeman，

1978; Bonacich，1972）5种中心性指标。这5种中心性指标均为社会网络分析中度

量节点中心性的常见指标（Borgatti，2005）。在有向网络中，学生i的出度是指

从i出发的边的条数，入度是指向i的边的条数。将入度和出度除以班级人数，就得

到了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学生i的中介中心性是指i到班上其他所有学生的最

短距离均值的倒数。紧密中心性是指学生i在网络中给其他人“做桥”的频率，即

任意两个学生间的最短距离经过i的平均比例。特征向量中心性则同时考虑节点i连

接的节点数量和被连接节点的中心性，与i连接的节点中心性越高，则节点 i的中

心性就越高。五种网络中心性数据如表5.3所示，留守样本的入度、出度、中介中

心性和紧密中心性均低于全样本均值，而非留守样本这四个维度的中心性均高于全

样本均值，说明留守儿童在班级整体网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表5.3 网络中心性的描述性分析

三 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

表5.4显示，学习网络中留守儿童有更高的中介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但紧密

中心性比非留守儿童低。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中部分指标呈现出比非留守儿童更紧

密的特征，这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留守儿童在校时间与非留守儿童

相比更长，更容易和班级同学结成写作业的伙伴（王天宇、周晔馨，2023）。留守

儿童在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留守儿童在这三种

网络中都不处于几何中心位置，相对边缘。同时，由于留守儿童的紧密中心性较

低，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节点的控制。在好友网络中，个体留守状态对节点网络中

心性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往研究仅显示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的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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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且研究结论有争议，Li et al.（2020）发现留守儿

童社会网络入度低于非留守儿童，但王天宇、周晔馨（2023）发现留守儿童学习网

络的入度、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的结果与这两

项研究结论有相同之处，既发现了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的部分中心性上优于非留守

儿童，也发现了在其他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留守儿童的紧密

中心性不如非留守儿童。

表5.4 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第三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群聚效应

当源节点为寄宿儿童时，他们与寄宿儿童连接的概率要远高于与非寄宿儿童连接。

如表5.5所示，源节点为寄宿儿童时，他与寄宿儿童一起学习、八卦、玩耍的概率

比他与非寄宿儿童一起学习、八卦、玩耍的概率分别高出1.8%、4.5%和1.1%，他选

择与寄宿儿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的概率比他与非寄宿儿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

好朋友的概率高0.7%。这些差异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寄宿儿童几

乎在所有功能性网络中都出现了群聚现象，这再次印证了社会认同理论

（Hornsey，2008）。只有在情感网络中，寄宿儿童与寄宿儿童的连接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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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寄宿儿童）

表5.6显示，当源节点为非寄宿儿童时，他们在学习网络和八卦网络上更愿意与非

寄宿儿童产生连接，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寄宿儿童在学习和八卦功能性

网络中也呈现出群聚状态。在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非寄宿儿童也更愿意选择非

寄宿儿童做朋友，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6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非寄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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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分别给出寄宿儿童在社会网络中位置的图像证据，再用个体数

据检验寄宿状态和各网络中心性的关系。

一 寄宿的同伴网络图像

我们以YJ学校四年级一班为例，展示整个班级的五种社会网络。从图5.2中可以看

出寄宿儿童（深灰色点）入度并不比非寄宿儿童（浅灰色点）小，甚至在部分网络

中其入度更大，比如好友网络，寄宿儿童更多地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但这仅仅是

未控制任何其他特征的图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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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YJ学校四年级寄宿网络

注：图中深灰色点代表寄宿儿童，浅灰色点代表非寄宿儿童；点的大小说明了入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

大。

二 寄宿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与留守儿童的中心性相似，本节以个体为基本观测值，计算了寄宿儿童的入度、出

度、中介中心性、紧密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等5 种中心性指标。这五个核心指

标各自有不同的侧重：出度和入度是中心性最传统的度量，高入度中心性是集体中

声望的标志，高出度中心性是集体中有影响力的标志；中介中心性反映了到网络中

所有节点的平均距离，衡量了一个节点传播信息的能力；紧密中心性则反映了个体

为他人做桥的能力和控制他人的能力；特征向量中心性则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

与网络中的“关键人物”有联系。

五种网络中心性数据如表5.7所示，在学习网络中，寄宿儿童在入度、出度和紧密

中心性这三个维度上高于整体均值，说明寄宿儿童在班级中更受欢迎，并且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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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班里其他同学交朋友，也有更强的做桥能力。也进一步说明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

中处于重要位置，并没有被“边缘化”。

表5.7 班级整体网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三 寄宿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

表5.8显示了回归结果，从入度来看，寄宿对学习网络的入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八卦网络和玩耍网络的入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

中更受欢迎，而在八卦网络、玩耍网络中不太受欢迎。从出度来看，寄宿儿童更不

愿意在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与其他儿童产生连接，即在这两种网络中寄宿儿童并

不活跃，没有努力与他人建立联系，交际性和积极性都较弱。从中介中心性来看，

寄宿儿童在好友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较高，说明班级很多同学之间连接的最短路径经

过寄宿儿童，寄宿儿童处在其他节点连接的捷径上，起到了连接作用。从紧密中心

性来看，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八卦网络和玩耍网络的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在这

三个网络中寄宿儿童离其他同学都较远。最后，在寄宿对五种网络特征向量中心性

的影响均不显著。

综合来看，寄宿儿童的中心性并不都呈现出低水平的状态，而是有高有低，特征明

显。寄宿儿童出度低，更不愿意与班级同学产生连接；中介中心性高，说明他们在

多个网络中处于连接其他节点关键位置，具有更大的“权力”。寄宿儿童的紧密中

心性低说明他们不处于整体网络的几何中心位置。

表5.8 寄宿对网络中心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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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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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社会网络研究

第一节 留守儿童更容易受欺凌吗？

研究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需要聚焦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父母的缺位；二是同伴的互动。从父母的缺位来看，长期的亲子分离会造成孩

子孤独、焦虑等，这些情绪会增加其遭遇欺凌的风险；另外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

的保护，社会支持较弱，欺凌者的机会成本低，致使其更容易成为长期被欺凌对象

（贾洪勇、吴恩慈，2022）。从同伴的互动来看，留守儿童可能因父母外出造成自

卑，致使其难以融入同伴群体中，也可能促进他们更积极地与同伴交流以弥补父母

缺位带来的孤单情绪。如果能与好的同伴互动，可能对留守儿童产生积极影响；如

果遭遇不良同伴，也可能遭遇欺凌或成为施暴者。

一 理论层面的探究

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分别从家庭场域和学校场域解释了为何留守儿童更容

易受欺凌。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人们遵守社会规范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社会建立了积极

联系。当这些社会联系和信念较弱时，个体更可能从事反社会和犯罪行为

（Hirschi，1969）。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在依恋维度上有缺失，缺乏与

父母的情感联系，造成其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更高。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不是

通过直接经验，而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在观察学习中，个体通

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行为的范例，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参考（Bandura et

al.，1977）。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同伴往往成为其重要的参照群

体。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事件发

生率较高（陆伟等，2017）。由于留守儿童大多处于寄宿状态，他们既可能成为欺

凌的施害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相对更高。

社会生态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周边生态系统环境影响，个体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

多个环境系统中进行。从社会生态系统出发，校园欺凌可以从宏观系统、中观系统

和微观系统来解释。宏观系统主要是文化、社会结构等社会环境，如暴力文化的影

响、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会促使校园欺凌发生（乔东平、文娜，2018）。中观

系统为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家庭与学校间的互动。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

境，如学校和家庭。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学校发生的事情无法及时与家长

交流，出现校园欺凌征兆时父母也无法监督与陪伴，因而相比于非留守儿童，留守

儿童遭遇欺凌的可能性更大。

二 现实层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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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规模为4177万人，占

农村儿童人口的37.9%，意味着平均每3名农村儿童就有1名留守儿童。《中国流动

人口发展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儿童，这一结论在研究

中也被证实（滕洪昌、姚建龙，2018）。近年来，在多起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恶性

犯罪事件中，大部分有留守背景。

《保护青少年系列调查之一：校园欺凌背后》，央广网，2024年4月24日，

https://news.cnr.cn/dj/20240424/ t20240424_526679006.shtml。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

未成年学生的调查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危害极大，它

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让他们因恐惧而产生厌学逃学的想法；还会影响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让他们有更高的抑郁和自杀风险（Juvonen and Graham，

2001），更严重的可能直接威胁生命。欺凌经历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成年，让受欺凌

者职业发展受阻，心理健康问题持续（Copeland et al.，2013）。由此，关注留

守儿童校园欺凌，分析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成因，并提出有效的防治方案尤为重

要。

第二节 校园欺凌的网络传递是留守儿童特有的吗？

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而导致的监护缺位和情感缺失，会直接增加其遭遇校园欺凌的

风险。但因父母外出引起的学生同伴网络的变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整

体网数据的缺乏，无法刻画班级整体的多功能网络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本

节利用笔者团队于2019年4—5月在四川省的调研，收集了38个班级学生的学习、玩

耍、八卦和情感等班级整体网络数据，并测量了每位学生遭遇欺凌的情况与类型，

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中发挥作用。

同伴影响效应是两个好朋友间的相似性会进一步增加（Veenstra and Steglich，

2012），被欺凌行为也有沿着社会网络关系扩散的趋势（Sentse et al.，2013;

Shin，2019）。与受欺凌水平高的人成为朋友，其自身受欺凌的可能性也会随着时

间推移提高。当两个受欺凌的孩子建立友谊后，其中一个孩子也会被他朋友的欺凌

者欺凌（Rambaran et al.，2020）。受欺凌程度低的孩子之间成为朋友并相互影

响，他们在下一个时间点上受欺凌水平会更低；受欺凌程度高的孩子之间成为朋友

并相互影响，他们可能越陷越深，影响效应会朝着两个极端发展（张云运等，

2022）。由此可见，受欺凌会通过网络传递，不仅在儿童整体中传递，也在留守儿

童内部传递。

运用同班级内学生两两关系数据来检验社会网络在校园欺凌中的传递，构建回归方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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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ictimci表示班级c内学生i遭遇欺凌（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由于该变量

是二分变量，我们选用Logit模型。表示网络s中学生i遭遇欺凌的均值，系数Ø1表

示在网络s中学生j遭遇欺凌对学生i是否遭遇欺凌的影响。Xi为学生i的个体特征和

家庭特征控制变量，πc为班级固定效应，εi为随机误差项。

以源节点是否受欺凌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其与网络节点的平均被欺凌状态的关

系。结果显示（见表6.1），在五种社会网络中，向外节点受欺凌的平均值越高，

源节点学生受欺凌的可能性越大，所有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在1%水平上显著，

说明五种网络中都存在受欺凌的社会网络传递现象。具体来看，向外节点被欺凌的

平均值（好友受欺凌的状况）在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

网络每提高一个单位，儿童受欺凌的概率分别提高至13.2%、20.5%、19.7%、14.6%

和14.1%（见表6.1 Panel A），这一结果印证了同伴影响效应，即和受欺凌的学生

做朋友，自身受欺凌的概率也更大。

表6.1 社会网络被欺凌状态传递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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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样本限定为留守儿童后，向外节点被欺凌的平均值（好友受欺凌的状况）在

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每提高一个单位，儿童受欺

凌的概率分别提高至21.8%、31.1%、36.5%、29.4%和30.2%（见表6.1 Panel B），

我们发现，与全样本相同，说明在五种网络中留守儿童都存在受欺凌传递。更重要

的是，在留守儿童样本中，好友受欺凌状况对留守儿童受欺凌的影响更大，即留守

儿童的五种社会网络都有更强的欺凌传递性。

校园欺凌的网络传递并不是留守儿童特有的，而是存在于全体儿童中。由于留守儿

童的特殊性，留守儿童的网络传递性与全体儿童相比更强。

第三节 社会网络是促进还是消解了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不仅受个体特征影响，也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对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

期缺位导致其情感支持不足和社会化过程受阻，他们在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可能

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系统性差异，进而影响其遭遇欺凌的风险。社会网络在校园欺凌

中可能同时发挥保护作用和加剧边缘化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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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性角度来看，紧密的社会网络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支持和同伴保护，从

而降低其遭受欺凌的可能性。Holt和Espelage（2007）发现，拥有广泛好友网络的

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同伴支持，从而降低成为受害者的风险。Batanova等（2014）指

出，高网络中心性的个体往往掌握更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非正式调节机制化解冲

突，从而避免校园欺凌的升级。

然而，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特征也可能致使其更容易成为欺凌目标。家庭监护缺

失，留守儿童在社会能力和行为上可能与非留守儿童存在差异，导致其在班级社会

网络中被边缘化。在层级分明的结构中，边缘化个体更容易遭遇群体排斥或攻击。

贾勇宏和吴恩慈（2022）发现，留守儿童的班级活动低参与可能导致其被社交孤

立，从而更容易成为被欺凌的目标。

我们采用中介法（三步法）来检验社会网络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中发挥的作用，实

质上是看网络中心性是否充当了留守儿童对校园欺凌影响的中介。首先，我们观察

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方程（b.1）中，Victimi表示学生i是否遭遇欺凌

（成为受害者），LBi表示学生i是否为留守儿童，Xi为学生i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

征控制变量，πc为班级固定效应，εi为扰动项。系数a1表示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

的总效应。其次，测量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式（b.2）是留守状态对网

络中心性的影响，其中SNsci表示在网络s中班级c的学生i的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

性包括入度、出度、连接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LBsci表示在网

络s中班级c的学生i的留守状态。式（b.3）将留守状态和网络特征都纳入方程中，

考察留守状态和网络中心性对校园欺凌的影响，λ1为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直接

影响，即控制网络中心性后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γ1λ2为留守状态对校园

欺凌的间接影响，即留守状态通过网络中心性对校园欺凌产生的影响。总效应等于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即a1=λ1+γ1λ2。我们先看γ1和λ2是否通过显著性检

验，如果通过则说明它们是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网络中心性路径，再根据系数

的符号判断影响的方向。回归方程如下：

一 留守状态增加了受欺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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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3）列逐步加入

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留守状态的系数为正并显著稳健。从第（3）列结

果来看，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成为受害者的概率要高6.0%。与男性相比，

女性受欺凌的可能性更低，这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凌辉等，2022；贾勇宏、吴恩

慈，2022）。笔者还发现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家庭经济状况与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

呈显著负相关——成绩越好、零花钱越多的学生，受欺凌的概率越低。从家庭特征

来看，与父亲沟通频率较高的学生受欺凌的可能性较低，而与父母顶嘴频率较高或

父母经常吵架的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则显著增加。

表6.2 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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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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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网络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

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方法，第二步检验的结果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三部分

已展示，从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结果来看，学习网络中留守儿童有更高的

中介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但紧密中心性比非留守儿童低。在八卦网络、玩耍

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留守儿童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留守儿童在这三种网络中都不处

于几何中心位置，相对边缘。由于留守儿童的紧密中心性较低，他们更容易受到其

他节点的控制。

第三步检验，笔者来确定网络中心性是否为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以及留

守状态是如何通过网络中心性来影响校园欺凌的。表6.3中依次呈现了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五个维度对校园欺凌的影响。首先比较

表6.2和表6.3中留守状态的系数，我们发现表6.3中留守状态的系数与表6.2第

（3）列相比变小了，这说明社会网络机制的净效应为正（γ1、λ2均为负，γ1



120

λ2为正），即提高了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具体来看，观察社会网络中心性对

校园欺凌的间接效应，表5.4中学习网络的中介中心性、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

心性，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的紧密中心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接下来

观察表6.3中的这几个维度的具体情况。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的紧密中心性系数

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越紧密，儿童受欺

凌的可能性就越低。结合表5.4的结果，发现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的紧密中心性是

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留守儿童的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更松散，而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又能有效地抑制校园欺凌的发生。因此，留守儿童

在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处于不利位置，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和分享烦心事的同学更

少，从而增加了他们受欺凌的可能。

表6.3 留守状态、网络中心性与校园欺凌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在留守儿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结果表

明，留守状态不仅直接增加儿童受欺凌的可能性，还通过影响其在关键社会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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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间接放大这一风险。虽然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对校园欺凌有消解作用，但留

守儿童的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的紧密中心性低，这种“网络资源剥夺”意味着尽管

社会网络本身具有消解校园欺凌的潜力，但留守儿童难以利用社会网络这一工具，

避免校园欺凌。因此，化解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的重要路径是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

网络中心性。

第四节 社会网络中“沉默的大多数”

——旁观者的作用

在本章第二节分析中，可以发现校园欺凌在留守儿童中有明显的社会网络传递效

应，不同类型的网络（如学习、八卦、玩耍、情感、好友网络）均表现出明显的欺

凌状态扩散趋势。这说明校园欺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儿童之间的交互网络中被

放大或减弱，网络结构成为理解发生欺凌与延续的重要切入点。

然而，在欺凌关系的传播与演变中，除了欺凌者与受害者这两个角色外，还有一个

常被忽视的群体——旁观者（Salmivalli et al.，1996）。研究显示，绝大多数

校园欺凌事件中都有旁观者的身影（O’Connell et al.，1999），他们的态度与

行为可能直接对欺凌事件的走向造成影响，旁观者的沉默会强化欺凌者的行为模式

（Salmivalli et al.，2010），旁观者的积极干预会制止欺凌行为（Hawkins et

al.，2001; Pozzoli & Gini，2010）。现有旁观者相关研究较多，但从整体网分

析旁观者行为的研究较少。这一节从整体网视角探讨社会网络中旁观者的作用。

一 班级整体网中旁观者的类型

在校园欺凌中有五类角色，分别是欺凌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积极防御者和旁

观者，其中前两类是校园欺凌中的直接参与者，而后三类均属于广义上的旁观者，

未直接参与到欺凌中。这些角色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常以复合身份出现，笔者将

有广义上旁观者参与的角色进行组合，共形成九种实际存在的复合行为身份，分别

是消极防御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消极防御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受

害者、积极防御者+受害者、积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旁观者、旁观者+受害

者、旁观者+欺凌者+受害者。根据这九种身份的特征，笔者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三类

典型的结构性角色画像。

沉默边缘型包括消极防御者、消极防御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

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多数为“消极防御者+受害者”群体。中心调解型包括积极防

御者+受害者、积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旁观者。游移桥梁型包括旁观者、旁

观者+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受害者。笔者按照这三种类型绘制了XJ中学九年级

某班级整体网络图（见图6.1），节点灰白度与大小分别表示学生在欺凌事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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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类型与其在网络中的结构嵌入程度。节点大小表示入度中心性，用以反

映个体被提及、被连接的频率，间接体现其结构声望与影响力。

从整体图6.1中，可以看出不同角色类型在网络结构中的分布呈现出显著差异。这

一分布特征揭示出个体行为不仅由心理特质决定，更深刻地受其所处网络结构位置

的影响。

沉默边缘型常见于八卦网络的结构边界，他们聚集在网络外围或次要聚合点，呈现

出“弱连接—低能动”结构特征，其连接稀疏、影响力低，日常互动中易被忽视。

缺乏社会支持，是最易失声的风险群体，也是校园欺凌中最脆弱的群体。

中心调解型在学习网络中具有高中心性，结构位置突出，往往受到集体规范和结构

声誉的双重牵引，更可能承担干预责任，是推动校园生态良性演化的重要支点。

游移桥梁型在八卦、情感网络中表现出较强的结构穿透性与信息控制能力，常处于

桥梁型通道节点位置，是不同群体之间的连接者。他们具有较高的连接度，但在信

息与关系拉扯中表现出行为不稳定性，易受同伴压力和舆论影响，其干预意愿易随

情境波动，具有外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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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XJ中学九年级班级整体网络

注：黑色节点代表游移桥梁型，深灰节点代表中心调解型，浅灰节点代表沉默边缘型；点的大小说明了入

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大。

二 不同网络类型中旁观者的行为与干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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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网络类型对个体行为机制的塑造亦展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学习网络中，中心位

置的个体更倾向于积极干预，其背后机制可解释为“声誉约束”与“规范驱动”，

即网络中心个体更在意公共评价，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符合群体期待的行动。相反，

在八卦网络中，信息压力与情绪张力叠加，使得位于桥梁位置的个体更易因“结构

性麻木”或“敌意迁移”选择冷漠、顺应甚至附和欺凌行为。

图6.1不仅揭示了“谁沉默、谁游移、谁关键”的结构，也为识别高风险行为、设

计差异化干预路径提供了切实依据。今后的干预策略可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激活

“中心调解型”学生，赋能其角色转化为“积极干预者联盟”；二是关注“边缘沉

默型”个体，通过社交融合项目改善其结构位置；三是引导“游移桥梁型”个体重

构自我认知，提升其社会责任感，避免因“网络模糊地带”滑向旁观冷漠或行为失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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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01年5月29日，https://www.gov.cn/

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0.htm。

《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7

年7月10日，http://www.moe.gov.cn

jyb_sjzlsjzl_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

农村寄宿学校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生育率下

降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生源数量减少（孙志军、郑磊，

2021），且以往分散办学、校点广布、低重心的教育格局凸显出师生比不合理、规

模效益差等问题（梁超、王素素，2020）。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

教学点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开始推行

“撤点并校”，寄宿制学校成为农村地区常规办学形式。2016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国

农村地区（含镇区和乡村）义务教育寄宿生人数已达到2608万人，占农村地区在校

生总数的27.5%。其中，农村小学、初中寄宿生总数分别达到942.5万人和1665.7万

人，寄宿率为14.2%和58.6%。 寄宿制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儿童接受教育

的机会，但同时其特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可能会增加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一方面，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影响其学习成绩和升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长

期来看，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寄宿儿童偏差行为不仅影

响其生长发育和社会化过程，还可能导致其成年阶段无法适应社会，以及违法犯罪

和精神疾病（Ndugwa et al.，2011），所以有偏差行为儿童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

无偏差行为的儿童。鉴于儿童偏差行为可能的消极后果，考察其形塑机制进而减少

其偏差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本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本章的研究需要对样本进

行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766个。

第一节 寄宿学校、儿童人格与偏差行为的社会认知框架

行为主义创始人J.B.Watson（1913）认为行为受刺激源的影响，主张环境决定人的

行为模式，人的行为就是刺激—反应的结果。环境决定论未考虑个体自身因素且不

能有效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基于此，班杜拉提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认为个体活动既不完全受内部力量的驱使，也不完全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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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支配，而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以及其所处的环境三种要素交互作用决定

的（Bandura & Walters 1997）。所以，需要将外界环境和个体内在因素同时纳入

理论模型中来讨论行为问题。

社会认知理论多被用于儿童问题行为、情绪问题、身体活动行为等问题的研究

（Alulis & Grabowski，2017）。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逻辑，个体所处环境和自身

内在因素的差异，便会展现不同的行为风格。基于这一理论，不少学校试图搭建学

校管理框架，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如营养摄取、肥胖等）（Roche et al.，

2012），也有大量文献根据此理论构造研究框架，从而分析行为发生的机制。例

如，Wentzel（2005）发现，学校是独特的外在环境因素，当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有

效的社交互动时，对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Bektas et al.（2010）也

发现，儿童是根据环境对其吸烟行为提供的反馈做出反应，并与之相互作用而决定

是否吸烟。Espelage et al.（2018）通过追踪数据研究发现，人内在冲动和作为

外在环境的同伴犯罪的变化都会增加关系攻击的可能性。

社会认知理论在解释外在环境对个体行为影响时，强调认知过程的中介作用，而该

理论中的认知过程侧重于探讨个体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期望，但未将更基础的人格因

素纳入模型作为中介来考察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研究个体人格的理论模型

中，大五人格模型（The Big-Five Model）被认为是较为全面的人格分析框架并在

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因（Goldberg，1992）。因此，本节参考

Nieuwenhuis et al.（2021）将大五人格模型纳入分析，据此，构造本章理论框架

（见图7.1）。

图7.1 研究框架

一 寄宿与农村儿童偏差行为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定义，本章将偏差

行为界定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由外部环境导致的与主流价值观不符，偏离正常行

为规范，从而产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不利于自身以及他人健康成长、不被社会认

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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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受到环境影响，学校作为寄宿生的主要生活环境对其行

为的影响不言而喻，现有不少研究关注到寄宿学校独特的住宿环境对儿童偏差行为

的影响。与寄宿儿童相比，非寄宿儿童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可缓解情绪低落、焦虑

抑郁、信心缺失等消极心理，对学校适应能力、同理心均较高，而反社会行为较低

（Monteoliva & Martinez，2007）。反之，寄宿儿童面临社会化困境，不易形成

稳定的人格特征，导致寄宿儿童冲动控制困难、注意力缺陷和社会关系困难等，影

响儿童行为发展。再者，寄宿学校的性质增加了儿童与同伴的相处时间，学生隐私

空间较小，无人监督时间较多，导致寄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White，

2004）。更为直接地，Mander和Lester（2017）通过纵向调查，对比儿童寄宿前后

情绪和行为的差异，发现与非寄宿时儿童自报告相比，寄宿状态下儿童情绪症状、

多动症以及反社会行为显著增加。Friborg et al.（2020）发现，寄宿儿童呈现出

歧视、暴力、不健康的行为方式等特征。国内也有研究发现，与非寄宿状态相比，

寄宿儿童发生抑郁自责、依恋等行为的倾向性更高（Ma，2013）。基于上述分析提

出假设7.1：

H7.1：寄宿会增加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二 人格特质效应

首先，我们分析寄宿环境对农村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Satici et al.（2016）指

出社会归属感与外向性相关，长期营养缺乏对情绪产生负向影响（Kaplan et

al.，2007），即当寄宿儿童社会归属感越强、获得更优质的营养供给，其外向性

以及积极情绪水平越高。但寄宿儿童因长期在校生活且大部分农村寄宿学校在硬件

设施、学生营养状况等方面存在问题（胡伶、万恒，2012），所以寄宿生外向性等

人格特征发展欠缺。周金燕和徐妮娜（2021）也发现寄宿降低了农村儿童的情绪稳

定性、学校归属感和未来信心。同样地，朱志胜等（2019）发现寄宿显著提高了农

村儿童的抑郁水平，降低了其抗逆力水平，寄宿生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以及人

际交往问题。若用情绪智力衡量学生人格，结果同样显示寄宿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且在学校寄宿条件不佳的情况下，其负向影响更大（姚松、高莉亚，2018）。

接下来，本节分析儿童人格特征对偏差行为的影响。人格特质已被证明是各种外化

行为（包括品行问题、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Miller & Lynam，2001）。

攻击行为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冲动型人格、低自我控制是攻击行为发展的危险

因素，而情绪调节能力可能会降低攻击行为（Lone & Albotuaiba，2022）。在寄

宿学校中，儿童因家庭教育疏忽、难以适应学校环境等，极易形成依恋型人格，寄

宿儿童为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容易陷入早恋状态（Schaverien，2011；刘录护、

李春丽，2015）。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指向良好的学习态度、遵守学校纪律的优良

行为，严谨性和开放性对抄袭等违纪行为有负向影响（张要要，2023）。同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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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行为受自控能力的影响，在外界监督力度较为薄弱、儿童自控能力较差时，便

会提高违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贾丽凤等，2009）。由此提出假设7.2：

H7.2：儿童人格特征在寄宿对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到中介作用，且寄宿抑制儿童人

格发展，从而增加其偏差行为。

三 同伴、教师、父母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以上探讨影响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外界环境因素中，将其主要限定为寄宿学

校。但实际上，儿童社会化的关键主体，如同伴、教师、父母也会对其偏差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那么，这三类主体会对儿童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笔者讨论同伴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在寄宿学校中存在一种情况，家长将

问题儿童送往学校，期望老师对其偏差行为进行管理，导致寄宿学校内问题儿童数

量增加，从而提高了寄宿儿童结交不良同伴的概率，而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儿童更容

易出现偏差行为（Benson & Buehler，2012）。国内研究也发现，寄宿会显著降低

儿童同伴交往质量，如果同伴带有不良习惯，则可能对学生个体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周金燕、徐妮娜，2021）。其次，讨论教师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教师的交往

支持程度越高，学生的消极情绪就越低，这可以正向预测学生学习投入度，降低学

习性违纪行为（陈继文等，2015）。最后，讨论父母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父母

是儿童社交互动的主要来源，是儿童家庭社会化的重要主体（Yang et al.，

2023），当儿童表现出偏差行为迹象时，父母有效参与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发展起到

抑制作用（Coley et al.，2009）。而寄宿儿童普遍存在亲子沟通不畅、父母参与

缺位的情况，会增加寄宿儿童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7.3：

H7.3a：寄宿儿童交往不良同伴增加会增加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H7.3b：寄宿儿童获得的教师支持降低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H7.3c：寄宿儿童的父母参与会降低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节 农村儿童的寄宿与偏差行为

一 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

本章的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本节以CEPS 2013—2014学生问卷中“周

一到周四的晚上，你是否在学校寄宿？”这一指标来衡量。当学生在校寄宿时，赋

值为1，反之为0。在4766个农村儿童样本中，有2133名儿童寄宿，占总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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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5%。由于CEPS考察的是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即初中生，寄宿率接近50%，说

明农村初中学生寄宿较为普遍。

二 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本章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参考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NCL）

并结合CEPS数据库，用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三个变量度量其偏

差行为。在学生的攻击性行为方面，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杨钋、颜芷邑，2022），

本节选取“在去年一年中，学生骂人、说脏话，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脾气

暴躁的频率”五个问题，每个问题取值1—5分别代表“从不”“偶尔”“有时”

“经常”“总是”，分值越高，攻击性行为频率越高。其中，学生骂人、说脏话的

频率相对较高，欺负弱小同学的频率相对较低。在学生的违纪行为方面，包括“在

去年一年中，注意力不集中，逃课、旷课、逃学，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抽烟、喝

酒，上网吧、去游戏厅的频率”五个问题，每个问题取值1—5分别代表“从不”

“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值越高，违纪行为频率越高。其中，学生

注意力不集中的频率较高，逃课、旷课、逃学的频率相对较低。在学生的早恋行为

方面，选取问卷中的“你有没有对身边的某位异性同学或朋友产生过浪漫情感？”

这一问题，若学生产生过浪漫情感，赋值为1，反之为0（见表7.1），有42.6%的被

访者曾经有过早恋行为。

表7.1 偏差行为的测量题项与各题项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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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综合指标。具体而言，将上

述衡量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五个问题以及违纪行为的五个问题分别纳入因子分析，

KMO值分别为0.774和0.76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p=0.000），

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累积贡献率大于0.75，从测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

问题中均提取三个因子，并根据各因子所占比例与累计贡献率的比值计算最终得

分，得到测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综合指标。为保证各指标在同一量纲可进行

比较，对其归一化处理，并将其转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指标，分值越大，表明攻

击性行为及违纪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最终得到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的平均值分

别为13.020和11.026。

三 农村儿童的个体、家庭与学校特征

使用问卷中“家庭经济条件如何”衡量家庭经济状况。问题的回答从1—5表

示“非常困难”到“很富裕”，将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合并为一项，表示家

庭条件贫困；将比较富裕和很富裕合并为一项，表示家庭条件富裕；中等表

示家庭条件中等。

使用问卷中“妈妈/爸爸的受教育水平”衡量父母受教育水平，将“没受过任

何教育”取教育年限为0年；“小学”取值为6年；“初中”取值为9年；“中

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取值为12年；“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取值为16

年；“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19年。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吴要武、侯海波，2017），本章还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影

响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因素，具体包括：儿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

和学校特征。其中，儿童个人特征包括儿童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独生子女、

留守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受教育水平 ，

班级特征包括班级规模、班级在学校的排名，学校特征包括学校在全县的排名以及

学校不良行为发生频率。具体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7.2。

表7.2 全样本变量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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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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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

一 寄宿增加了农村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

本章主要考察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Behaviorsi为农村儿童i的偏差行为发生情况（包括攻击性行

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三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Boardingi为农村儿童i的寄宿

情况，Xi为其他控制变量，δj表示班级固定效应，εi为随机误差项。其中学生攻

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是连续变量，采用OLS模型进行估计；早恋行为是二分类变

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

笔者首先研究了农村儿童寄宿对其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图7.2（a）汇报了相应的回

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后，

寄宿儿童比非寄宿儿童发生攻击性行为的频率增加了1.842个单位，且在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这与国内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寄宿增加了儿童与同学的相处时

间，且寄宿学校生活老师的管理缺位以及相对简陋的住宿环境是同学之间产生矛盾

的重要诱因，增加了住校儿童发生欺凌行为或遭遇被欺凌的可能性（陆伟等，

2017）。

笔者进一步分析了寄宿对农村儿童违纪行为的影响。图7.2（b）汇报了寄宿对其违

纪行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

校特征后，寄宿儿童比非寄宿儿童发生违纪行为的频率增加了1.146个单位，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大多农村寄宿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限，对学生仅停

留在“看管”层面，缺少老师监督与引导，增加了住校儿童违纪行为的可能性（贾

丽凤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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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c）汇报了寄宿对农村儿童早恋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非寄宿儿童

相比，寄宿导致农村儿童早恋发生的可能性提升6.9%，可能的解释是，儿童在寄宿

学校中生活，容易形成强烈的孤独感，从而更渴望在同学中寻求情感支持，导致早

恋现象普遍（褚卫中、张玉惠，2012）。综合上述分析，假设7.1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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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回归结果

二 内生性问题讨论

（一）倾向得分匹配

寄宿是否会使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高于非寄宿儿童，即寄宿是不是导致

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原因，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农村儿童是否寄宿是其自选择结

果，这会导致方程的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PSM）估计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处理效应”。匹配估计的基本思

路是，将其他特征相似，仅在寄宿状态上存在差异的农村儿童进行匹配，通过匹配

后的样本识别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影响。

寄宿的农村儿童为实验组，非寄宿的农村儿童为控制组。为确保其基本特征相似，

笔者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之前，首先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绝

大多数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都大幅度减小，且绝对值均小于10%，说明匹配

之后的样本基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有效地解决了样本自选择带来的估计结果有偏

的问题。

表7.3第（1）—（4）列分别报告了寄宿对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采用

马氏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及一对一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即农村儿童寄宿的平均

处理效应（ATT）的估计值。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寄宿的农村儿童而言，农村寄宿

儿童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发生频率更高，早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总体而

言，PSM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较为接近，说明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选

择恰当，实现因果推断的目标，结果稳健（见图7.3、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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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7.3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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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二）工具变量法

农村儿童寄宿与其偏差行为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可能会对

其选择寄宿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儿童偏差行为较多，家长无力管理，选择送子女

住宿让老师管理。针对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

理。借鉴已有研究，使用家校距离作为农村儿童寄宿与否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学

生是否寄宿会受到学校与家里距离远近的影响，如果学校离家太远，学生家长为解

决上学通勤时间过长的问题可能会选择寄宿，如果学校离家较近，学生寄宿的可能

性便会降低；另一方面，学校离家的距离不会对儿童发生偏差行为产生影响，满足

外生性的假定。

本章采用Dubin-Wu-Hausman test来检验内生性问题是否存在，检验结果显著拒绝

原假设（p=0.002），说明模型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可以有

效解决内生性带来估计结果有偏差的问题。表7.4汇报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家校距离对农

村儿童寄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学校离家越远，农村儿童寄宿的可能性越大。表

7.4第（2）、（3）、（4）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发现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农村儿童寄宿会提高其发生攻击性

行为、违纪行为的频率，增加其早恋的可能性。进一步对家校距离进行弱工具变量

检验，检验结果（F=255.157，p=0.000），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

本模型选取的家校距离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7.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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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五人格如何影响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

一 农村儿童的大五人格

本节对测量情绪稳定性五个问题均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对测量尽责性中“我经常迟到”“我经常逃课”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

处理。

本节对测量外向性中“我很害羞”“我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而不愿与别人在

一起”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的中介变量为大五人格，主要包括亲和性、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外向性和开

放性五大维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王春超、林俊杰，2021），并结合CEPS的问

卷信息，共选取18个问题测量学生的亲和性、情绪稳定性 、尽责性 、外向性

、开放性五类人格。通过因子分析生成大五人格各维度指标以及总指标，由于各

维度指标间存在量纲差异，本节分别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并做归一化处理，生成取值

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值越大，表明儿童该维度以及整体的人格特征水平越高。

具体测量题项与指标描述见表7.5。

表7.5 大五人格测量题项与指标描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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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通过对以下方程的估计探究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具

体估计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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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思路：第一步，首先估计方程（7.1），基于变量Boarding系数

β1的取值及其显著性，判断寄宿与非寄宿的农村儿童在偏差行为的发生上是否存

在差异（具体系数在图7.2中展示）。第二步，进一步估计方程（7.2），其中

Noncognitive为本书的中介变量，基于系数b1的取值及其显著性，判断寄宿与非寄

宿的农村儿童在大五人格的发展上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系数在表7.6中展示）。第

三步，通过比较方程（7.3）中Boarding系数c1相较方程（7.1）中Boarding系数

β1在绝对值上是否有所缩小（具体系数在表7.7中展示），如果c1绝对值缩小且不

再显著，则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如果

c1绝对值缩小但仍然显著，则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逐步回归法对结果的分析非常直接，但存在精度不够的问题，因此使

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

二 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

基准回归报告三步法回归方程中的第一步结果，即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的影

响。表7.6展示方程（7.2）的估计结果，即寄宿对农村儿童人格特征的影响。对大

五人格特征总体指标而言，解释变量寄宿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村寄宿儿童的大

五人格发展水平低于非寄宿的儿童。其中，亲和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寄宿

儿童在亲和性上优于非寄宿儿童，这可能是因为，儿童在集体环境中生活，为了更

好地融入集体，需要体贴友好地对待同学，因而寄宿会提高儿童的亲和性。而寄宿

对于农村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外向性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寄宿

儿童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三方面的人格特征显著低于非寄宿儿童。这可

能是因为，寄宿儿童通常与家人分离，与父母和亲人的亲密联系较少，这种分离可

能会引起情感上的不稳定和分离焦虑，这种焦虑可能导致他们更为内向；而在寄宿

环境中，儿童可能过于依赖学校满足其学习和生活的需求，这种依赖可能会减少他

们发展独立性和责任感的机会，从而削弱其尽责性。开放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7.6 农村儿童寄宿对其人格特征的估计结果



141

通过估计方程（7.1）和方程（7.2），我们已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和第二

步。因此，通过对方程（7.3）的估计，即比较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后学生寄宿对偏

差行为的影响[见表7.7第（1）、（2）、（3）列中寄宿变量的系数]相对于控制人

格特征变量前寄宿对学生偏差行为的影响的变化程度来判断大五人格的作用。

结果显示，在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后，寄宿对偏差行为的系数变小：由寄宿造成儿童

发生违纪行为的频率从1.146下降到0.582，且解释变量寄宿的系数不再显著，说明

大五人格对于违纪行为的发生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寄宿儿童发生攻击性行为的频率

从1.842下降到1.454、发生早恋行为的可能性从6.9%下降到6.5%，显著性未变，这

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和早恋行为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7.7 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的估计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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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上文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当效应较弱而难以识

别的中介效应，本部分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获得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和

置信区间，Bootstrap方法要求重复抽样次数在1000次及以上（Preacher and

Hayes，2008），本部分通过迭代1500次以获取结果，结果见表7.8。

以寄宿作为自变量，人格特征综合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

恋行为作为因变量，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人格特征的

中介效应分别为0.370、0.364、0.003，三类行为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

（LLCI=0.112，ULCI=0.655；LLCI=0.106，ULCI=0.630；LLCI=0.001，

ULCI=0.007），其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8.9%、33%、4.2%。综合上述分析，儿童自

身人格特征是寄宿影响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的重要机制，假设7.2得

到支持。

表7.8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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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同伴、教师、父母对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调节

一 不良同伴的增强效应

本节测量不良同伴的题目为“学生提到的好朋友有没有如下行为”，包括“逃课、

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经常上网吧、游戏厅，谈恋爱”五个

问题，每个问题答案均取值1—3分别代表“没有这样的”“一到两个这样的”“很

多这样的”（见表7.9），将五个问题答案得分进行分组赋值处理，对所有问题都

回答“没有这样行为的好朋友”取值为0，只要有一个回答“有一到两个以及很多

这样行为的好朋友”取值为1，分别代表无不良同伴和有不良同伴。

表7.9 不良同伴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表7.10展示了农村寄宿儿童是否交往不良同伴对其偏差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

果显示，当寄宿儿童交往不良同伴时，其发生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频率以及早

恋行为的可能性大于未交往不良同伴的儿童。这可能是由于寄宿学校的生活加强了

与同伴的联系，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若身边有不良同伴，他们会观察和模仿同

伴偏差行为（Bandura et al.，1986），从而增加自身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假

设7.3a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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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农村寄宿儿童是否交往不良同伴对其偏差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二 教师支持的阻断效应

本节对测量教师情绪支持中“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冷漠孤立我、当众批

评我或者私下批评我”三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用学业支持、情绪支持综合度量教师对学生的支持程度，学业支持包括分别询

问学生“数学、语文、英语三科老师是否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三个问题，情绪支

持包括询问学生“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是否会想办法帮助我”“出现消极情绪

时，老师是否找家长一起帮助我”“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冷漠孤立我”“出现

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当众批评我”或者“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私下批评我”

 五个问题，具体赋值见表7.11，由于第4、5、6三个问题的变量赋值是反向的，

我们进行了正向处理。通过因子分析生成教师支持的综合指标，然后进行归一化处

理，生成取值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高，表明教师支持越高。此外，为讨论

当教师支持程度不同时，寄宿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本节参考张骞（2023）的处

理方法，将连续变量教师支持转化为分类变量，分别为教师支持程度较高（前

30%）和较少（后70%）。

表7-11 教师支持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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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展示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教师支持程度异质性分析。笔者发现，

当儿童获得了较多的教师支持，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负向影响会降低。这可能是因

为，教师通过正面的激励和引导方式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且

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也为学生提供了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所以，儿

童获得较多的教师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行为模式和适应性社交技能（叶晓

梅、曹晓婕，2023），从而抑制偏差行为的发生。假设7.3b得到支持。

表7.12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教师支持程度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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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参与的保护效应

参考吴帆、张林虓（2018）的做法，我们用认识参与、行为参与综合度量父母参与

程度。对认知参与的衡量是根据询问学生“你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

技馆等场所的频率大概是？”和“你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

频率大概是？”两个问题，对行为参与的衡量是询问学生“你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

频率大概是？”这一个问题，以上三个问题答案均取值1—6，分别代表“从未做

过”到“每周一次以上”（见表7.13）。通过因子分析生成父母参与的综合指标，

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取值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父母参

与程度越高。为讨论当父母参与程度不同时，寄宿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本节参

考张骞（2023）的处理方法，将连续变量父母参与转化为分类变量，分别为父母参

与程度越高（前30%）和较少（后70%）。

表7.13 父母参与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表7.14展示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父母参与程度异质性分析。笔者发现，

若寄宿儿童父母参与较多，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在

儿童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能教育和引导孩子的行为，并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环

境。但当父母缺位时，使得儿童无法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他们会试图与

同伴或者其他人建立关系填补内心空缺，从而增加发生偏差行为的可能性（Wu et

al.，2018）。假设7.3c得到支持。

表7.14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父母参与程度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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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工作—生活双场域下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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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

量的影响

——来自非认知能力的解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从农村流向城

市，这是中国历史上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移，也是世界范围内昀大数量的人口迁

移。受限于城市落户的高门槛（魏东霞、谌新民，2018），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住

房等方面无法享受与流入地市民同等待遇，他们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从而产生

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早在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就达到6102.55万人，超过了

全国儿童的1/5，当第一批留守儿童已成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成为中坚力量，留

守儿童研究的关注点也从“留守状态”转向“留守经历”（叶敬忠，2019）。童年

留守经历会产生多重影响，比如对成年健康和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并存在代

际传递（Zheng et al.，2022），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表现为加剧劳动力市场的

城乡不平等，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韩保庆等，2021），降低就业质量（唐宁、谢

勇，2019；Liu et al.，2020）。

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而目前青年就业压力巨大，实现青年充分高质量就业是就业领域的重中之重。

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如城镇化、数字经济、生育政策的调整等

（张广胜、王若男，2023；盛亦男，2019），也包括微观层面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等（刘涛、王德政，2021；杨政怡、杨进，2021）。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往往是交织而不是单一地产生影响，童年留守经历既兼具了个体

特征的微观元素，又能反映时代变迁的宏观要素，或许能更深入地解释对就业质量

的影响机制。童年阶段是整个生命历程中昀重要的发展阶段，父母外出不仅对留守

儿童童年时期产生影响，也会对成年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成年后参加工作是

重要事件，就业质量是检验成年后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依据。那

么，童年父母外出这一生命中重要事件如何影响青年就业质量？这是本章试图解答

的问题。

在解释就业质量中昀重要的指标工资差异时，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将能力近似等同为

认知能力，教育被视为其代理变量（周金燕，2015）。但新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对

个人职业发展及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起着同等重

要的作用（Heckman et al.，2006），能够预测个体的工资收入表现（Heckman

and Rubinstein，2001），由此揭示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与认知能力相

比，非认知能力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更具可塑性，应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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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kman，2000；Kautz et al.，2014）。个体早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不仅能

够在微观上促进个体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更有助于缓解中国结构性失业、贫

困和犯罪等诸多宏观现实问题（李晓曼、曾湘泉，2012）。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

非认知能力角度寻找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路径。

第一节 童年父母外出、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

的文献爬梳

一 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

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父母单方外出或双方外出和留守时长

（周福林、段成荣，2006）。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即为留守

（吴霓，2004；胡枫等，200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父母双方均外出才算留守

（朱科蓉等，2002）。关于留守时长也有不同的界定，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四个月为一学期的特征，有学者采用四个月以上的标准（叶敬忠、詹姆斯·莫瑞，

2005；刘红艳等，2017），而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课题组统计留守儿童数量时均

采用“半年以上”的标准，还有研究以一年以上作为界定标准（Zhou et al.，

2022）。综合以上定义，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和孙文凯、王乙杰（2016）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本章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

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六个月以上，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

家庭环境在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春玲、郭亚平，

2021），父母作为家庭中儿童照料和教育的主要责任人，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昀微

观环境，父母的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子女发展（吴晓刚、李欣，2023）。大量研究

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即期影响，包括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营

养状况、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Lei et al.，2018; Zhu et al.，2014），一方

面，父母外出到城市务工会产生汇款效应，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让留守儿童在

生活条件、教育、营养等方面得到改善，甚至往往优于非留守儿童（杨菊华、段成

荣，2008；谢贝妮、李岳云，2013；梁在、李文利，2021；彭小辉等，2022）。父

母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自身的健康意识和认识水平也会得到提升，进而传递给留守

儿童（Resosudarmo & Suryadarma，2011），促进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

方面，父母外出务工会导致亲子分离，童年缺乏父母照料将不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发

展（刘靖，2008；范兴华等，2017; Gao et al.，2010）。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

监督，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方面往往落后于非留守儿童（李云森，2013），也更容

易发生网络成瘾（Ye & Lu，2011）。陶然和周敏慧（2012）的研究发现分离效应

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汇款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即总体上父母外出务工不利于儿童

人力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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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子女的抚养过程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母亲提供的是生理性抚育，父亲则

承担着社会性教育的责任（费孝通，1988），“双系抚育”昀适合儿童成长（吴愈

晓等，2018）。既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导致的父亲缺位和母亲缺位会对留守儿童人

力资本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就儿童的学业成就而言，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

成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影响大于语文成绩，因为母亲扮演着

比父亲更重要的育儿角色（李庆海等，2014；许琪，2018；张瑶、陈伟，2018），

父亲外出、由母亲监护的留守儿童语文成绩具有明显的优势（梁在、李文利，

2021）。从教育获得来看，父亲外出不仅能显著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袁梦、

郑筱婷，2016），还能提高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韩保庆等，2023），而

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影响不显著。从儿童健康来看，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负向

影响昀大，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昀小（陈在余，2009；宋月萍、张耀

光，2009；郝明松，2022）。也有研究发现只有双亲外出对儿童健康产生负向影

响，单亲外出的影响不显著（苏华山等，2017）。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发现，母亲外

出务工会带来照料与监督缺失，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健康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儿

童人力资本的积累，而父亲外出务工则会通过汇款效应对儿童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

响，促进儿童当期和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 童年留守经历与非认知能力

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即医疗和

保健投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和劳动力迁移等（舒尔茨，1990）。后

续研究指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两个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教育、健康等传

统人力资本不能完整地解释劳动力市场结果，Heckman et al.（2006）提出了“新

人力资本模型”，将非认知能力引入经济模型，认为非认知能力是有价值并可投资

的，并对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和投资特征进行了探讨。在此影响下，留守对人力

资本影响研究的关注点开始从子女教育、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转向留守儿童非认知

能力上。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主要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来影响其非认

知能力。父母外出务工会通过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

升，增加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投入，进而提高子代的非认知能力（王慧敏等，2017；

李丽等，2017）。但父母外出也会减少子女成长阶段父母的监护和陪伴，父母时间

投入的减少会产生挤出效应，特别是忽视型教养方式会对子女非认知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黄超，2018）。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净效用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绝对值的

大小。李乐敏等（2020）通过亲子共餐的准实验，发现父母陪伴频率的降低对青少

年的非认知能力总水平及其分维度情绪稳定性、亲和性和尽责性均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崔颖和徐卓君（2021）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自尊和亲和性有积极影

响，但对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有消极影响。而周春芳等（2023）发现留守经历显著

降低了农村儿童的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我们无法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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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判断父母外出务工对非认知能力的总效应是正还是负，这是因为混杂了多种留守

类型对非认知能力的不同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双重影响

下，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可能不同。与父亲分离显著不

利于子女的人际交往、自我控制、领导力等非认知能力（李波、尹璐，2019），但

父亲长期外出使子女在开放性和外向性方面的表现更佳。母亲外出务工不利于留守

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因为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分离效应会降低留守儿童的情绪

稳定性，同时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发挥作用有限（Liu et al.，

2021）。也有研究表明，父亲外出会提升留守儿童的顺同性、外向性和开放性，而

母亲外出会降低留守儿童的严谨性和外向性（韩保庆等，2023）。

童年留守经历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会持续到成年阶段，郭亚平（2020）发现童

年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社会支持、自我控制和情绪稳定性等非认知能

力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刘志军（2019）在研究留守经历对“80后”外来工精

神健康的长期影响时，发现长时间的留守生活可能增强个人的抗逆力。

三 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

在解释明瑟方程残差时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遇到了挑战，当控制人力资本的认知属

性、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特征后，仍有60%左右的收入差异无法解释（Solon，

1992），而这部分收入差异要归因于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差异。

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上。基

于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差异，非认知能力有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在调查研究中

通常用量表来测量，昀常用的是大五人格，而在实验研究中通常用偏好实验来测

量，如风险偏好。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运用大五人格测量非认知能力，发现非

认知能力对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认知能力随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对其影响强度下降。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认为非认知能力会显著影响个体的

经济社会表现，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有决定作用，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收入

（Bowles et al.，2001；Almlund et al.，2011）。其中，人格特征中的开放

性、严谨性对工资收入有促进作用，且其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超过受教育年限

（乐君杰、胡博文，2017；程虹、李唐，2017）。许多多（2017）发现贫困大学生

在大学教育中非认知能力增长速度更快，且对初职收入的影响更大，可以改变寒门

学子的命运。也就是说，家庭经济背景处于劣势地位的寒门学子大学期间非认知能

力的发展会带来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高的回报。风险偏好可以表征为进取心，高风

险偏好也是进取心强的表现，或许能促进其取得工作方面的成就，从而提升就业质

量。

四 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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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范式是将个体生命历程看成社会结构的产物，童年阶段是人生

发展昀重要的阶段，童年时期的经历将对整个生命历程产生持续影响（Elder，

1994；埃尔德，2002）。根据“童年逆境经历”测量（ACE，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童年留守经历属于逆境经历的一种，童年父母外出不仅会影响子女

当期人力资本的发展，这种影响也会持续到子女成年。留守经历既会对成年人的健

康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Zheng et al.，2022），也会降

低成年人的主观福祉（刘志军等，2022）。童年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

成就（胡建国、鄢雨，2020），还会让大学生感到自卑、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更

强的攻击性（张春阳、徐慰，2020）。留守经历会让农民工形成自卑又自立的性

格，造成社交困难（刘志军、徐芳，2020），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郑晓冬等，

2022），也会造成犯罪率上升（Zhang et al.，2019）。以上研究结论均表明，留

守经历作为一种逆境经历，会对成年人持续产生消极影响。

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对的是“逆境成才论”，其主张逆境能够造就人才。正如孟子所

言，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是在忧患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强调逆境在

个人成才道路上的作用，增益其所不能去应对不利环境从而获得成功。在寒门出贵

子这一经典问题的讨论中，文化流动理论认为，文化不总是通过代际传递获得的，

寒门要想获得升迁式的社会流动，就需要获取优势文化资本来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

（谢爱磊等，2018），寒门学子的法宝是改变命运的内驱力，强烈的自我奋斗意识

和自制力（余秀兰、韩燕，2018），这正是个体在逆境中调节自我、应对压力并获

得较好发展的“抗逆力”。

留守经历作为一种逆境经历与抗逆力有着密切关系。刘志军（2019）研究发现长时

间留守生活反而会增加个人的抗逆力。李永鑫等（2008）发现母亲不仅能够给予儿

童细致的生活照料，而且能够满足儿童的情感支持需求，而父亲的照料在生活和情

感上都有所欠缺。由母亲照料的儿童抗逆力昀优，而由父亲照料的留守儿童抗逆力

昀低。抗逆力是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超过了智商和认真程度

（Duckworth et al.，2007）。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父亲外出母亲在家的儿童成年

后事业更容易成功，而母亲外出父亲在家的儿童成年后事业更难成功。就业质量是

一个相对全面综合的指标，可以测量事业成功与否，就业质量越高意味着事业越成

功，由此提出假设8.1：

H8.1：父亲外出有利于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而母亲外出会降低青年就业质量。

童年留守经历可能因留守阶段和留守时长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影响。儿童能力形成

的阶段性理论指出儿童能力形成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的生命时期形成不同的能

力，一旦错过这个时期，后期补偿的代价是高昂的（Cunha et al.，2010）。依托

该理论产生了能力形成的“关键期”的说法。“关键期”指某些能力只有在这个阶

段才能形成，后期难以弥补（周金燕，2015）。已有研究表明，3岁前是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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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关键期”，3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基本形成（Rochat，2018）。0—3岁母

亲护理和照料婴幼儿，为其建立安全感，这一关键时期父亲外出可能从客观上刺激

了子女自主能力的发展。如果是主要负责抚育性工作的母亲外出会让子女因缺乏照

料而缺乏安全感，进而削弱其自主探索能力，并可能会影响其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

的表现。虽然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的影响方向不同，但在0—3岁“关键期”父母外

出都可能会强化其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8.2：

H8.2：父母在子女0—3岁“关键期”外出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有强化作

用。

能力的自强化理论认为，儿童能力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性，当期能力的形成可以提高

下一期能力，能力和能力之间具有相互增强的作用（Cunha et al.，2010）。已有

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对认知能力的负效应会随着留守时间的延长而递增（周春芳、

苏群，2023），那么留守时间越长，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越大，对儿童

当期能力存在增强效应，并持续影响到成年后的发展，由此提出假设8.3：

H8.3：父母外出时间越长，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越大。

结合前文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父亲外出务工可能对儿童非认知能力产

生积极影响，而母亲外出会对儿童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非认知能力发展有利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提升就业质量。综合童年留守经历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和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影响这两个阶段的研究，由此提出假

设8.4：

H4：童年父亲外出通过促进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升青年就业质量，而童年

母亲外出则不利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降低青年就业质量。

第二节 童年留守经历与青年就业质量

一 数据来源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童年留守经历，故排除由于2010年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

造成的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

本书想尽可能用昀新数据、昀优数据和多期数据，但CFPS 2020数据没有涉及

非认知能力相关问题，而CFPS 2016及以前相关数据虽然涉及非认知能力相关

数据，但每期数据问题差异大且相比之下都没有CFPS 2018数据完善（CFPS

2018数据明确了大五人格的测量），故昀终决定使用CFPS 2018数据中非认知

能力和就业质量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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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和2018年数据。CFPS 2010问卷中有关于童

年时期父母缺位 的相关问题，2018年问卷中有关于非认知能力 和就业质量的

相关问题，本节运用2010年调查并且在2018年追访成功的样本研究童年留守经历对

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非认知能力影响机制。

留守儿童是针对农村儿童提出的，因此笔者限定3岁时为农业户口。

根据CFPS 2018问卷，对工作类型的划分有4类，分别是自家农业生产经营、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和非农受雇。笔者将非农受雇作

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考虑农业打工的就业质量，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一

类型所占比例很小，仅为1.75%；二是农业打工通常具有季节性，是分散的，

也没有工资收入数据。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因此笔者只保留1980年后

出生样本（年龄在38周岁以下），以排除198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人口迁

移的混杂影响（Zheng et al.，2022）。又因为本书研究的是童年留守经历与青年

就业质量，笔者只保留“3岁时户籍为农业户口” ，且调查时满18周岁、工作类

型为受雇群体的样本 ，样本年龄在18—38岁。对重要变量进行识别，剔除无效

样本后，获取有效样本1469个，其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样本为127个。

二 指标测度

（一）如何衡量就业质量？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中昀主要的两个险种，与其他社会保险险种

相比，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大、惠及面大、缴费率相对较高，更能

衡量就业质量的好坏。这里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指雇主单位为员工缴纳

的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补充

医疗保险等。

国外学者对就业质量指标有较为成熟的客观评价体系。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

工作指标体系（ILO，1999）、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指数、欧洲基金会的四维度

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等（Schroeder，2007）。本书借鉴Leschke 和Watt（2014）的

多维就业质量指数（multi-dimensional job quality index）以及明娟和曾湘泉

（2015）对就业质量测量维度的选择，结合CFPS数据的特点，选择工作收入、工作

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四个维度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四个分指标分别

为：①工作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昀重要的指标，用平均每月税后工资（扣除五险

一金）来衡量；②工作强度，用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来衡量；③工作稳定性，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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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签订劳动合同来衡量；④社会保险，用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来衡量。

对就业质量总指数的测量，本书先对各分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i代表劳动力个体，j代表就业质量的四个分项指

标。maxj和minj分别表示个体就业质量分指标的昀大值和昀小值。需要注意的是，

工作强度与就业质量呈负相关，本章用1减去标准化处理后的工作强度的差来进行

正向化处理。

就业质量指数的计算还需要明确各分项指标的权重，本书采用等权平均法（简单平

均法）来计算就业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Qi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力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见表8.1。

表8.1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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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显示了全样本、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双亲外出和没有留守经历的样本就业

质量各项指标的基本情况。童年父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昀高，高于没有童年留守

经历的青年人，双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青年人，母亲外出的

就业质量昀低。具体来看，父亲外出在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社会保

险四方面都优于非留守，而母亲外出与非留守相比，收入和社会保险拥有率更低，

工作强度更大，工作稳定性更高。双亲外出与非留守相比，工作收入更高，工作强

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享有率都更低。

（二）如何界定童年留守经历？

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参照项为没有童年留守经历，考察的均为农村儿童的情

况，不涉及流动儿童（随迁儿童）。因为流动儿童并没有与父母分离。

童年留守经历 。笔者根据CFPS 2010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您3岁以前（含3岁

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3岁以前（含3岁时），

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

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

间昀长为几周”对童年留守经历进行界定。已有研究中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通常是父

母进城务工，导致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分开6个月以上（Zhou et al.，

2015; Liu et al.，2018）。本书排除了由于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造成的被访者

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即删除了2010年被访者父母去世或者父母婚姻状况为非在婚

的样本，以确保样本均为因父母外出而形成的留守状态。借鉴留守儿童的界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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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问卷中的四个问题，区分三种类型的童年留守经历：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

外出。同时还可以获得另外两个维度的变量，分别是留守时段和留守时长。留守时

段分为0—3岁留守、4—12岁留守和两个阶段都留守。留守时长分为半年到一年、

一年到两年、两年到三年和三年以上。

根据数据部分的界定，为了研究需要，我们保留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样本，

由于主要使用CFPS 2018数据，所以样本均为38岁以下，又因为要研究青年就

业质量，故样本的年龄范围在18—38岁。

总体来看，如图8.1所示，年龄在18—38岁 的青年人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占

8.65%。从留守类型来看，母亲外出的样本占0.62%，父亲外出的样本占4.56%，父

母双亲外出的样本占3.47%。可见父亲外出务工和父母双亲外出务工是主要形式。

从留守时段来看，4—12岁留守的比例昀高（4.60%），0—3岁留守所占比例昀低，

仅为1.09%，两个阶段（0—3岁和4—12岁）均留守的占2.66%。0—3岁婴儿期更需

要父母照料，因而父母外出比例较低。从留守时长来看，一到两年留守经历的被访

者所占比例昀高，为2.86%；其次是三年以上留守经历占2.45%；再次是两到三年留

守经历的（1.70%）；昀后是半年到一年留守经历的（1.64%）。

图8.1 童年留守经历的描述

（三）其他指标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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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指个体和他人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Almlund et

al.，2011; Glewwe et al.，2017）。大五人格模型是现有国际上不同学科之间测

度非认知能力公认的工具，国内学者也认为大五人格能够较好地阐释中国人的非认

知能力（王孟成等，2010）。本节采用大五人格来测量非认知能力，Costa和

McCrae（1992）提出的大五人格分类法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尽责性、外向性、亲和

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参照CFPS 2018问卷的问题，本章构建五个维度的非认

知能力，每个维度由3个问题组成（见表8.2），每个问题的回答对应1—5分，将被

访者对每个维度3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取值在3—15分的连续变

量。

表8.2 CFPS中对应的大五人格问题与均值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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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童年父亲外出和没有留守经历的样本的大五人格各项值，本书发现父亲外出的

青年人在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上均高于非留守样本。母亲外出在外向性和情绪稳定

性上不如非留守样本。双亲外出在尽责性和外向性上不如非留守样本（见表

8.2）。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韩保庆等，2021；Zheng et al.，2022），控制被

访者的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等，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口、居住

地、受教育年限、认知能力、风险偏好、父亲的昀高学历、母亲的昀高学历、父亲

的职业声望、母亲的职业声望和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以及省份固定效应、职业固定

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等。表8.3给出了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8.3 其他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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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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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研究的因变量就业质量为连续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OLS回归，公式

如下：

其中，Jobqualityij为位于省份j的劳动者i的就业质量，LBEij为位于省份j的劳动

者i在童年留守经历，Xij为其他控制变量，δj、δi、δp分别表示职业、行业和省

份固定效应，εij为随机误差项。

LBE为Left-Behind Experience。

第三节 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

一 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不对称性”

本节将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父母双亲均外出放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不同童年留守

类型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表8.4第（1）列汇报了结果，父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

量是正向影响，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为负向影响，童年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

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童年时父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呈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

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青年人，父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提升2.974个单位。性别

分工决定了父母在童年时期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童年时父亲外出为整个家庭带来

了更高的收入，而母亲在家陪伴能够满足儿童的照料需求，确保子女童年时期人力

资本的积累不会与非留守儿童拉开差距。从家庭决策来看，父亲外出务工是昀有利

于整个家庭发展的安排。

童年时母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呈负向影响，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

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青年人，母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降低2.074个单位。一方

面，母亲外出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但母亲务工的收入不如父亲务工的收入高。另一

方面，母亲缺位造成儿童照料缺失，父亲的照料难以替代。已有研究表明母亲不仅

能够给予儿童细致的生活照料，而且能够满足儿童的情感支持需求，而父亲的照料

在生活和情感上都有所欠缺（李永鑫等，2008）。综合来看，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

收入效应低，而照料缺失损失大，是不利于家庭发展的安排。

我们观察到童年双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有负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原因可能在于，童年时母亲缺位可能让孩子因缺乏照料导致健康和教育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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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不理想，从而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父亲缺位带来收入的提升可以增加

孩子的营养和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青年就业质量。即双亲外出时母亲缺位带来

的消极影响抵消了父亲外出、母亲留在身边的积极影响。当然，双亲外出的影响并

不是父亲缺位和母亲缺位影响的简单相加，这里只是从父母不同分工的视角为童年

父母均缺位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提供一种解释。

已有研究结论表明，童年留守经历总体上对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完全留守

的负向影响更大（唐宁、谢勇，2019；Liu et al.，2020），并没有细分父亲外

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三种具体类型，因而无法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留守的差异

化影响及内在机制。本节细分类型后发现了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不对称

性，假设8.1得到支持。

二 童年父母外出的“关键期效应”

按照儿童能力形成的阶段性理论，由于父母外出，留守儿童早期能力形成的“关键

期”父母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笔者进一步

考察父母在子女不同时段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表8.4第（2）—（4）列汇报

了三种不同童年留守时段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第（2）列中父亲外出对青

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外出和留守时段（0—3岁）交互项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亲在子女0—3岁时外出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正向

影响更大。第（3）列中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母亲外出与

留守时段（0—3岁）的交互项为正，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母亲在子女0

—3岁时外出务工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

已有研究表明，3岁前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3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基本形成

（Rochat，2018），0—3岁母亲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护理和照料婴幼儿，为子女

建立安全感。这一关键时期父亲的缺席可能从客观上刺激了子女自主能力的发展，

而主要负责抚育性工作的母亲缺席会不利于子女的自主能力的提升。虽然父亲缺席

或母亲缺席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方向不同，但父母在子女0—3岁这一关键期外出

对子女就业质量影响更大，这符合生命历程理论中“时机和关键期效应”，即特定

的经历发生在个体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George，2014）。刘志军等

（2022）在研究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提出了“关键窗口效应”，即尽管

童年期各个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但不同留守

阶段产生的影响大小和持久性是不同的，其中，学前阶段是“关键窗口期”，与其

他留守阶段相比，学前留守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昀大。与以往研究结论相

似的是，儿童早期是个体生命发展的敏感期（Cunha & Heckman，2007），这一时

期的经历将对其成年后产生更大影响。0—3岁是父母外出对子女青年就业质量影响

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父母外出会产生“关键期效应”。假设8.2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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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童年父母外出的“时间效应”

表8.4第（5）—（7）列汇报了父母外出时长不同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

示，父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

明与童年时父亲未外出的青年人相比，童年时父亲外出，外出的时间越长，对青年

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一方面，父亲外出，子女需要帮助母亲承担部分家庭任

务，随着留守时长的增加可能培养留守儿童的抗压能力和抗逆能力，昀终有利于就

业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从小目睹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放弃离家近的工

作，选择外出务工，这种观念和拼搏精神可能会传递给孩子，这些孩子成年后也会

努力追求工作上的成功，因而就业质量更高。而母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互项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童年时母亲外出的时长越长，对青年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

就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母亲的缺位造成子女在婴幼儿时期某些能力未形成，随着留

守时间的增加，这些能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双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

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在进一步支持父亲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的基础

上，发现留守时长发挥了调节作用，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随留守时长的

增加而增强，即童年父母外出的“时间效应”，假设8.3得到支持。

表8.4 童年留守类型、时段与时长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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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四节 童年留守经历如何通过非认知能力影响

青年就业质量？

在机制分析中，笔者先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采用三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然后采用基于IV（Independent Variable，自变量）的中介分析，来测算非认

知能力的贡献率。

一 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

（一）尽责性与开放性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

由于在基准回归中双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故在机制探讨中

笔者仅探讨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两种类型。

在大五人格其他三项指标上，童年留守经历对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为正向影

响，对亲和性是负向影响，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侧面支持了父亲外

出只是有利于某些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基准回归完成了三步法的第一步，表8.5报告了第二步的结果，即不同类型留守青

年非认知能力的水平差异。 其中，在尽责性和开放性这两项指标上，童年时父亲

外出的青年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年，分别高出0.292个单位和0.139个单位，说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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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的青年在尽责性和开放性这两项非认知能力上略胜一筹。 可能的解释是，童

年父亲外出一方面需要孩子帮助母亲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因而子女的尽责性更

强；另一方面，父亲外出给了孩子足够的自由空间，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想象力丰富，开放性较强。

表8.5 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结果

此处只考察表8.6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四项非认知能力：父亲外出对尽责性和

开放性的影响、母亲外出对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影响。

本书将童年留守时长纳入模型中，进一步考察不同留守类型对非认知能力 的影

响趋势。结果如图8.2所示，随着童年留守时长的增加，父亲外出对尽责性的影响

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而父亲外出对开放性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再上

升的趋势。意味着父亲外出对非认知能力水平的影响不是直线式的，随着留守时长

的增加，尽责性越来越强，而开放性经历了一年到两年留守的高峰增长期后，影响

趋于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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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童年留守经历时长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趋势

基准回归结果和上一部分水平差异结果已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因此，这里只需实施检验的第三步，即比较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

就业质量的影响[见表8.6中第（1）、（4）列]。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变量的系数

相对于控制非认知能力变量前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见表8.4中

第（1）列的童年留守变量系数]的变化程度。

在控制了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后，表8.6第（1）列和第（4）列中父亲外出对就业质

量的正向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显著性相比表8.4第（1）列第一步结果有明显

下降，结合表8.5的结果，尽责性和开放性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分别在1%和5%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尽责性和开放性是父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机制之一。

可能的解释是，尽责性体现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度的自律，有助于提升就

业质量。开放性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能促进人们在工作中创新，进而提升就业质

量。

表8.6 控制非认知能力：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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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情绪稳定性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削弱效应

童年时母亲外出对青年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均为负向影响，其中

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来看，与童年非留守的青年相

比，母亲外出的青年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分别要低0.471个单位和0.384个单位（见

表8.5）。可能的解释是，母亲的外出使得子女缺乏生活照料和情感依恋，容易让

子女形成内向的性格，不善于社交。又由于幼年时缺乏母亲的情感支持，遇到问题

时没有母亲耐心细致的疏导与陪伴，造成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情绪不稳定。如图8.2

所示，母亲外出对子女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基本呈直线式，且系数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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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相对较大，说明母亲外出对子女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较大且相对稳

定。

表8.6第（2）列中母亲外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第（5）列

中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显著性和系数相比表8.4第（1）列

第一步结果有明显下降，但表8.6第（2）列外向性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第（5）列情绪稳定性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情绪稳定性可能是母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机制之一。可能的解释是，童

年时缺乏母亲的照料和情感支持，子女的情绪容易不稳定，而情绪稳定性能够帮助

人们应对工作压力，更好地完成工作，从而提升就业质量。综合来看，母亲外出不

利于情绪稳定性的发展，从而会降低青年就业质量。假设8.4得到支持。

二 非认知能力的贡献率

通过非认知能力机制分析，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中的尽责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

是可能的中介。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基于IV的中介分析来确定总效应、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从尽责性来看，父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总效应为13.384，其中直接效应为

2.046，间接效应为11.640，这说明童年父亲外出的经历通过提升青年的尽责性解

释了86.97%的总效应。从开放性来看，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

15.809、1.770和13.353，童年仅父亲留守的经历通过增加青年的开放性解释了总

效应的84.46%。从情绪稳定性来看，童年时母亲外出的经历通过降低青年情绪稳定

性解释了总效应的43.12%。

表8.7 基于IV的非认知能力中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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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活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多维资本积

累与成年幸福感

本章相关内容已公开发表，详见Yang，Z.，“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Adult

Happines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Vol.12，No.1，2025，pp.1-14。收入本书时更新了部分数据。

——来自多维资本的解释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个

体心理学创始人、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习近平：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

月31日，https://www.news.cn/mrdx/2022-01/31/c_1310448501.htm。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世界上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a ，幸

福感由什么因素决定，以及如何提升幸福感？这一直是学界与社会关注的主题。

Easterlin发现收入增加并不一定提升幸福感，人均收入的高低与平均幸福水平没

有明显关系（Easterlin，1974），由此开启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热潮。幸福

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通货膨胀、生态环境状况、社会保障政策等因素（Kang et al.，2022；马晓君

等，2019；Hu，et al.，2021；Tella et al.，2001；Tran et al.，2017）。微

观层面又分为个人和家庭维度，个人因素涉及个体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及自

尊、亲社会偏好、利他偏好等人格特征（Brodeur et al.，2021；Stieger et

al.，2021；陆彩霞等，2018；周欣然等，2020）。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结构特征和

家庭社会地位等（陆方文等，2017；龙斧、梁晓青，2019）。值得注意的是，宏观

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往往是交织而不是单一地产生影响。童年经历既兼具了个体特

征的微观元素，又能反映时代变迁，或许能更深入地解释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201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童年留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关系着无数人的福祉。20世纪70年代

末改革开放带来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和从西部到东南部的人口流动，这是中国历

史上昀大规模的也是世界范围内昀大数量的人口迁移。这次迁移产生了6102.55万

名留守儿童 ，当前这一批留守儿童已成年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见证

了时代变革的阵痛和突围，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社会整体主观福利

状况和发展问题。截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有3.76亿人，伴随数

量庞大的流动人群，可以预见留守儿童将长期存在并一批批步入成年。探讨童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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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长期影响，对于进一步引起政府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并改进相

关政策，从而增进整个社会的主观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童年治愈一生还是一生治愈童年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源于奥地利心理学家阿

德勒的著作《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是后人在解读其思想

时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核心在于强调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幸福的童

年可以为个体提供安全感、自信心和积极的人际交往模式，在成年后更好地应对生

活中的挑战；对于经历不幸童年的个体，他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面对

和疗愈童年的创伤。同时，个体可以通过自我努力、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等方式实

现自我超越。

一 幸福童年的积极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童年

阶段的情绪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提出，幸福的童年经历有助于个体

形成积极的性格特征，如自尊、自信和责任感。

耶鲁大学格赛尔儿童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8岁是孩子心理和行为发展

的黄金时期，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父母的陪伴和关注。

幸福的童年奠定人生的基石。幸福的童年经历有助于个体形成如自尊、自信、责任

感和同情心等积极的性格特征。 这些特征将伴随个体一生，成为其应对生活挑战

的重要资本。幸福的童年经历可以为个体积累安全感、自尊、自信和社会适应能力

等丰富的心理资本。1—8岁是孩子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安全感

主要来源于父母的陪伴和关注。 美好的童年经历能够为个体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

的基础，使其在成年后更易获得心理满足和社会成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幸福的童年经历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石，更是社会资本

积累的关键阶段。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

仅是情感的港湾，为孩子提供温暖、关爱与安全感，更是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涵

盖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以及价值观塑造等多个方面。家庭所蕴含的丰富社会关系

网络，如亲戚、朋友、邻里等，也为孩子提供了早期的社会交往平台，使他们在潜

移默化中学习人际交往的规则与技巧。这些资源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强大

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幸福的童年经历不仅关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更在

宏观层面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融入度和整体发展轨迹，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源

泉，为个体未来在社会中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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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幸童年的消极影响

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童年逆境可以部分影响 DNA 甲基化特征，从而影

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DNA甲基化反映了将童年逆境与抑郁症联系起来的生物

学途径以及恢复力的潜在机制。

ACE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将不良童年经历分为10个问题，每个问题得分

为1分。例如，是否经历过家庭暴力、是否目睹过父母间的暴力、父母是否离

异或入狱等。这些经历的数量（即ACE得分）越高，个体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健

康问题、药物滥用、暴力行为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越高。

不幸的童年经历，如家庭暴力、父母离异或长期分离等，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

应能力产生长期的负向影响。童年逆境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会改变DNA甲

基化特征，对青少年乃至成年后的抑郁症状产生影响。 此外，童年遭受虐待和

忽视会损害个体的感恩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ACE Study）发现，童年时期

遭受虐待、忽视、家庭暴力等不良经历与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药物滥用、暴力

行为以及慢性疾病风险显著增加相关，ACE得分越高（即不良童年经历数量越

多），个体成年后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越严重。 

不幸的童年经历会导致个体在成年后面临更高的社会适应风险（范兴华等，

2023）。例如，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情感支持，心理方面对幸福的感知

力较弱，身体健康方面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较弱，且童年时期与父母较为疏离的相处

方式、父母间相处模式会影响留守儿童成年后的亲子关系、伴侣关系以及其他亲密

关系，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社会适应障碍。这些个体在成年后可能需要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来修复心理创伤，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三 幸福童年与幸福人生的关联

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保持积极适应的能力。

幸福的童年经历为个体未来幸福奠定了基础。家庭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是影响个体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美好的童年经历能够积累丰富的心理和社会资本，使个体在成

年后更易获得心理满足和社会成功，早期的亲子互动能够增强个体的自尊和自信，

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更具优势。此外，幸福的童年经历还能够增强个体的抗逆力 

，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保持积极适应的能力，早期积极的家庭环境能够帮助个体

在成年后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幸福的童年不仅是个体成长的基石，更是其未

来幸福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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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童年留守、多维资本与幸福感的文献爬

梳

一 童年留守的即期影响与长期影响

大量研究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即期影响，包括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营

养状况、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Lei et al.，2018; Zhu et al.，2014）。尽管

相关结论并未达成一致，但多数研究支持了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分离对于儿童的学业

成绩和身心健康均产生了无法逆转的负向影响 （陶然、周敏慧，2012）。虽然父

母外出到城市务工会产生收入效应，降低留守儿童辍学率，并让其在生活条件、教

育、营养等方面得到改善（杨菊华、段成荣，2008；梁在、李文利，2021；彭小辉

等，2022）。但是，父母外出务工会导致部分孩子与父母分离，童年缺乏父母的照

料与陪伴易形成孤独、自卑等性格特征，并且产生社交恐惧（陆继霞，2011；刘志

军，2021），积极情感体验更低（袁书华、邢占军，2017），不利于留守儿童身心

发展（刘靖，2008；范兴华等，2017；Gao et al.，2010）。同时，由于缺乏父母

的指导和监督，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方面往往落后于非留守儿童（李云森，

2013），也更容易产生逃学、网瘾等不良行为（吴霓，2004；Ye and Lu，2011；

Meng and Yamauchi，2017），这些都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发展。

童年留守经历的消极影响将持续到成年早期。留守儿童更有可能中止高中学业，成

为新生代农民工（吕利丹，2014）。童年留守经历会降低成年后的就业质量，父母

同时外出务工的影响更大（唐宁、谢勇，2019；Liu et al.，2020）。留守类型的

不同会对收入产生不同影响，父亲外出会提高留守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母亲外出则

反之（韩保庆等，2021）。现有研究特别关注童年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不

利影响。童年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胡建国、鄢雨，2020），而

且会让大学生感到自卑、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更强的攻击性（张春阳、徐慰，

2020），还会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郭亚平，2020）。留守经历会让

农民工形成自卑又自立的性格，造成社交困难（刘志军、徐芳，2020）。当他们意

识到这段经历的痛处后，会改变育儿选择并追求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刘凌、吴蕾，

2019）。留守经历还会对成年健康和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并存在代际传递现

象（Zheng et al.，2022）。

无论是从即期影响还是长期影响来看，童年时期父母外出都会让留守儿童和成年人

产生情感疏离。研究还发现，留守经历会影响主观幸福感，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

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并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体验到父亲

情感温暖显著低于体验到母亲情感温暖（周春燕等，2014）。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

范式是将个体生命历程看成社会结构的产物，童年阶段是人生发展昀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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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的经历将对整个生命历程产生持续影响（Elder，1994；埃尔德，

2002）。大学阶段属于成年早期，童年留守事件属于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对幸

福感的消极影响将会从大学阶段延伸到整个成年阶段，由此提出假设9.1：

H9.1：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幸福感更低。

二 传统人力资本、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幸福感

James Heckman于2019年6月18日在2019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中发表了

题为“A Dynamic Model of Health，Addiction，Education，and Wealth”

的主题演讲，指出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好的健康习惯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形

式。

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首次将人作为一种资源和投资方式看待，认为“通过

自身投资，人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用来增进自身福

利的一条道路”。他还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即医疗和保健投

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和劳动力迁移等（舒尔茨，1990）。后续研究

认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个昀重要的组成部分。 

父母外出务工会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监督造成学业表

现不佳（李云森，2013）。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体现在多个年龄阶段，随

着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邱红、张凌云，2021），高等教

育能明显促进了主观幸福感（房敏、孙颖，2022）。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通过良好

的教育氛围、教育体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孙立新、刘兰兰，2020）。

父母外出务工会影响留守儿童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生理上，父母外出务工减少

其对儿童的照料与陪伴，易造成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态不如非留守儿童，如营养不

良（李强、臧文斌，2011）。在心理上，父母外出更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生活压力大

和孤独感增强（范兴华等，2017），还会使其面临安全感缺失。与非留守儿童相

比，留守儿童更容易遭遇“校园欺凌”（陈洁等，2021）。这将对留守儿童长期的

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儿童时期的逆境，比如虐待、家庭关系不和睦，会对其儿

童时期、青年时期和成年期心理健康均产生影响（Crowne et al.，2011; Zheng

et al.，2019），从而进一步影响成年后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

（Metzler et al.，2017）。现有研究表明，身心健康都有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

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徐仲安等，2013；李静、王月金，

2015）。由此提出假设9.2a和9.2b。

H9.2a：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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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2b：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

响。

赫克曼等提出了“新人力资本”，将能力区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分别是传

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新人力资本理论关注的范畴。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能力的形成

具有阶段性，如果错过这一阶段，后期补偿代价极大。儿童时期是形成和发展非认

知能力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周金燕，2015），非认知能力在儿童发展的早

期和后期都具有投资价值（Cunha et al.，2010），但在儿童后期的可塑性更强，

更容易得到培养（Heckman，2000）。父母在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形成“关键期”

和“敏感期”的外出务工和投资不足不利于留守儿童新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后期

难以弥补。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分离效应会对留守儿童的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产生

消极影响（崔颖、徐卓君，2021），特别是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抵

消不了分离效应的消极影响（Liu et al.，2021）。张瑞平和李庆安（2017）以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得出亲和性、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均

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说明非认知能力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提出假

设9.2c。

H9.2c：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新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对成年幸福

感产生负向影响。

三 社会资本的积累、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与幸福感

由于数据限制，本书只检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未来研究中再进

一步验证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

科尔曼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称为社会资本，认为亲子间的互

动、互惠和信任是影响子女资本发展的主要因素（Coleman，1988），并进一步将

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两者都对儿童能力的形成具

有重要作用。家庭外部社会资本指父母与社区内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

络，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吴愈晓等，2018）。科尔曼认

为，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培养了孩子的人际交往和一般信任水平，而家庭内部社会资

本是父母影响孩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父母外出务工减少了其与子女就学社区其

他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交流（赵延东、洪岩璧，2012），社会网络的缺乏不利于家庭

外部社会资本 的积累，不利于儿童能力的发展。外出务工会造成父母与子女客

观空间上的分离，亲子共同生活经历的缺乏和生疏的亲子关系不利于家庭内部社会

资本的积累，进而不利于儿童能力的形成，这种能力的差异会持续到成年阶段。以

往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计小青、赵景艳，2020；张彤

进、万广华，2020）。因此，提出假设9.3a和假设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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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3a：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子女成年后的父子关系，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

影响。

H9.3b：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子女成年后的母子关系，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

影响。

鲍恩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相互联系的元素（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

系统整体上呈现其内部元素所不具备的特征，家庭系统中某元素的残缺或变化会对

其他元素甚至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在多代关系网络的家庭中，个体面对未来的人际

关系时会复制其在原生家庭中习得的交往模式。家庭的互动模式具有代际传递性，

个体在恋爱、择偶和亲密关系的处理中倾向于重复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到的相处模

式，并传递给后代（易春丽等，2004）。这种传递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家庭内

部社会资本的积累，因而笔者将子女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也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

一种形式。父母外出务工容易产生另一种家庭分离，即夫妻分离。夫妻分离不利于

家庭中配偶间亲密关系的培养，造成夫妻关系的疏离，这种亲密关系模式也可能传

递给下一代，造成未来子女与配偶间亲密关系的疏离。此外，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人

从小与父母的亲密关系难以建立，无法在平时的生活中学习父母的相处之道，缺乏

爱的教育与爱人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亲密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成年后与

配偶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夫妻关系越融洽，其

家庭幸福感越高（宋健等，2014），由此提出假设9.3c：

H9.3c：童年留守经历会降低其成年后与配偶的亲密度，从而对成年后的幸福感产

生负向影响。

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来源

本章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0年、2014年、2018年和2020年四期数据。本章主要探究童年留守经历

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使用2010年问卷中有关于童年时期父母不与子女共同居

住的相关问题和2014年、2018年和2020年问卷中有关于幸福感的相关问题。本章的

分析运用在2010年调查并在2014年、2018年和2020年追访成功的样本。

童年留守经历的范围是农村儿童，因此本节只保留3岁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样本。

留守经历是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长期不能与子女共同居住的经历，但父母去世或离

异也会造成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因此本节排除由于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

造成的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即删除了2010年被访者父母去世或者父母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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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为非在婚的样本，以确保样本均为因父母外出而形成的留守状态。中国大规模

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因此本节保留1980年后出生的样本以

排除198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人口迁移的混杂影响（Zheng et al.，

2022）。又因本节的主题是成年幸福感，研究只保留18周岁以上的样本。昀终符合

条件的样本共有4464个。

二 童年留守经历与幸福感

（一）如何测度成年幸福感？

CFPS 2010问卷中幸福感的相关问题是用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和后续年份测量

的标准不同，合并起来难以解释。CFPS 2012问卷中只在儿童问卷中测量了幸

福感，并未测量成年幸福感。CFPS 2016问卷只测量了年龄小于23周岁的部分

群体的幸福感。故这三期数据没有使用。

成年幸福感。根据问卷设计的问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分）”，0—10分代表

从低到高。我们使用CFPS 2014、2018和2020三期数据 的幸福感。全样本成年幸

福感均值为7.571，有童年留守经历样本和没有留守经历样本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

7.260和7.599，有留守经历样本幸福感的均值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样本的幸福感

（p=0.000）。

（二）解释变量

童年留守经历。笔者根据CFPS 2010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您3岁以前（含3岁时），

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3岁以前（含3岁时），您母亲

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

的连续时间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昀长

为几周”对童年留守经历进行界定。已有研究中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通常是父母进城

务工，导致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分开六个月以上（Zhou et al.，2015; Liu

et al.，2018）。据此定义，总样本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样本占8.20%。

（三）控制变量

采用CFPS中SIOPS职业声望测量。SIOPS是一种国际职业声望指标，它是提供

一份职业清单，请受访者对职业清单上各职业的受欢迎或赞许程度打分来形

成职业声望指标。

本书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个体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绝对

收入、相对收入；家庭特征，如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声



179

望、母亲职业声望、兄弟姐妹数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表9.1给出了

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0.509岁，男性和女性的比

例相当。从婚姻状况来看，76.9%的成年人在婚（有配偶），所占比例昀大，其次

是未婚，占20.2%。从户口来看，12.6%的成年人为非农户口，绝大部分（87.4%）

被访者都是农业户口。从年收入来看，被访者年收入的对数为8.030；从相对收入

来看，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父亲的受教育年限略高

于母亲，分别为6.418年和4.341年，而母亲的职业声望 略高于父亲，分别为

39.470分和39.083分，兄弟姐妹数的均值为1.433个。

（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界定

1.人力资本

传统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和身体健康，其中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从受

教育年限来看，被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43年，大致相当于高一水平。从身

体健康状况看，选择比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占比较高，分别为43.2%、

23.4%和19.4%。结合CFPS问卷，笔者使用CES-D8量表来测量被访者的心理健康

（Turvey et al.，1999；van & Earleywine，2011；Karim et al.，2015），被

访者过去一周内以下8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1）我感到情绪低落；（2）我

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3）我的睡眠不好；（4）我感到愉快；（5）我感到孤

独；（6）我生活快乐；（7）我感到悲伤难过；（8）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0、

1、2到3依次表示大多数时候有（5—7天）、经常有（3—4天）、有些时候（1—2

天）和几乎没有（不到一天）。问题（4）、问题（6）是其他六个问题的反向描

述，我们对所有问题进行正向化处理后，将被访者对8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

加总得到一个取值在0—24分的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说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被访

者心理健康平均值为18.590，说明总体来看被访者心理较为健康。

对五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了2个主

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1%，然后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权数为每

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昀终得到的值就是非认知能力的总指标。

新人力资本则更加关注非认知能力的作用。相关研究通常采用自尊量表（Rosenber

et al.，1978）、内外控量表（Rotter et al.，1972）和大五人格量表（Costa &

McCrae，1992）来研究非认知能力。国内学者认为大五人格能够较好地阐释中国人

的非认知能力（王孟成等，2010）。Costa和Mccrae（1992）正式提出大五人格分

类法，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参照

CFPS 2018问卷的问题，构建5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每个维度由3个问题组成，每

个问题的回答对应1—5分，将被访者对该维度3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加总得

到一个取值在3—15分的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这个维度特征越明显。从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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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来看，大五人格中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均值分

别是11.247、9.866、11.306、9.609和9.087，其中尽责性和亲和性的均值明显高

于其他。本书进一步用主成分分析合成非认知能力总指标 ，以便探讨非认知能

力在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

2.社会资本

基于CFPS问卷，笔者选取了“与父亲的关系”和“与母亲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内部

社会资本。考虑到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再选用“配偶亲密度的重要性”。按照被

访者的回答，1—5表示从很不亲近到很亲近，从很不重要到很重要，数值越大意味

着越亲密、越重要，即社会资本越多。从被访者的回答来看，父子关系的均值为

4.224，母子关系的均值为4.383，与配偶亲密的重要程度的均值为4.408。整体来

看，被访者无论是与配偶，还是父母亲密度都较高。

三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的目标是探索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考虑到样本为三期面板

数据，且因变量幸福感为连续变量，笔者运用豪斯曼检验得出p=0.000，故采用了

固定效应模式。在回归中，除了童年留守经历这一主要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还包

括被访者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家庭

特征，如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声望、兄弟姐妹数等变量，还控制了时间固定

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happinessijt为位于省份j的居民i在t年的幸福感，LBEijt为位于省份j的居

民i在t年童年留守经历的情况，Xijt为控制变量，uprov和λ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误差项。

表9.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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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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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四节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一 童年留守会降低成年幸福感

表9.2汇报了相应的结果。第（1）—（3）列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始终为

负并显著。表9.2第（3）列显示，有童年留守经历会使成年后幸福感比没有童年留

守经历的低0.194分，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童年留守作为生命中的一个重

要事件，其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将持续到成年，假设9.1得到支持。

表9.2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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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 个体力量（人力资本）——身心健康与成年幸福感

（一）传统人力资本的积累

本部分采用三步法来检验传统人力资本是否在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中

起到了中介作用，第一步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第二步结果如表9.3所示。第（1）列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受教育年限

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童年留守经历并未影响到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可

能的解释是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汇款效应”能够增

加留守儿童获得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吕利丹、王非，2017；彭小辉等，2022），而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父母陪伴和监督，不利于学习成绩的提升，甚至因为缺乏父母监

督，增加了辍学的概率（李强等，2020）。两种相反方向的影响叠加，造成整体影

响并不显著。假设9.2a未得到支持。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均在5%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见表9.3第（2）列、第（3）列]，说明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两种健康人

力资本的积累。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分别要低0.234个单位和0.864个单位，说明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

健康人力资本上相对欠缺。父母外出务工疏于对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而童年时期

是身体快速发育阶段，营养方面的缺乏会造成成年后身体素质不佳。外出务工使得

父母无法陪伴子女，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有一种缺失感，也不利于其心理健

康（范兴华等，2017）。无论其他照料者疏于管教、溺爱还是严格要求均无法替代

父母，幼年时父母不在身边，在遭遇各种事件时无法获得家长支持，比如，留守儿

童更容易遭遇校园欺凌等负面事件（陈洁等，2021），如果没有及时干预，会让孩

子心理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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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 童年留守经历、传统人力资本与幸福感

昀后，表9.3第（4）—（6）列汇报了第三步检验结果。一方面，身体健康和心理

健康均对成年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每增加一个单位，成年幸福感得分分别提高0.333分和0.129分。另一方面，

在控制了传统人力资本的影响后，童年是否留守的回归系数均变小且统计显著性降

低，说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可能是童年留守经历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机制。结合第

二步检验结果，健康人力资本是影响机制之一。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身体健康人力

资本的积累，从而降低成年幸福感；同时也会影响心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

降低了其成年幸福感。例如，留守造成的性格孤僻、偏激、敌对等不良的心理状态

都会对成年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幸福感降低。假设9.2b得到支持。

（二）新人力资本的积累

表9.4汇报了新人力资本机制的分析结果。第（2）列中，童年留守经历对非认知能

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比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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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要低0.043个单位。第（3）列中，非认知能力对成年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第（2）、（3）列的结果，非认知能力不是童年留守经历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之一，假设9.2c未得到支持。

表9.4 童年留守经历、非认知能力与幸福感

三 家庭力量（社会资本）

笔者采用三步法来检验社会资本是否在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了

中介作用，第一步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第二步结果如表9.5第（1）—（3）列所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人的父子关

系、母子关系及配偶亲密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童年时父母外出务工造成儿童与

父母的分离，产生“分离效应”，由于从小缺乏父母陪伴与父母的亲密度较低，造

成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关系的疏离，成年后这种关系模式依然延续。表9.5第（1）列

和第（2）列显示，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父子

关系和母子关系的亲近程度分别要低0.163个单位和0.112个单位。进一步说明了童

年留守经历影响了家庭内部（亲子）社会资本的积累，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存

在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欠缺。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亲密关系存在代际传递，子女如

何与配偶相处会受到父母相处模式的影响。第（3）列显示，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

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与配偶亲密度要降低0.229个单位，进一

步说明了童年留守经历会通过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影响家庭内部（夫妻）社会资本

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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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童年留守经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

昀后，表9.5第（4）—（6）列汇报了第三步检验结果。一方面，父子关系、母子

关系及配偶亲密度均对成年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与配偶的亲密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成年后幸福感得分分别提

高0.483分、0.489分和0.625分，由此可以看出，配偶亲密度的重要性对成年幸福

感的影响昀大，说明家庭关系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高于亲子关系。另一方面，在

控制了社会资本的影响后，第（4）—（6）列中童年是否留守对成年幸福感影响的

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显著性下降。说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均可

能是童年留守经历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机制，即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家庭内部社会

资本从而降低其幸福感。假设9.3a、假设9.3b和假设9.3c得到支持。

四 童年留守经历如何降低成年幸福感？

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传统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心

理健康，社会资本中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配偶亲密度都是可能的中介。笔者进

一步采用基于IV的中介分析来确定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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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资本来看，童年留守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717，

其中直接效应为-0.138，间接效应为-0.207，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身体健康资本

解释了28.87%的总效应。从心理健康资本来看，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

为-0.717、-1.152和-0.335，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心理健康资本解释了总效应的

46.72%。从社会资本来看，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分别在5%、10%和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分别解释了总效应的96.60%、70.83%和66.53%。

表9.6 基于IV的多维资本中介分析



189

第十章 拥抱特殊童年

在共同富裕的推进过程中，农村儿童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随

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父母监护缺失已成为影响农村儿童健康发展的突出挑战。本

书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两个维度出发，分析父母缺位对农村儿童成长的影响。

短期而言，父母缺位不仅显著降低了儿童的人力资本质量，还导致情感支持系统

的弱化，并增加其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从长期发展来看，父母缺位会对儿童成

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本章系统提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

儿童的发展干预策略，旨在构建多维度的支持体系，通过改善成长环境和发展路

径，帮助“特殊童年”的儿童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一节 优化家庭陪伴模式，减少亲子分离的负

向影响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核心场域，父母的陪伴与情感支持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至关重

要。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亲子分离成为

农村留守与寄宿儿童面临的首要困境。为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分离带来的负向影

响，需从多个维度优化家庭陪伴模式。

消除分离阻隔，推动亲子共融。鼓励务工父母携带子女共同流动是最直接有效的

方式。当前，流入地城市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降低随迁子

女的入学门槛。例如，简化入学手续，消除户籍壁垒，将随迁子女纳入当地教育

资源分配体系，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儿童同等质量的教育服务。同时，优

化医疗保障制度，让随迁子女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医疗服务，解决父母的后顾之

忧。

创造留乡条件，保障情感支持。若父母难以带子女同行，为农村母亲提供本地就

业机会和经济补贴，也是保障儿童获得稳定情感支持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应结

合本地产业特色，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为农

村母亲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政策，鼓

励企业吸纳农村女性就业。同时，设立专项经济补贴，对选择留守陪伴子女的母

亲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她们兼顾家庭照料与个人发展，让子女在成长关键

期能够时刻感受到母亲的关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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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字技术，弥补物理距离。数字化工具的合理运用，能够有效强化家庭沟通

与情感联结。利用视频通话、亲情留言本等方式，即使父母与子女相隔千里，也

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学校和社区可定期组织亲子视频活动，指导家长和孩

子掌握视频沟通技巧，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时刻的关注。此

外，还可开发专门的亲子互动App，设置趣味任务、成长记录等功能，增进亲子间

的互动与了解，弥补物理距离带来的隔阂，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

科学规划分离时机，降低成长风险。在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决策需更加注重子女

的长期发展。若父母外出务工不可避免，需遵循两大原则：一是优先确保母亲留

守，降低对儿童情绪稳定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负向影响；二是依据儿童发展规

律，避开幼儿关键期，尽量在子女具备基本自理能力后再选择外出。正如赫克

曼、罗斯高（2019）指出，“没有一种干预比幼儿时期的干预有更高的回报”。

第二节 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与

心理健康支持

寄宿制学校作为农村寄宿儿童重要的成长环境，其管理水平与教育质量直接关系

到儿童的全面发展。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需从硬件设施、心理健康教育、非认

知能力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

优化基础设施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学校应加大投入，改善宿舍、食堂等

生活条件。在宿舍建设方面，合理规划住宿空间，确保每个孩子拥有舒适、安全

的居住环境；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如储物柜、洗漱设备等，培养孩子的生活自

理能力。食堂管理方面，严格把控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确保营养均衡

与卫生安全。制定科学的食谱，根据儿童生长发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膳食，减

少因环境不佳对儿童健康的负向影响。

心理健康教育是寄宿制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

设系统的情绪管理课程。心理教师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儿童正确认识和处

理自己的情绪，缓解孤独感与焦虑情绪。建立同伴互助机制，鼓励学生之间相互

关心、相互帮助，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同时，利用心理咨询室、心理热线

等渠道，为儿童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

题。

寄宿学校还需注重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将社交技能、情绪调节等内容融入日常教

学。通过开展团队合作活动，如小组项目、户外拓展等，提升儿童的责任感、外

向性和亲和性，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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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兴趣活动，如手工制作、艺术表演、体育竞赛等，丰富儿童的课余生活，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其教育教学能力至关重要。学校应加强教师培训，

将行为管理技巧和沟通能力提升课程纳入培训体系。通过专家讲座、案例分析、

经验交流等方式，帮助教师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更好地理解和满足儿童的心理

需求。同时，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对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非认知能力培养方面

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营造安

全稳定的学习环境，学校能够有效降低偏差行为的发生率，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第三节 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

力

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努力。构建“家

校社”协同机制，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为儿童创造更优质

的成长环境。

家庭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课堂，家长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监护

人，大多为祖辈，他们需要更新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养方式，避免过度溺爱

或忽视。学校可通过定期家长会、家访活动等方式，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及时

反馈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家长了解子女的成长需求，形成教育共识。同

时，开展家长学校，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传授亲子沟通技巧、儿童心

理发展知识等，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

引入社会资源，联合公益组织、社区机构开展课外活动，能够为儿童提供多元化

的成长支持。公益组织可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助学、助困等帮扶项目，为留守儿

童提供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支持。社区机构可利用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场

所，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读书分享会、科普讲座、文艺演出等，丰富儿

童的课余生活，拓宽他们的视野。此外，还可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组织志愿者

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

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是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联

合建立监测平台，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进行跟踪评估。通过定期走访、问

卷调查等方式，全面了解儿童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偏差行为或心

理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对于学习困难的儿童，组织专业教师

进行一对一辅导；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儿童，安排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通

过家校社三方联动，构建全方位的支持网络，为儿童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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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关注，实现长效保

障

政策支持是解决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问题的根本保障。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完

善留守儿童关爱政策体系。在资金投入方面，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寄宿学校

的办学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等。细化营养改善、心理健

康等专项计划，确保政策能够精准覆盖到每一位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尤其是偏

远地区的儿童。同时，促进教育公平，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分配，通过“互联网+教

育”等手段，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地区，弥补城乡教育差距，提升寄宿学校

的教学质量。

推动政策创新还需结合时代发展和实际需求。例如，探索建立留守儿童家庭发展

支持政策，鼓励企业为有留守儿童的家庭提供弹性工作制度，方便家长与孩子保

持密切联系；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加大对侵害留守儿童权益行为的打击

力度，为儿童的成长保驾护航。

社会认知与参与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媒体宣传、公益项目等途径，提高公众对留

守儿童与寄宿儿童问题的关注。媒体可制作专题报道、纪录片等，展现留守儿童

和寄宿儿童的生活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公益项目可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募捐、志愿服务等活动，吸引更多企业、志愿

者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的行动中来。

童年经历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应充

分认识到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起来，从优化家

庭陪伴模式、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推动政策创新等

多个方面入手，为农村留守与寄宿儿童构建多元支持体系，让他们能够在温暖与

关爱中拥抱特殊的童年，拥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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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1 寄宿儿童相关政策（1998—2023）



194

续表



195



196

附表2 农村寄宿制相关政策（20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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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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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将研究方向转向儿童领域，始于2022年儿子的降生。人生步入新阶段，初为人母的我，心中涌

起诸多困惑。于是，我借此契机深入儿童研究，希望能更懂他，也因他而对儿童世界充满好奇。随后，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立项，为我的儿童调研提供了坚实的经费支持，使我得以获取宝贵的一手数

据。尽管我们生活在城市，但为了更好地兼顾育儿与工作，我和儿子曾经历过短暂的分离。那段时间，

我的父母在老家帮我照料孩子，而我则每周末往返于工作地与故乡之间，仿佛成了一位“留守妈妈”。

原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特殊经历，却在与身边妈妈们的交流中发现，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每当把他留

在家中，自己专注工作时，心中总萦绕着一份难以释怀的“亏欠”。半年的候鸟生活之后，我决定与他

共同生活，结束这样的分离。或许源于对农村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路径依赖，我

的目光逐渐转向成千上万的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他们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大迁移这一时代背景

下的个体缩影，也折射出农村教育资源集中化的现实。他们经历的，是一段特殊的童年，也是一个时代

的印记。在大众媒体或一般印象中，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常被贴上种种“标签”，与各类行为问题联系

在一起。然而，我也注意到许多曾为留守儿童的成年人，如今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拥有了

幸福圆满的人生。本研究正是希望探寻这两类特殊又普遍的儿童，与其他儿童之间的异同，以期更辩证

地看待他们，而非简单污名化。同时，这项研究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儿童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本书的撰

写过程中，我要感谢参与研究助理工作的同学们。龚小艺、周凤、晏冰洁、王芷怡、周运洋、徐奕、吴

润凯、陈晴好等同学在资料整理、部分章节的初步撰写以及书稿校对工作中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本书的

顺利出版，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曼曼女士的大力支持与专业工作，在此深表谢忱。同时，衷心

感谢中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彭庆军院长为本书出版提供的经费资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儿

子。在我开启儿童研究之时，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他已三岁八个月。每当我出门加班，他总会

说：“妈妈不要加班。”年幼的他还不明白，妈妈的“班”里，有她的人生追求——就像他不明白爸爸

为何总关着门对着电脑，也不知道那方屏幕之中，藏着爸爸的精神天地。感谢我的先生，他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的研究，在无数个伏案疾书的深夜，总有他的默默陪伴。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年

的孩子，以至在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依然保有活成孩子的勇气。

杨政怡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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